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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是什么让我们人类成为如此独特的动物？与其他生物相比，我们人类的确过着极为不同的生活。没有任何其他物种像人类这样彻底地改变了自身的生活环境，为了寻求生存，人类变得更加依赖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了宏伟的精神大厦，这其中涵盖了人类生活中积累的各项知识与技能：技术、农业、科学、宗教、法律、政治、贸易、历史、艺术、文学、音乐和体育。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人类思想中的哪些因素使我们能够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又是什么让我们的思维得以以这种方式运作呢？
在本书中，我会论证说明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认知工具”。我们人类不仅创造了物理意义上的机器，比如滑轮、陷阱、推车和内燃机，还创造了头脑中的机器；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形成的思维机制使我们的思维比其他物种更深入、更迅速、更发散。这些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包括因果关系理解、情景记忆、模仿、心智解读、规范性思维等。这些是“工具”而不是“本能”（Pinker，1994），因为这些能力和众多物理设备一样，是文化而非遗传进化的产物。[1]新的认知机制，即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基因突变，而是因为认知过程中的创新发展。这些新发展也并非通过基因，而是通过社会学习传承给后代。具有新的认知机制的人们再通过社会交往将这些机制传递给更多的人。另外，某些新思维方式可以代代相传，另一些思维方式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亡，这是因为掌握前一类思维方式的人有更多的“学生”，而非更多“婴儿”（Sober，1991）。
心理学家们经常用工具一词来比喻。他们认为人类思维各方面的运作方式其实与电路板、水箱、探照灯、搜索引擎、温度计、电阻器或瑞士军刀等的各个部件非常相似。但是如果我的猜测正确的话，人类思维与以上列举的机械设备在运作方式上的相似性其实更加深入。独特的人类思维方式的形成与那些外部世界的机器类似，都是文化进步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些思维方式是技术在人脑中的体现。遗传进化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可用于学习和记忆的通用机制，并对我们的气质进行微调，使我们的注意力发生偏移，以至于我们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专注周围的人。然而我将在本书中借助比较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学、哲学、人类学、行为经济学及理论生物学等理论证明，正是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经由通用机制处理的信息，建立了独特的人类思维方式。
本书的前三章为文化进化心理学奠定了基础。第1章讨论了认知工具理论的概念，并解释了文化进化心理学建立在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基础上的原因。第2章借鉴了生物学哲学进行论证，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与生俱来（先天）与后天养育（后天）的辩论在某些层面上有严重误导，但对于人类认知的任何特定特征而言，找出（1）遗传信息、（2）文化传承信息以及（3）直接来源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环境的信息塑造该特征的方式和程度是重要的。第2章还包括对当代文化进化论的概述，阐述如何将其既应用于认知产物（谷），又应用于认知机制（磨）。第3章则主要关注由遗传信息构成的人类特有的认知特征。行为及神经学研究发现，新生儿的大脑远非“白板”一块或者类似于黑猩猩的大脑，它具有高容量的学习和记忆机制、具有物种特异性的注意力机制以及发现有益社交线索的倾向。
第4章考察了可实现文化传承（即文化中的DNA复制）的文化学习的本质，以此引入本书的核心章节（第5章至第8章）。第5章至第8章分别考察了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等文化学习类型，并以现有证据证明：人类文化学习的独特性取决于文化传承信息。我着重关注了文化学习的机制，即那些使人类能以非凡的效率、保真度和精确性向他人学习的认知工具，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些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显得尤其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可延续性，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本身可促使人类通过文化继承更多的技能。其次，进化心理学家和文化进化论者对许多认知特征的起源持不同意见，但双方都确信文化学习的机制是认知本能而不是认知工具。这种共识表明，文化学习的机制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而认知机制是最难以用文化进化的产物解释清楚的。
当对观察行为的影响随着周遭环境或观察对象（或榜样）的特征而改变时，比如当老榜样比新榜样更有影响力时，社会学习被认为具有“选择性”或涉及“社会学习策略”。在第5章中，我认为，存在于非人类动物、儿童和成人身上的选择性社会学习源自领域一般性学习和关注过程，即不是专门用于社会互动的过程，当然更不是用于文化传承了。然而，一小部分只在成年人身上发现的社会学习策略依赖明确的元认知，即对思考本身的思考。这些且只有这些行为效果才是真正具有策略性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习的例子。证据表明，与其他明确的元认知规则类似，这些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是通过社会互动，经由文化而非基因传承下来的。
观察者对榜样的动作形态进行复制，就是模仿，通过观察榜样的身体各部位随其他部位的运动方式，观察者得以用相似的方式运动身体的各个部位，从而产生动作。在第6章中，我认同百年来的传统观点，即模仿行为是“特殊”的，在人类中比在其他任何物种中更发达，并且所依赖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类型的学习。另外我也同意，这些机制有助于保持文化传承的真实性。我个人的些许叛逆倾向只出现在与模仿行为起源相关的问题上。通过对关于模仿行为调控机制的原始理论的阐述，并提供支持该理论的经验证据，我认为，模仿能力是通过社会文化经验获得的。
心智解读包含对自己或他人心理状态的认同，比如信念和欲望、思想和感受等。在第7章中，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心智解读主要是通过提高教授的有效性来促进文化传承，但许多归因于心智解读的行为反应，比如在时间压力下猿、婴儿和成人身上呈现出的隐性或自动效应，并不是真正反映心智解读的案例，事实上它们源自领域一般性心理过程。这些过程能够产生与心智解读效果相仿的行为预测，当其发生时主体就会被描述为“低理性的”。那么真正的心智解读从何而来？答案是来自支持阅读或文字读写能力发展的以对话为基础的同类型的社会互动。而且这种社会互动是以文化形式传承的。
毋庸置疑，以结构化和习惯方式使用文字或符号交流的工具——语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学习形式。谈到语言，关键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一种文化学习形式，而在于语言能力的起源：是遗传还是文化进化。在第8章中，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语言科学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这个争论。事实上，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关于语言的争论中找到令人信服的案例来证明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的存在，那么这对于阐明本书的论点是非常有利的；文化进化在一个坚固的认知本能的基础上形成认知工具。但这并不是我发现的。当两种观点可以相互检验时，我发现语言的文化进化与遗传选择对语言的影响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本书的核心章节，第5至第8章，有些特殊的看点。我在第5章中直接回答了一个文化进化论者倾向于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选择性社会学习中的哪些因素推进了文化进化？关于模仿行为，第6章详细探讨了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新的认知机制。第7章介绍了一种关于心智解读的创新观念，并提供了长期公认的先天主义及“理论-理论”视角之外的新方案。第8章则对关于语言起源的争论的现状进行了翔实而冷静的评价，但值得说明的是在经过广泛阅读后，我发现我在该争论中其实并无立场。
不同寻常的是，本书中的所有案例研究引入文化进化的理论与证据，不仅来自灵长类学和发展心理学，还来自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
最后一章回过头来思考认知工具理论是如何与人类进化的时间线匹配的，并思考它对人性产生了哪些影响。文化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敏捷，但也更为脆弱。尽管我们并没有被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思想禁锢，而且目标明确的教育干预也具有改变认知发展的潜质，但我们依然输不起。战争和瘟疫不仅会清除现有的技术诀窍，还可能同时清除获取这些技术诀窍的手段。另外，文化进化观点也具有学科发展意义。与许多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它并不赞同所有关于人类思想和人类生命的研究都必须通过进化论来进行。相反，它暗示对人类认知的发展和进化起源的研究应该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展开。
[1] 《牛津英语词典》把“工具”（gadget）一词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小的配件、装置或机械”。我选择“工具”一词作为本书主题的主要原因是它听上去与“本能”（instinct）一词类似（也是两个元音），但所代表的意思却完全不同。本能是存在于基因中的，而工具是“装置”——通过人类行为组装而成的。而且，我也认同认知工具是“相对较小的配件”这一暗喻；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系统论中那些古老的认知机制紧密而持续地进行着相互作用，而那些古老的认知机制——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共享的认知机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行为。然而，我并不认为认知工具是智能设计的产品（人们有意生产它们），我也不认为这些认知工具的“小”代表不重要。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是强大的，且对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1章
 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
在本章中，我将概述认知工具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以及近年来对于“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我将循着当代人类进化研究的“逻辑地理学”（Ryle，1954）回答这个问题。随后，我将解释认知工具理论如何以其他理论为基础建构而来以及采用这种建构方式的原因，并指出识字能力的起源为认知工具提供了原理证明。




逻辑地理学
一、维度
一些政治与宗教团体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是由超自然力量赋予的，正因为如此，该说法也为优先满足人类利益提供了道义上的说辞。与之相反，现代科学研究则假定人类与其他物种间存在的任何差异，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类别上，都完全来源于自然发展，这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进化，尽管这些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对待动物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其所包含的道义上的影响却远非不言自明。当科学家们发问“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假设人类是唯一独特的物种，抑或觉得是人类这样的独特性让我们在道义上具有优势。
根据定义，所有关于人类独特性的科学探究最终都旨在解释人类的生命与其他动物的生命在地域分布、栖息地以及生活习惯上表现出的差异，这就好比火星人访问地球也会发现自身与地球人存在这种差异。科学家们在不同方面寻找能够解释这些差异的线索及答案。其中一些研究关注我们身体的发展，比如，追溯直立行走以及灵巧的双手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其他研究则只针对大脑发育，强调人类的大脑相对于其身体而言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而且某些脑部区域的扩张程度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较其他区域更高。另外一个研究关注点是行为，即人所从事的事情。理解人类独特性的关键或许在于我们的社交行为、对工具以及火的使用。最后一个从进化及科学角度研究人类独特性的焦点是人类的思想。这类研究试图识别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心理过程或思维方式。
诚然，这四个研究焦点，即肢体、大脑、行为和心智，是互补而非排斥的。心智来源于大脑，大脑则是肢体的一部分，心智—大脑控制行为，行为又是由肢体来实施的。由此可见，最终可完整解释人类独特性的理论必然是将这四个研究焦点进行了整合。
从进化的角度回答“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个问题时，答案也同样受历史及其他外部变迁等方面的影响。侧重史学维度的答案，也即“叙事理论”，为人类进化中的关键事件提供了一个顺序和年代表。例如，它们将大脑结构及行为的重大改变与有可能引起这些变化的气候或群体事件联系起来。侧重于外力影响的答案，即“外力理论”，则关注与人类进化有关的过程：如文化传承、表观遗传学、基因—文化协同进化、遗传同化、遗传漂变和生态位构建，以及对遗传变异的自然选择。（上述过程在稍后的章节中会展开讨论。）理想的理论会兼顾历史与外力维度，将年代表作为外力影响的证据，并用外力影响来解释年代表。目前已有很多令人钦佩的交叉理论（如Sterelny，2003；2012）产生，但整合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残缺不全的化石和考古学记录让叙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推测性的（这些理论经常被当成“原来如此的故事”），而且当细节性强的叙述与对外力影响的分析结合后，由此产生的故事很可能变得非常复杂且经不起推敲。
二、进化心理学
那么，认知工具理论这个答案的焦点在哪呢？它与其他答案相比如何？事实上，认知工具理论将焦点锁定在心智上。与进化心理学——这里要与“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1]（Barkow, Cosmides and Tooby，1995；Pinker，1994）这类研究心智和行为的进化分析方法区别开来——一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大脑、行为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是无法在没有过渡介质的情况下得到合理解释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抽象的心理层面描述这些关系，我们就无法对其做出合理解释。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某人手持长矛在荒野中狩猎。通过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辅助分析，我们很有可能能够记录在狩猎者每一次环顾四周时，射入他眼中的光线在模式上的变化。我们甚至能够将与光线有关的神经放电的变化与狩猎者的行为进行关联：A模式可预测狩猎者会继续环顾四周；B模式则预测他会屈身半蹲更靠近地面；C模式表明他将举起手中的矛。但这个庞大复杂的输入矩阵（脑部活动）及其输出结果解释不了狩猎者的行为，或者说无法提供他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做什么事的信息，除非这个矩阵被翻译成心理术语，比如那个狩猎者“看到”、“错过”、“想要”以及“了解”什么。“看到”和“了解”之类的术语是已存入狩猎者的关联矩阵的那类活动与关系，并不是指由大脑或一种幽灵般的心理物质所做的“额外事项”。因此，如果缺少了心理术语提供的抽象概念，行为科学及神经科学只能够提供毫无洞察力的信息，精确但没有预测力。
与许多进化心理学家一样，我也认为那些最有效的抽象概念并非来自民间心理学（“看到”与“了解”），而是源于认知科学。这里所说的“民间心理学”指的是我们在谈论日常思想行为时经常提到的那些古老的智慧和传说。它用思想和感觉、信念和欲望来解释行为。例如：“娜碧拉点了一下头，示意她想竞购那幅米罗[2]的画，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拍卖师可以理解她的头部动作是参与竞标的信号。”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认知科学”这一名词便已经开始被用来指代众多针对心智展开的跨学科研究。这其中涉及的学科包括实验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认知科学提供的很多解释都将心智比作一台电脑，将思考的过程比作“信息处理”，定位在“亚个体”的层面上（Dennett，1969；1987）。也就是说，与民间心理学将人的整体心理状态（例如信念和欲望）作为行为的驱动力相反，认知科学将行为解释为头脑的各个部分的活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当娜碧拉看到用绿色墨水写出的蓝色两个字时，她说出‘蓝色’，这是因为她的头脑中负责命名颜色的模块和负责认读字词的模块在控制她的语言机制时相互竞争，负责认读字词的模块最终胜出。”认知科学提供的这种“亚个体”的解释并不源自熟识或者直觉，这些解释比民间心理学对心智的分析更为深入，也经受住了很多严格的实验检测。
引入认知科学来探究人类进化，或使用人类进化去分析认知科学，是进化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被认为是其最持久的成就。进化心理学的先驱——人类社会生物学（Wilson，1975），试图解释人类特有的社会行为的进化，特别是利他行为，这种行为要么完全不涉及心智，要么只依靠偶然产生的、心智发挥作用的民间心理学特征。同样，至今仍在蓬勃发展的人类行为生态学（Cronk，1991；Laland and Brown，2011）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心智，因为该领域使用数学模型研究人类特有的行为（尤其是觅食行为）是否具有适应性（增强繁殖适度），具有适应能力的话，是否真的适应了环境（因增强繁殖适度而进化）。通过采用被称为“表型策略”（Grafen，1984；Hoppitt and Laland，2013）和“黑匣子论”（Heyes，2016a）的策略，人类行为生态学家们的研究有时会涉及大脑，却几乎很少提到心智，而当他们偶尔提到心智时也通常只是涉及民间心理学的内容。因此，尽管社会生物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已经为人类进化提供了宝贵信息，我认为进化心理学家在大约20年前所提出的“是时候认真对待心智发展”这一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认知工具理论与进化心理学在关注人类思维以及强调认知科学在解释人类独特性时的重要性这两方面完全一致。但是，进化心理学，至少是“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主张外力塑造了并将继续塑造人类心智，在这一点上认知工具理论与其完全不同。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主张、断言或仅仅假设遗传进化是人类心智的建筑师。根据“认知本能”的观点，独特的人类思维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因果关系或具有完整的心智图，也无法使用完整的句子进行交谈。但是他（她）的基因中有让他（她）能够在后天发展这些能力的程序，使他（她）能够在几乎不需要外界任何帮助和学习的情况下，构造人类特有的认知机制，比如逻辑理解力、心智图和语言能力等。这一观点认为，婴儿成长的外部环境所起到的是“触发”或“唤起”认知发展的作用，而非像认知工具理论所说的，起到的是塑造或构建独特的人类思维方式的作用。
三、文化进化论
认知工具是一种“外力论”，而非“叙事论”。它包括迄今已知的人类进化年代表（见第9章），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塑造了人类心智的过程，并将学习（特别是社会学习）和文化进化作为焦点。认知工具理论在解释人类生活的独特性时强调社会学习及文化的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化进化论（Lewens，2015）类似。
当代文化进化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Boyd and Richerson，1988；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其思想基础则是在之前20年里形成（Campbell，1965；1974），它坚决反对被政治因素利用和玷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如今，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教会对于现代主义理念都更加包容（见第2章）。文化进化论者都相信，人类进化（即随时间的推移在某一特定人群中某些特性分布的变化）不仅可以通过遗传，还可以通过文化传承实现。这些特性或“种群特征”出现的频率，不仅会因为它们通过遗传机制传递给生物学后代的可能性的高低而出现增减，也会因为它们通过社会互动传递给文化传承者的可能性的高低出现增减，这个文化传承与其文化上的父母可能存在遗传关系，也可能不存在遗传关系。
当代文化进化论与认知工具理论的关键差异在于在这两种理论中可观察到的种群特征。迄今为止，文化进化论常见于对可见行为及人工制品的研究。例如，该理论曾被用来解释在特定群体中小型家庭所占比例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趋势，或特定群体中某种特殊鱼钩的使用频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与发展。与之相反，认知工具理论则将文化进化论用于对思维机制，即掌握并控制行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认知工具理论试图解释，在某个特定群体中，能够推算出跨越未知区域的捷径（心智图）或思考某件工具的工作原理（因果理解），又或者具备复制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模仿）的人所占比例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变化。认知工具理论为“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提供的答案所关注的并非心智的“谷”，比如“我们做什么”，而是心智的“磨”，即心智的运作方式（Aquinas，1272；Heyes，2012a）。
当关于人类独特认知机制的起源等诸多问题出现时，即便是最具热情和先进理论的文化进化论者也会开始变得像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家。这些文化进化论者，在复杂数学模型分析的支持下，恐怕会非常坚决地否认遗传机制是人类行为（“谷”）进化发展的根源，但同时又在毫无根据或在仅有微薄证据的前提下假设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磨”）是由基因塑造的。
在涉及推动文化传承的认知机制（这些机制统称为社会学习或文化学习）时，这种并置尤为凸出（见第4章）。当代文化进化论提出的观点一目了然（如图1.1）。也就是说，遗传进化赋予人类文化学习的机制，通过对这些认知本能的使用，人类从自己的聚居地或所处的社交群体中学到了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内容。这不失为一个简洁的观点，然而我认为这与认知科学提供的证据相悖。那些证据表明在人类独特的认知机制中，参与社会学习的部分不仅是文化进化的过程，也是文化进化的产物。


图1.1 遗传进化、文化学习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进化心理学及文化进化论均暗示遗传进化产生了文化学习，而文化学习推动了文化进化（深色箭头）。相反地，文化进化心理学则提出，遗传进化只在文化学习形成初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推动文化进化的机制本身就是文化进化的产物（浅色箭头）
综上所述（图1.2），认知工具理论对“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与进化心理学中借鉴认知科学以人类思维为研究目标类似，也相当于文化进化论，强调社会学习作为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的重要性。然而，这两种理论在解释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是工具而非本能，是文化产物而不是遗传进化的方式上却是截然不同的。鉴于这些异同点，认知工具理论代表了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的发展，在此我称之为“文化进化心理学”。


图1.2 进化心理学、文化进化论和文化进化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四、同行旅人
尽管认知工具理论与进化心理学、文化进化论在独特的人类思维机制的起源这一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我却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荒野中喊出“是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人。对于很多社会人类学家，特别是对那些自称“文化心理学家”（Shweder and Sullivan，1993）的人而言，这是他们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些学者认为思想的各个方面均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互依赖，以至于达到与环境不可分割的程度。在直接接触非西方文化并具有丰富经验的研究人员中，这种观点为认知工具这一假说提供了有利证据和支持。然而，文化进化心理学植根于认知科学和进化理论，背离了文化心理学以及大多数社会人类学家采用的研究模式。例如，文化进化心理学对那些典型的人类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个人和群体间的各种变体情有独钟。另外，文化进化心理学也不寻求区分与生俱来与后天养育（见第2章），或对我们日常的本体知识体系进行调整，心智在其中与周围世界进行相对独立而又持续的互动（Greenwood，2015）。
其他倡导“是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呼声来自跨文化心理学，在这一领域中，许多研究人员利用认知科学以及跨文化的行为任务实验，不仅发现了典型的人类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同时还发现了让人颇感兴趣的组间变异模式（Haun, Rapold, Call,Janzen and Levinson，2006；Nisbett，2010；Shiraev and Levy，2014；Winawer et al.，2007）。跨文化心理学可以被称为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个自带理论框架的研究项目。如此一来，文化进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之间具有显著的协同潜力，即由前者提供理论，后者提供证据。
在有关人类独特性的逻辑地理学研究领域，最接近认知工具理论的是巴雷特（Barrett，2017）、丹尼特（Dennett，1991）、卡米洛夫-史密斯（Karmilof-Smith，1995；2015）和托马塞洛（Tomasello，2009；2014）提出的理论。巴雷特的“情感构建学说”的研究焦点是情感而非认知，而且并没有明确提及文化进化，而是同认知工具理论一样，植根于认知科学并强调社交在塑造人类思维过程中的重要性。丹尼特在解释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时仅暗指而未明确地说明文化进化不但可以塑造认知机制，也是认知的产物。卡米洛夫-史密斯的“表征重述”理论并未提及文化进化，但在认知科学框架内前瞻性地尝试明确社会文化经验何以能生成新的认知机制。最后，与认知工具理论类似，托马塞洛的“共享意向假说”是对“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关注文化传承的心理过程，强调认知发展中通过社会互动进行学习的重要性。然而，这个共享意向假说旨在寻求人类的独特性（“共享意向”）的唯一心理学根源，而不是一系列人类独特的认知过程（如心智图、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模仿等）。该假说在理论上、经验上都植根于维果茨基（1896—1934，苏联心理学家）的心理学，而非认知科学，并且该理论似乎也假设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了非常明确的文化学习倾向。如果这种理解正确的话，共享意向假说则与文化进化心理学不同，它意味着我们的想法取决于文化学习，但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由基因决定的。



为何是现在？
在文化进化心理学中，认知工具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在婴幼儿时期的社会互动产生了新的认知机制，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由于社会互动研究与认知机制研究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交集，直到近期我们仍然很难对这个假设进行评估。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群体和个体的互动，但对认知机制没什么兴趣。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家只对认知机制感兴趣，并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非社会性问题，比如，独处一室的（或有独处可能性的）某个人在看到一件物品时回想起过往，或开始在键盘上打字，又或者起身去寻找房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迅速而彻底的改变。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将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联系起来，并利用脑成像技术，使自己成为目前自然科学中最具活力也最容易获得经费支持的研究领域之一（Blakemore,Winston and Frith，2004；Lieberman，2007）。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首次实现了对互联网社会互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了解，并探讨了社会互动在其中的作用。
例如，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模型与脑成像技术等手段发现，人类社会学习和教学行为中的很多机制都具有深刻的进化根源。人类的社会学习和教学这两种行为的核心，与所有脊椎动物以及多数无脊椎动物用来了解事件之间的预测关系的基本机制相同，也与使蜜蜂能够记住特定颜色的花朵会产生更多的花蜜，使鸟儿们知道用喙以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敲击贝壳就可以将其打开的关联或统计学机制相同。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新奇闪亮，它们的构成其实非常古老，因此往往并不需要艰难的提升过程，仅依靠遗传进化的微调就足以得到发展（见第3章）。
认知心理学家早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爆发式发展之前就已经对阅读或识字能力开展研究，而脑成像技术显著地证实了阅读训练可以重塑认知系统。这种转变为文化进化心理学的核心原则提供了依据：它证明了新的认知机制，特别是与文化学习相关的新机制可以由文化进化产生（Heyes，2012a）。首先，阅读是一种极为强大且独特的人类文化学习形式，一种能够使具有识字能力的人获得大量前人积累的信息资源的认知过程。其次，很显然，阅读是由文化进化产生的。书面语言仅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相对于整个人类进化史而言，这短短几千年不足以完成与阅读相关的认知机制的遗传进化。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具有正常识字能力的成人和有不同程度脑损伤的患者在处理文字时的速度以及出现错误的形式进行了测量和对比，以此对与阅读相关的认知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根据最有名的理论之一“双通路级联模型”（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上述实验获得的研究数据意味着每个具备阅读能力的被试者从看到字母串到将字母串连成词朗读出来，都有独特的认知路径（图1.3；Coltheart, Rastle, Perry, Langdon and Ziegler，2001）。每一条路径（用箭头表示）以及它们的一些组成部分（用方框表示），都是通过学习阅读这一过程构建的。即使某个组成部分在识字训练之前已经存在，路径构建也会改变它的运行方式。
脑成像技术也被用来检测识字训练引起的脑部变化的程度和规模。脑成像结果显示，相对于文盲，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在看到语句时大脑皮层中大块区域的反应更为活跃（Dehaene et al.，2010）。这些区域包括参与相对低水平视觉信号处理的右侧枕叶皮质，以及枕颞皮质的焦点区域。后者因其在每一个具有识字能力的被试者看到书面文字后都表现出可靠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视觉词形区（VWFA）。假如有人不知道阅读是由文化传承的，他就很容易把视觉词形区的可靠反应和精准定位误认为是阅读能力依赖认知本能或“先天模块”的标志。


图1.3 朗读行为中的双通路级联模型。词汇语义路径（实线箭头）首先从字母到印刷文字形式的心理词典（字形输入词典），然后到一个可编码词义的语义系统，之后到一个储存与单词相关的语音信息的语音输出词典，最后到达音素系统。词汇非语义路径（虚线箭头）则绕过语义系统，但使用字形输入和语音输出两个单元。而“形素—音素”路径（虚线箭头）甚至绕过这些单元，允许人们看到的字母激活音素直接发声
（经美国心理协会许可改编自Coltheart, Rastle, Perry, Langdon and Ziegler, 2001）
因此，学习阅读对神经认知系统有着重要且建设性的影响。当然，它并不是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个新系统。与其他遗传和文化适应过程一样，学习阅读也是吸收旧的部分并将其重塑成一个新系统。这些旧的部分是最初为识别物体和口语发展所需，通过遗传与文化传承做出了适应性改变的计算过程及大脑皮质区域，但正是识字训练这个发展的、文化的过程，使这些旧的部分成为一个专门进行文化学习的新系统。
阅读的例子清楚地表明，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包括文化学习机制，可以通过文化得到传承。那么文化进化心理学家会问：这种文化传承范围有多广？其他通过社会互动构建和继承的独特的人类认知过程又到了何种程度？



小结
认知工具理论，又称文化进化心理学，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它是一种外力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类进化的叙事理论，该理论在关注心智方面类似于进化心理学，而在强调社会学习和文化对人类特性塑造的重要性方面又与文化进化论类似。然而，文化进化心理学不同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它提出，文化进化构建了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即思维方式。它们是认知工具而非认知本能，是通过整个童年的社会互动被组装、调整的心智技术。诚然，人类心智的某些组成部分和构建推动力是遗传的，但事实上人类心智的设计者是作用于文化的自然选择，而非遗传、变异。一直以来，我们学到的理论告诉我们，思维技术使我们如此独特。而那些思维技术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使文化进化心理学在人类进化研究中得到了及时的发展，对识字能力的深入研究也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提供了证明。
要认真对待文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与生俱来（先天）与后天养育（后天）之间的区别。第2章主要关注先天——后天这一话题，并深入探讨文化进化的意义，为文化进化心理学打下基础。
[1] “高教会派”（High Church），一词，是相对于“低教会派”而言，是基督教圣公会的一个派别，19世纪形成于英国，主张在教义、仪式和教会规章上保持天主教传统，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译者注
[2] 胡安·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第2章
 与生俱来、后天养育和文化影响
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各方面发展是由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即便是面对威胁时的战斗或逃跑这样简单的应激反应，它的发生与发展也取决于DNA序列（基因）、表观遗传标志物、环境影响（如威胁刺激、亲代抚育、营养）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个体神经内分泌系统所处的状态（Loman and Gunnar，2010）。人类发展进程中充足的互动复杂性清楚表明，认知与其他生理系统一样，并没有绝对的先天获得或后天形成的严格区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学特征是单纯由基因或环境产生的。

由于缺乏这样的案例，一些学者认为应该舍弃对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但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一块蛋糕的成分绝不仅仅取决于配料，也不完全依赖于烤箱的设置，但搞清楚不同配料和烤箱设置如何影响蛋糕的外观、风味和口感以及影响的程度依然是有意义的。同样，尽管每一种生物学特性都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对于任意一种特征，了解先天与后天对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途径仍然是重要且值得的。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发育生物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尽管如此，那些质疑将先天与后天、把与生俱来的特征和后天养育获得的特质进行对比的研究者仍然强调两个真实存在且互补的风险。一方面，对发育过程的解释存在被不同发育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淹没的风险。除非我们有非常好的理由说明某些因素较其他因素更重要，否则，以这种方式解释发育就如同使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笔下那张比例尺为1∶1的虚构地图，笨拙且无法深入了解或筛选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在我们试图将其简化并生成一幅可用来选择性地呈现发育过程的重要特征的地图时，必须保持谨慎，不能随意将某些因素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这在20世纪的行为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随着研究的钟摆从本能论（Guo，1922）转向行为主义（Watson，1930），又经过经典行为学（Lorenz，1965；Tinbergen，1963）和社会生物学（Wilson，1975）回到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行为学家们的研究核心也由最初的遗传因素转移至环境影响，最终又将基因重新提上研究日程。这一系列的历史转变并非反复无常。举例来说，行为主义的兴起是由当年美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促成的，而后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语言理论的批判则加速了行为主义的衰落。然而很难讲这些历史转变完全是对新的经验发现或者是对认知发展中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更好思考方式的理性反应。它们更像是格式塔开关[2]，研究认知发展的科学家在其中有时看到的是代表遗传因素的“鸭子”，有时看到的是代表环境控制的“兔子”（图2.1；Kuhn，1962）。

在生物学前期工作的基础上（Lorenz，1965；Maynard Smith，2000；Plotkin and Odling-Smee，1981），并结合对当代“新先天论”类型的进化心理学（Grifiths，2017）的密切关注，一些科学哲学家找到了一个可以避开过度复杂与武断偏见的方法。该方法使用类似存在语义论的信息学概念来区分影响发展的主要与次要因素，并对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进行比较。[3]本章前半部分概述了存在语义论及文化进化研究的进展。后半部分则解释了文化进化中最彻底的进化方式——选择论怎样被应用于行为、人工制品（“谷”）和认知机制（“磨”）的研究中，并由此阐明其被用于文化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方式。



图2.1 是鸭子还是兔子？



生物信息
信息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当代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这一概念不仅被用于解释整个生物体的感知、思考、示意及语言使用等行为，还可用于解释单个神经元的发射模式、细胞内的生物学交流过程，以及无处不在的DNA序列；其中基因可以被理解为“携带信息”或者就是一串“代码”。在大多数情况下，“X携带关于Y的信息”的意思往往仅限于“X与Y有关”。在这个“香农”[4]式的信息概念（Shannon，1949）中，烟雾携带着关于火的信息，这是因为二者往往一起出现，同样，如果一个人在见到詹妮弗·安妮斯顿的照片时神经元会发射信号，而见到其他公众人物的照片时不会，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神经元携带了关于詹妮弗·安妮斯顿的信息（Quiroga, Reddy, Kreiman, Koch and Fried，2005）。香农的信息概念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足以作为生物系统发育研究的指南。单独使用香农的信息概念会给发育过程引入过多其他因素。就好像一棵树的年轮，由于其年轮的数量、大小与树的生长条件相关，因此按照香农的理论，年轮携带着关于树龄的信息，然而年轮本身在树的生长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任何重要的作用。类似的，孩子们在练习精准抓握能力，也就是练习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并提起物体时，通常要经历几个阶段，掌握捏的动作和提的动作的相对时机（Forssberg, Eliasson,Kinoshita, Johansson and Westling，1991）。这些阶段与儿童的年龄相关，因此携带着所谓的“香农信息”，但某一发展阶段的捏与提的相对时机是否有助于后一阶段捏与提的相对时机或精准抓握能力的其他方面的发育，目前尚无定论。
存在语义论的信息概念则是建立在香农的概念之上的（Millikan，1984；Shea，2013；Sterelny, Smith and Dickison，1996）。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与发育结果相关并因此携带“香农信息”的所有因素中，真正携带信息（或“表现”、“编码”或“携带”意义）的是那些由于达尔文选择过程产生关联的因素。更具体地说：证明某一生物结构X携带着关于Y的信息的前提是，只有当X的状态与Y相关，且X被选择（也就是被保存并传给后代）是因为其状态与Y相关。那么以存在语义论的观点来看，上文中提到的神经元反应则不能被认为是携带了詹妮弗·安妮斯顿的信息，因为詹妮弗·安妮斯顿不是这些神经元进化环境中的一部分。她并没有出现在几百万年前神经元以及神经可塑性的基本机制发生进化的时候。她也不存在于几十万年前人类特有的神经可塑性机制发生进化的时候。因此，尽管促进神经元发育的过程无疑是与时俱进的，但它们进化的原因并不是要产生对詹妮弗·安妮斯顿有反应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存在的目的或功能并不是在看见詹妮弗·安妮斯顿的照片时发射信号，因此，这些“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在存在语义论意义上并不代表或携带关于詹妮弗·安妮斯顿的信息。
存在语义论观点有助于在解释认知发展时避开过度复杂和武断偏见。该理论从进化的角度指出某些发育因素较其他因素更为重要。从近似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见到詹妮弗·安妮斯顿的照片在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的发育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进化角度分析，也就是当我们的目的是解释人类认知中深层的历史根源时，詹妮弗·安妮斯顿可以被排除在外。[5]
存在语义论观点的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比较遗传和环境对发育的影响的统一标准（Shea，2013）。我们习惯于从信息的角度思考环境对发育的影响及作用。水蚤在接触与捕食者有关的某种化学物质后长出了防御外壳，我们便很自然地说水蚤“察觉”或“发现”捕食者就在附近。同样，当一只猫开始在每一天的同一时刻出现在猫粮碗旁边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说猫“知道”喂食时间到了。存在语义论观点允许发育中的遗传因素可以和环境因素一样通过信息化的方式被理解。例如，鸵鸟生来就在其会与地面接触的皮肤表面长有胼胝，那么我们可以说鸵鸟“知道”在哪里长胼胝。这样说是有存在语义论依据的，换言之，鸵鸟的基因组中之所以具有可遗传的能够促进胚胎内胼胝发育的生物结构，是由于这一特征是经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的。从原则上讲，携带关于在何处长胼胝这一信息的外来信号很可能来自环境，这在鸵鸟进化的某个阶段很可能发生过，但现在这个信息来自遗传。因此，在鸵鸟的发育过程中，这是受遗传而并非环境影响的。[6]
但是基因组不是唯一的遗传信息库，复制DNA序列的机制也并不是生物在繁衍过程中将信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唯一方式（Jablonka and Lamb，2005；Uller，2008）。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在众多植物和动物中，对发育有稳定影响的信息可以通过表观遗传，也就是不涉及DNA序列改变的染色体变化，从一个生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生物体。然而，对于人类进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逐步认同文化传承或文化进化是塑造人们认知和行为的主要力量（Henrich，2015；Lewens，2015；Morin，2015；Tomasello，2009）。我们通过社会互动（通过某种社会学习）从他人那里继承的信息对发育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即“文化”，与与生俱来（遗传信息）和后天养育（由发育系统与其环境直接互动而获得的信息）被并列视为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进化
文化进化的推动力是多层次的，可大致分为历史层面、群体层面和选择论层面（Brusse，2017；Godfrey-Smith，2009）。其中影响力最弱的文化进化指的是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某一群体内的“文化”特征的改变，这里的特征指的是使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这种非常松散的文化进化概念只是在有些时候被企业管理者或政客引用，当代科学研究者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这一说法几乎将任意群体间的不同特征均视为文化上的差异，称其“历史”则是因为它仅将进化视为“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改变”。
群体层面的文化进化则更有趣。它假设大规模的变化，如某一人群中使用特定技术的人口的分布模式或某种食物的消耗情况，可被理解为诸多社会学习事件的集中体现，例如某些人从其他人那里学习并掌握了某种技术或食用某种食物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物学家、数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开始了群体层面的文化进化研究（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如今，越来越多的来自同一学科的研究者仍在继续该研究。笼统地讲，这些研究者可大致分为两派（Clarke and Heyes，2017；Sterelny，2017）：由罗伯特·博伊德、彼得·里奇森和约瑟夫·亨里奇领导的加利福尼亚学派，他们强调遗传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重要性（Richerson and Boyd，2005；Henrich，2015）；由丹·斯佩贝尔领导的巴黎学派（Atran，2001；Morin，2015；Sperber，1996）则将文化进化视为相对于基因变异更具自主性。与历史层面的概念不同的是，群体层面的文化进化概念将文化特征限定为那些需要通过某些社会学习获得的特征（见第4章）。群体层面的概念也在以下三个方面比历史层面的概念更具“进化性”。
第一，与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一样，群体主义者认为社会学习（至少是可以推动人类群体发生大规模变化的社会学习行为，通常被称为“文化学习”）建立在一系列认知本能的基础之上。群体主义者通常认为是作用于遗传变异的自然选择为人类提供了一套专门用于向他人学习的心理机制，或称“学习偏向”。这些机制不同于那些让我们能通过与环境进行独立的互动来学习（比如通过摆弄机器找出其工作原理）的机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同于在其他动物中发现的社会学习机制（Henrich，2015）。
第二，加利福尼亚学派的群体主义者非常关注遗传进化是如何与文化变迁互动的，是“双重继承”还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发生在某一群体的社会学习特征的变化引起遗传特征改变（或相反）的时候。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经典案例是乳糖耐受性（Holden and Mace，2009）。在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中，婴儿及成年人对牛奶中的乳糖的消化能力有非常大的差别。乳糖耐受在欧洲和西亚很普遍，但在远东地区很少见。人们普遍认为乳糖耐受能力的这种分布模式源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比如历史上的某些部落首先开始奶牛养殖，这使牛奶成为丰富而稳定的营养来源。这意味着在这些群体中，那些拥有乳糖耐受基因的人能够在成年时消化乳糖并一生利用这种资源，他们比缺乏这些基因的人在繁衍后代时更有优势，有更多的后代。随着乳糖耐受人口比例的增加，对乳制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进而促进乳品制造业的发展。正因如此，通过社会学习继承的特征——乳制品生产，促进了遗传特征——乳糖耐受性的传播，后者反过来促进了乳制品生产的传播。
第三，文化进化的群体主义概念是方法论层面上的进化观点：它借用了遗传进化研究的技术，将最初应用于群体遗传学的数学模型应用于对社会学习特征的分析。这些模型被用来研究文化学习有可能发生进化的条件，以及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由此可见，以群体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变迁正是由于其与遗传进化的相互依赖而具有进化性的，这是因为文化变迁：（1）可通过遗传心理机制实现；（2）持续与遗传进化相互作用；（3）可用最初由遗传学家开发的数学工具进行分析。
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进化概念是选择论，或称“达尔文主义”。它假定文化变迁不仅与进化改变相互依存，文化变迁本身也具有达尔文式的进化性；达尔文进化论或自然选择发生所需的条件存在于文化领域。这些条件是由选择论的先驱之一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7]描述的：
第一，一个“盲目变异、选择性保留”过程是所有引导性成就、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增长以及所有系统与环境的契合度的增加的基础。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要点：（1）引发变异的机制；（2）贯穿一致的选择过程；（3）保存和（或）传播被选中变异的机制。（Campbell，1974：421）
选择论认为，在文化领域中，以上三个“要点”中的最后一点是由某些社会学习行为实现的，也就是说其中的继承机制是文化层面而非基因层面的。引发变异的相关机制，即文化意义上的基因突变，是社会学习中产生错误或创新的推动力。例如，一个新的文化变异的产生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犯了错误，或者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技术（比如故意或误打四个绳结而不是三个绳结去固定鱼线），或者将来源不同的信息整合（比如在观察某人打了三个A型绳结，另外一个人打了一个B型绳结之后，学习者打了三个B型绳结）。
将上文中的第二个要点描述为一种对“选择过程”的需要会产生误导，因为“选择”和“选择过程”两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当三个要点全部得到满足时会发生的情况。因此，在此处，让我们将其改称为“非目的性选择机制”（Amundson，1989：417）。这种选择过程可导致一些变异比其他变异存在得更长久，或被复制的次数更多，并且是在没有主观预见性或智能参与的情况下达到这些效果的；这种选择过程本身无法区分哪些变异更有可能有用或具有适应性。就文化而言，这些选择过程可能包括让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有利于观察、学习或记忆的个体内在心理过程，以及使具有某种习惯（比如使用四绳结鱼线）的人比具有其他习惯（比如使用三绳结鱼线）的人更容易生存和繁衍的人际或群体间的过程。
坎贝尔关于文化进化的选择论概念（1965；1974）建立在达尔文的观点（1871）之上，即相同语言中同一词语的不同形式存在各种自然选择，建立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8]提出的科学理论“为适者生存而斗争”（1962：68）的观点之上。普洛特金和他的学生们也是这一概念的追随者（Heyes，待刊；Plotkin and Odling-Smee，1981；Mesoudi，2011；Mesoudi, Whiten and Laland，200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加州，但在学术信仰方面仍属于加利福尼亚学派。加利福尼亚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尊崇这一概念。[9]
20世纪80年代末，道金斯（1989）和丹尼特（1990）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选择论观点。他们创造了“文化基因”（memes，也译作“觅母”）一词来指代文化变异（通常被理解成观念或信念），而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文化基因论”（Blackmore，2000）。与其他选择论理论不同，文化基因论认为文化进化是由于“文化基因”的存在才发生的。在其他理论中，个体或社会群体是“适应性的持有者”：文化变异的增殖速度是由人群经历（学习、记忆、合作、斗争）决定的，同时取决于个体及群体的繁殖速度（比如养育后代或是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相似的群体）。在文化基因论中，文化变异本身是适应性的持有者。某个文化基因的传播主要靠该文化基因自身的特点（一个煽动性或强或弱的想法，一首上口或拗口的歌曲），而不需要靠携带该文化基因的个体或群体的繁衍（Sperber，2000a；Sterelny，2006）。
“文化基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基因。这个词本身及其核心思想——观念通过竞争将自己复制到尽可能多的头脑中——已经成功俘获了公众的想象。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质疑这一概念是否足够严谨或具有足够的实验证据支持，使其足以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Lewens，2015）。
图2.2显示了关于文化进化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群体层面的文化进化概念被嵌套在历史层面的概念中，它将文化进化当成进化，不单单是因为文化进化涉及时间的变化，还因为文化变迁可以与遗传进化相互作用，并且能用来分析文化变迁的数学工具与分析遗传进化所用的工具类似。选择论观点则嵌套在群体概念中。其独特的、进化的主张是：自然选择或达尔文选择——变异和选择性保留——的发生条件在文化领域中同样存在。


图2.2 文化进化的纯粹历史层面、群体层面和选择论层面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认知工具理论（由一个头部图标表示）采用了选择论但非文化基因论的概念
碰巧，许多当代选择论者，包括一些文化基因论者都认为文化学习建立在遗传适应的基础上，他们不仅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视为常规事件，还使用群体遗传学的数学模型对文化变迁进行分析。然而，选择论观点并未将遗传和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限定为一种密切或持续的因果关系。在本书中，我采用了一种“坎贝尔式”的选择论概念（Campbell，1965；1974）。这一概念假设遗传和文化进化是基于相同的、基本的探索步骤——变异和选择性保留，同时采纳群体层面的假设，即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系列社会学习事件的综合结果。然而，这也暗示，文化进化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基因控制”（Lumsden and Wilson，2005），相对于遗传进化，文化进化是高度自主的。文化的很多具有深刻意义的作用既没有对遗传进化产生影响，也没有受遗传进化影响。



认知机制的文化进化
文化进化论主要用于解释行为中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例如，制造工具所采用的技能或乳品制造中的操作方法）以及人工制品（例如石器、船和鱼钩的设计）。[10]这一理论也被应用于分析抽象概念，例如童话故事、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所有这些被解析对象——行为、人工制品和概念体系，都可被视为认知的“谷”，它们是被人类心智“收纳”（且生成）的外部社会的组成部分。文化进化心理学将分析从“谷”扩展到“磨”，也就是致力于碾碎“谷”的内部认知过程。这意味着文化进化论不仅可以阐明心智的具体作用，也能够解析其作用方式，即认知过程的运作方式。
群体层面的文化进化观点或许足以为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起源提供一些深刻的解释，但事实上选择论的解释路径具有更大的潜力。当群体假设（大规模文化变迁是一系列社会学习行为的综合结果）与选择论观点（文化变迁可由“变异与选择性保留”推动实现）相结合时，文化进化论便可以对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适应性进行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认知机制似乎适合它们所处的环境并运转得相当好。然而，选择论的解释路径要求严苛。为了将它应用于认知机制这样的新领域，我们需要对（1）正在发生进化的实体，（2）这些实体的继承路径，（3）为其提供继承系统的社会学习的种类，给出明确的假设。
一、变异
那么，如何将连续的行为划分成非连续的彼此分离的部分呢？某种行为以何种方式与“旧”行为达到多大的差异才能够称为“新”的呢？这些“统一化”或“个性化”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能够用达尔文选择论解释的变化中，无论是基因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发生改变的事物必须是可以量化的。但是，以原则性强而又严谨的方式回应心理学中的“谷”（即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化是相当困难的（Brown，2014）。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30年的概念上的发展之后，文化基因论仍没有被转化为一个实验研究课题，其假设也很少对观察和实验有所启发。
相对于对传统的文化进化分析目标，认知机制更容易处理统一化问题。观念和行为（“谷”）通常是由常识或民间心理学统一起来的，而它们并不适用于常规科学思考，尤其是进化分析。例如，想到天堂，我的脑海中是只有一个念头，还是对每一片云朵和每一位天使都有想法呢？如果我步行去商店，我是在做一件事还是在做锻炼肌肉、活动双腿、穿衣服、拎着购物袋这许多件事情呢？民间心理学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解答。相反，认知机制（“磨”）是由认知科学统一的，因此在认知科学的大框架下，相同机制的不同表象（变异）是可以根据它们的作用及其作用途径、它们所处理的信息的种类以及它们用来处理这些信息的计算加以区分的（Heyes，2003）。
例如，一个“朗读机制”（如图1.3中所示的“路径”）能够将书写词句转换成语音。不同的朗读机制或许在其能够转换为语音的书写词句序列的范围上有所不同（例如，仅能转换可根据特定规则发音的单词，或者既可以转换规则发音单词，又可以转换不规则发音单词）。两种朗读机制也可能由于它们所处理的表达方式以及计算方法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别。“形素—音素”朗读机制处理的是感官表现形式，即文字的外观与发音的模糊的心理图像，而“词汇语义”机制还涉及对外部世界抽象的、结构化的表达方式（Coltheart et al.，2001）。此外，尽管民间心理学允许我的头脑中存在无限种对同一想法的不同表达方式（例如，脑海中各种“天使”或“云”的景象），但认知科学的基本框架规定，对于任一给定类型的认知机制，每个头脑只包含一种表达。大脑中可能同时存在一种形素-音素机制和一种词汇语义机制用于英语朗读，但根据定义，大脑不会同时包含两个哪怕差异微小的形素-音素机制。
因此，文化进化心理学认为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属于达尔文文化进化论的研究范畴。是认知科学而非民间心理学对认知机制进行了统一。在认知科学中，认知机制的定义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认知机制的特征与它所能处理的信息的种类，以及它用来处理这些信息的计算方法和表达方式有关。
二、遗传途径
基因遗传发生在父母和与他们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之间，但从原则上讲，某一群体中的任意成员都可以从文化角度继承来自群体的其他成员的信息。文化传承的三条途径分别是纵向、斜向和横向（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纵向传承是由父母到与其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斜向传承是从某个生物世代的个体到与其没有血缘关系或关系很远的下一个生物世代的个体（例如，传自学校教师、姑姑和叔叔）；横向传承则发生在同一生物世代的个体之间（例如朋友、同事和兄弟姐妹）。任一特定文化特征都可以通过这些途径中的一条或这些途径的任意组合来传承，而且每一条途径的重要性可能不仅会随被传承的特征的性质不同而变化，还会随着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例如，在当代西方社会，宗教信仰可能会比技术技能更容易发生纵向传承，而烹饪技能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可能主要通过纵向传承，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主要通过斜向途径传承。
与信念和技能（“谷”）一样，不同认知机制（“磨”）之间以及同一认知机制在不同文化中，对文化传承的三条途径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不过，“分布式”模式，也就是三条途径都很重要，只是发挥作用时所处的发展时段不同，很可能是极为常见的。以心智解读为例（见第7章）。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思想和情感认同能力的基础很可能是在婴幼儿时期通过与父母（纵向途径）或与父母同辈的其他成员（斜向途径）互动而建立的（Lewis,Freeman, Kyriakidou, Maridaki-Kassotaki and Berridge，1996）。但是到了学龄期，当孩子们相互谈论心理状态时，或者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当人们继续对心理进行“现场”讨论并阅读小说（Kidd and Castano，2013）时，理解能力的发展则主要受同龄人（横向途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年长者（斜向途径）影响。
和心智解读一样，分布式模式很可能是社会认知机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因为这些机制不仅是通过社会互动获取的，还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社会互动被使用和传播。例如，在重视心智解读的文化中（Duranti，2008），成年人在评论他人的思想和动机的时候就是在传播他们的心智理论。因为心智解读同时具备调控和预测功能（McGeer，2007），这些传播行为很可能会对听众的心智理论进行微调，从而增加同一社会群体中各成员所持有的心智理论的相似性。相反，因果逻辑——一种表达物理对象间特定类型的互动的机制——的发展或许依赖社会互动，但是因果逻辑与心智解读不同，对它的使用和传播不会像心智解读那样广泛存在于一生的社会互动中。因此，我可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从父辈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因果逻辑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方式对于那些每天与我接触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我很少在身边有同伴时使用它，即便使用也不做评论，因此，这个因果逻辑机制不会由我传递给相识的人。
分布式传承通常会减少群体的内部变异。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在逐渐变得相似的同时又逐渐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成员。因此，当某种认知工具在某群体内以分布式的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时，并且当该工具的成功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背景时，社会群体层面的适应反应才可能出现。不过理论上每个头脑中只存在一种表达工具，具有最强适应性的是最能够深化社会群体目标的认知工具。发生变异的认知工具的适应性可以通过对大部分或全部成员头脑中都具有该变异工具的群体的数量进行统计，并将统计结果与大多数或全部成员具有其他工具的群体的数量进行比较（或只是比较不同变异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见第9章）。例如，尽管每个头脑只包含一种心智理论，但一种“荣誉”心智理论——在这种心智理论中对侮辱进行报复的欲望是重要动机来源——的成功可以通过比较（假设其他所有因素都相同）大多数或全部成员都具有荣誉心智理论的群体的数量和大多数或全部成员具有荣誉在其中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的心智理论的群体的数量来衡量。
纵向传承占主导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如下情形中：某一认知机制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婴儿时期的社会互动，并且在文化上婴儿几乎只与亲生父母互动。原则上讲，一个纵向传承的认知工具的适应性可以通过比较具有该变异的人的后代（或“婴儿”）的数量和具有其他变异的人的“婴儿”的数量进行评估。换言之，认知工具的文化适应性与其持有者的生物、生殖适应性是一致的，个体而非社会群体才是适应的系统。
许多专业技能（“谷”）是通过斜向方式进行文化传承的。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类似玻璃制造、石刻和皮鞋定制等手工技术都是通过师徒关系进行文化传承的，其中师傅是与徒弟的父母同辈的人。这种文化传承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因为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笼统地讲，文化进化心理学主要关注独特的人类思维起源，即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如今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年人中，却不存在或仅作为初始形态存在于非人类动物中的认知过程。它专注于那些让人类如此独特的、构成人性的认知过程（Samuels，2012；见第9章）。这类认知过程的变化形式，例如，略有不同的表示空间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心智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坎贝尔理论中的第一个要求提醒我们的，变异是自然选择进化论的三个“要点”之一。仅存在于少数人中的认知类型，比如掌握皮鞋定制或微积分所需要的认知类型，不属于文化进化心理学的核心领域。这种只存在于少数人中的人类认知被纳入核心领域的前提是它们像识字能力一样，在近几十年全球人口中的普及率迅速提高。
三、遗传机制
遗传机制是达尔文选择论的关键要求。其中必须有可“保存和（或）传播被选中的变异”的相关机制（Campbell，1974），即可以使后代与其父母相似的机制。在遗传进化中，这类机制主要与DNA复制相关；在文化进化中，这类机制通常被称为社会学习机制（Boyd and Richerson，1985；Richerson and Boyd，2005）。某人通过学习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某种行为或观念（“谷”），这样的社会学习经历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就好像我通过注意到你避开某种蘑菇的行为学会了怎样避免食用这种蘑菇，或是你告诉我如何揉面团做面包，又或者你给我讲述了希格斯玻色子这个理论概念。将这些社会学习经历和事件描述为“复制”或“传输”会给人留下社会学习完全类似于基因复制这样有误导性的印象，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社会学习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仅仅将信息汇集后再对其进行简单复制和移动的过程。某些被界定为“文化学习”的社会学习，允许观念和行为以足够的保真度被传承下来以供选择，但它们无法以像DNA的复制机制那样完成传承功能。相反，就像我们将在第4章至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允许某人从其他人那里学到某种观念或技能，并能够将其保存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传给第三方的心理学机制通常是复杂且间接的（Heyes，1993；Morin，2015；Sperber，1996）。
此说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认知机制（“磨”）的特征得到文化传承的方式可以与观念和行为（“谷”）相同。某种认知机制当然不是一团可以在你的大脑中复制、经空气传播然后被完整植入我的大脑中的信息。但如果“谷”无法被复制，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磨”可以被复制。相反，我们认识到，某些类型的社会互动，有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很多对象进行互动，会逐渐塑造一个孩子的认知机制，使其与周围的人相似。在第1章中讨论的阅读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儿童通常是被教会如何阅读的，识字训练可以生成新的神经认知机制，而我们并没有通过遗传继承任何特定的用于发展这些机制的倾向。文化进化心理学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识字训练是一系列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下进行演示、发出指令、做出反馈和给予鼓励的社会互动，而且这些社会互动不但会形成对技能（“谷”）的继承，也会促成对认知机制（“磨”）的继承。如果通过在每个孩子的大脑中植入一枚“阅读芯片”来完成识字培训，那么阅读行为的文化传承将更像是瞳孔颜色的遗传，但这在保存和（或）传播被选中的变异方面并不一定是一个更有效的传承机制（Campbell，1974）。



实践中的“与生俱来、后天养育和文化影响”
存在语义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用于比较遗传和环境对发展的影响的通用标准。对文化进化的研究表明，在解释人类发展时，我们不仅要考虑遗传信息，还要考虑文化传承信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基因对发展产生的影响被称为“先天”，而环境的影响被称为“后天”。那么采用传统说法，“文化”或文化传承信息作为第三种对人类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则同时具有先天和后天的特质。文化作为一种基于选择的遗传系统的产物“类似先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社会）环境互动而获得的文化又“类似后天”。
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把先天、后天和文化对认知机制发展的贡献细分开来呢？这当然不容易，但乔姆斯基（1965）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认为由于存在“刺激贫乏”，语言学习必须由遗传的语法知识，即一种“语言获得装置”引导。换句话说，孩子们是不能只从环境中学习语法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无法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正确信息。周围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对孩子试图学习说话的反馈都不足以（或者说“无法”）解释孩子是如何掌握母语语法的。我在本书第8章将从遗传的语言获得装置角度详细讨论这个观点的价值。与此处相关的是，乔姆斯基的论点可以概括为两种方式：从语言到其他认知机制，以及从刺激贫乏本身到刺激贫乏与“刺激丰富”的对比（Ray and Heyes，2011）。因此，任何认知机制的发展都是以刺激的贫乏或丰富为特征，而贫乏或丰富的判断依据则是发展的环境是提供了太少（贫乏）还是至少足够（丰富）的可用信息用于解释认知机制的性质。
笼统地讲，贫乏与丰富的证据来自协变模式。刺激贫乏是指认知能力的发展无法可靠地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刺激丰富体现为认知能力的发展与环境因素的强协变。贫乏是某个适应性认知特征的发展是依赖基因遗传信息（先天）的标志，丰富则是发展依赖广泛学习（后天）和（或）文化传承信息（文化）的标志。后天养育体现的是认知发展的变化取决于发展过程中环境特征的变化，取决于通过“无辅助”或“非社会学习”以及广泛存在于动物中的社会学习形式获得的信息的变化。文化体现的是认知发展随着环境的长期特征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特征可能并没有体现在某个具体个人的认知发展上，或只能通过某种社会学习（即文化学习）获得。（本书第4章对学习、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认知能力的变化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衡量：（1）发展中的不同时间点，（2）某一人群内的群体或个体，（3）不同人群，（4）不同的物种。对第一种变化的理想的研究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同一组儿童中反复测试某种认知能力（如计数），并在测试间隔期中记录这些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他人或其他物品的互动获得能够增强这种认知能力的信息的机会。如果这些机会能够预测出该认知能力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么该研究就证明了刺激的丰富性。而如果这些机会对认知发展的预测表现是不佳，比如计算能力的变化只是间断性地出现或者超过了被试者所获得的学习机会，那么这就证明了刺激的贫乏。这类研究中的一个常见变化或限制性案例是新生儿认知能力的测试。测试通常假设新生儿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因此，新生儿拥有的认知能力均会体现刺激的贫乏。
针对某一人群内的变化的研究通常会选择某一时间点对认知能力进行测试，并探讨群体间或个体间的能力差异是否与测试前的相关学习机会有关。例如，母亲经常与孩子交流思想和感情，那么他们就有很多对心智进行文化学习的机会，有这样经历的孩子会比那些较少和母亲交流思想的孩子更善于揣测意图或识别情感吗（Taumoepeau and Rufman，2006；2008）？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获得的是刺激贫乏的证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证明刺激丰富。行为遗传学中使用的“双生子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在典型的双生子研究中，对某一认知能力的测量是在特定时间点对大量同卵或异卵双生子进行测试。借助同卵双生子具有相同基因型，而异卵双生子有平均50%相同基因的事实，这些研究比较了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内部的认知能力变化，希望证明认知特征的发展基于遗传信息而非源自环境的信息（Plomin, DeFries,McClearn and McGufin，2001）。环境影响弱表明刺激贫乏，而环境影响强是刺激丰富的证据。
对不同人群的变化的研究属于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跨文化研究通常选取广义上的人群的儿童或成人作为样本进行比较，例如比较“西方高加索人”和“东亚人”这样众所周知的儿童成长经历具有较大差异的群体。如果这种经历的性质与认知特征发生共同变化，比如，如果在“个人主义”社会中长大与视觉场景的元素处理模式相关，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成长与整体处理模式相关（Senzaki, Masuda and Ishii，2014），这就表明我们发现了刺激丰富的证据，但如果环境和认知变化无关则表明刺激贫乏。
最后，在比较心理学、行为学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涉及非人类动物的研究内容可以为与刺激的贫乏或丰富相关的问题提供重要的论证依据，更概括地说，可以帮助我们细分与生俱来、后天养育以及文化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和贡献。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一些非人类动物也具有“传统”，即它们表现出由社会学习引起的行为上的局部差异，但非人类动物却没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以选择论为特征的。具体来说，在非人类动物中，社会学习特征的改变无法随时间的推移进行改进式积累，而正是这种积累方式让信念、人工制品、实践手段（“谷”）——实际上就是认知机制（“磨”）——更好地完成它们的本职工作（Caldwell, Atkinson and Renner，2016；Tomasello, Kruger and Ratner，1993）。所以，基本上，如果某一认知能力不仅存在于人类，还存在于其他动物中，那么这一认知能力的发展则很可能并不取决于文化。更一般地讲，当某些在基因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物种（比如黑猩猩）比与人类关系较远的物种（比如大鼠）具有某种更为人性化的认知能力时，在所有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这一焦点能力的发展主要由遗传信息决定。相反，如果跨物种认知能力的变化与基因无关而与生态因素有关，进而与学习机会有关，这就表明要么存在趋同进化，要么认知能力的发展高度依赖学习。蝙蝠的翅膀和鸟的翅膀是形态学中趋同进化的例子。这两种翅膀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二者的发育也高度依赖遗传信息，但它们却有着不同的进化史。通过研究一种或多种其他类型的认知能力变化，我们可以将趋同进化与依赖于学习的发展区分开来。
这四类与刺激的贫乏或丰富相关的证据来源都只取决于认知能力与学习、社会学习机会的自发变异间的关联差异。然而，“训练”——一种具有实验性质的被人为引入的环境变化——可作为一个强大的研究工具。例如，那些与有助于认知发展的学习类型有关的假设就可以通过在连续测试之间或单项测试之前对个体（儿童、成人或非人类动物）的学习机会进行控制来验证（Lohmann and Tomasello，2003）。假设训练不过于人为化，也就是将被试者置于与焦点认知能力正常发展的环境类似的环境中，训练对认知发展有效果则表明刺激丰富，无效则表明刺激贫乏。
对认知发展进行剖析——识别先天、后天和文化对某种认知机制形成的贡献和影响——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前文中提到的每一种方法都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学习机会A（比如与父母谈心）与认知能力B（理解能力）相关，可能是因为隐藏因素C（语言技能）对A和B都有影响，而不是A导致了B。同样，在对双生子的研究中发现的某一具有相对较大遗传学贡献的因素很可能是由于研究中的个体碰巧都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长大导致的，而在跨物种研究的比较分析中，趋同进化也可能被误认为是学习行为对发展的某种强烈影响。考虑到以上这些风险因素，同大多数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加信任设立了有效对照方式的研究成果，并寻找共同证据，也就是使用不同样本和研究方法获得的指向相同方向的结论。



小结
综上所述，存在语义论的观点提出，只有当某生物结构X的状态与Y相关时，才能够认为X携带了Y的信息，并且也正是因为X的状态与Y相关使得X被选择。这个信息化概念为比较并分别解析与生俱来（遗传信息）、后天养育（来自发育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直接互动的信息）和文化（文化传承的信息）对人类认知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文化进化的群体模型指出文化是认知的“谷”（即独特的人类行为、人工制品和概念结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我论证了特定的群体模型——一种选择论路径——也可以被用来深入探讨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磨”）的发展。选择论路径主张达尔文进化论所必需的条件，包括变异、选择和继承，存在于文化领域。在利用选择论对认知机制进行分析之初，我对变异、传承途径和传承机制提出了假设，并讨论了可帮助我们区分文化传承在认知过程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实验证据。
本章开篇就承认，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各个方面发展要依赖各种因素。我论证了尽管有多重复杂因素，先天、后天和文化对任意人类认知特征发展的贡献与影响都可以并且应当借助存在语义论的信息概念以及研究刺激贫乏与刺激丰富的试验来确定。在下一章中，我将使用这些工具来识别人类认知的“启动装备”，即一套对独特的人类认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遗传心理特征。
[1]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译者注
[2] 格式塔是Gestalt的音译，意为“整体”。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流派，该流派起源于德国，后在美国得到发展，主张知觉具有一种结构图式，而在一个给定的、多个图式共存的视域中，只有一个图式在给定的瞬间可以感知到。——译者注
[3] 在分辨对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多还是少方面，存在语义论并不是唯一能提供有潜力信息的理论（Grifiths et al.，2015；Woodward，2010）。因此，文化进化心理学的合理性并不特别依赖存在语义论的说服力。
[4] 香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美国数学家、密码学家、信息学家。——译者注
[5] 有些版本的存在语义论观点允许如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代表詹妮弗·安妮斯顿的说法，但前提是它们的反馈属性是通过一个因支持面孔识别而被自然选择保留的学习机制获得的（Millikan，1984），又或者是这个学习机制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Papineau，1987）。虽然这些改进使詹妮弗·安妮斯顿的故事更复杂，但它保留了存在语义论的基本原则，即表征内容取决于选择。
[6] 鸵鸟的胼胝很可能是通过遗传同化被编码进入鸵鸟的基因组的，现代鸵鸟的早期祖先则只是通过磨损，逐渐形成了胼胝。这些胼胝组织是功能性的——保护鸵鸟的身体不受伤害。因此，加快因磨损而产生胼胝的速率的基因突变的选择是存在的。在种群中，携带有这些“加速器”基因的成员繁殖中逐渐优于缺乏这些基因的成员，直到磨损在胼胝的发育进程中不再是必需条件。遗传同化并不等同于拉马克遗传（Pocheville and Danchin，2017）。
[7] 唐纳德·坎贝尔（1916—1996），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进化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家之一、进化认识论的奠基者。——译者注
[8] 卡尔·波普尔（1902—1994），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9] 在最近的评述中，生物学家对加利福尼亚学派是否真正为文化进化提供了选择论方面的分析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加利福尼亚学派的学者的确经常使用选择这类表达（Heyes，待刊；Lewens，2015；Sterelny，2017）。
[10] 加利福尼亚学派的文化进化论者有时会谈及“思想”或“信念”的进化。然而，他们的模型通常是将每一个“信念”都与某一种行为联系在一起——例如，拥有一个小家庭是好的是一种“信念”，但这一信念属于且只属于那些小家庭的人——从而使得每一个“信念”在功能上与行为变化的模型等同起来。



第3章
 启动装备
人类新生婴儿的心智并不是一张白纸，尽管在降生时人类精神白板上的痕迹与黑猩猩的差异相当微妙，但这些看似细小的差异至关重要。在妊娠的第16周时，人类大脑的大小已经是黑猩猩大脑的两倍（Rilling，2014）。仅这一点就说明我们人类具有一个复杂的“基因的启动装备”。[1]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强调学习和文化传承在独特的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章则将着重讨论遗传，主要涉及有助于使成熟的人类心智在极大程度上异于其他动物的先天气质、关注偏好和主要的认知过程。

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认为，人类通过遗传获得了“广而专”的心理属性，用于开发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涉及语言、心智理论、模仿、因果逻辑理解、情景记忆、自我概念和面孔识别等强大认知机制的程序或蓝图。相比之下，本书主张，尽管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具有所谓“广而专”的认知机制，但我们并不是通过遗传获得开发这些认知机制的程序的。准确地说，我们通过基因遗传了“具体而常规”的心理属性，即开发相对简单的、与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其他动物非常相近的思维机制的倾向。遗传进化对人类心智进行了调整。

我们与我们的祖先在心智层面的遗传差异很小但却非常重要。它们以三种方式促进了“广而专”的认知机制的发展。首先，气质上的遗传改变促使人类成为相当社会化的灵长类动物。与黑猩猩相比，人类容忍、寻找同伴并在同伴的陪伴下繁荣兴旺。这种原发的社会性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儿童从外界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Henrich，2015；Sterelny，2012），还增加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认知机制的机会。其次，遗传的关注偏好确保了婴儿的注意力从出生起便锁定在周围人身上。我们从婴儿阶段早期就很努力地观察生物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倾听其他人的声音。无论这些倾向是否是专门为教育（Csibra and Gergely，2006；Heyes，2016a）进化而来的，它们的遗传都意味着，从婴儿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从周围的成年人身上获取信息并接受他们的照料。最后，人类拥有强大而独特的中央处理系统，包括学习、记忆的机制和对信息的提取、过滤、存储和使用的控制。这些处理系统中的任意一个都具有领域一般性，即可以使用相同的算法在所有信息输入范围内压缩数据；同时它们也具有物种一般性，即存在于大范围的动物物种中。不过，人类通过遗传继承的中央处理系统具有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力。在发展过程中，来自其他人的文化进化信息的注入塑造和助长了具有领域一般性的中央处理系统，这些系统不仅获得了这些信息，还用它们构建新的具有领域特殊性的认知机制，也即“广而专”的认知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使人类成为如此独特的物种。因此，“广而专”的机制由文化进化设计，但是是在发展过程中由加强了的、通过遗传获得的学习与记忆机制构建的，所使用的原料自出生起便经由先天气质与关注偏好被灌注进婴儿的心智。[2]

在随后的章节中，特别是有关模仿行为的第6章，我将讨论这个可用来解释一套遗传的领域一般性认知机制如何使用文化传承的信息生成另一套具有领域特殊性的认知机制的建构过程。本章则重点介绍基因层面的启动装备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对那些对独特的人类认知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的心理特征进行考查，分析其可能具有的基因遗传性。




情感与动机
一、社会宽容
与黑猩猩相比，成年人类，尤其是男性，对彼此及未成年人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度（Burkart, Hrdy and van Schaik，2009；Silk and House，2011）。正如苏珊·海迪（Susan Hrdy）[3]所指出的，人们在拥挤的机舱中掩饰着他们的烦躁，彼此和平相处，但如果整个机舱挤满了黑猩猩，“散落在过道里的将会是淌着血的耳垂和其他器官（肢体）的碎片”（Hrdy，2011）。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宽容或侵略性的缺乏是人类文化适应的结果，然而有证据表明，这种温和而不易怒的倾向，即不加反抗地接受同一空间内他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特性，是人类基因启动装备的一部分。
举例来说，有考古证据表明，在过去的20万年中，人类的头部与面部发生了眉骨凸起减小以及上部面骨[4]缩短等变化（Cieri et al.，2014）。切里和他的同事将这种变化描述为“颅面女性化”，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雄激素的反应性降低（成人体内睾酮水平降低或雄激素受体密度降低），这种基因变异降低了人类物种内部的侵略性，并因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倭黑猩猩[5]比黑猩猩更具有社会宽容性这一发现（Wobber,Hare, Lipson, Wrangham and Ellison，2013）也表明这种变化与雄激素的反应性相关联。近代人类颅面形态的变化是通过遗传获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先由达尔文（1868）发起的对包括狼在内的广大非人类动物展开的驯养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在遗传变异层面，对温顺地接受圈养并与人类接触这一特征进行选择能够迅速形成包括社会宽容以及其他综合性特征在内的目标，这其中就包括切里等人发现的颅面形态变化（Wilkins, Wrangham and Fitch，2014）。驯养特征中的颅面部分的改变常常被视为自然选择的附带产物，但在原始人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颅面特征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目标，即具有较低水平雄激素反应性的个体不易发起攻击（因为他们具有更加“年轻”而并非更加女性化的面孔），也不容易引发别人的攻击。
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并不明确。正如切里和他的同事所提出的那样，可能人类在最近的8万年里变得具有更高的社会宽容度，同时伴随着行为趋于现代化的改变，而具有更高社会宽容度的个体很可能更容易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知识与技能，从而有可能繁衍更多的后代。但同样具有可能性的是，社会宽容度其实在更早期的原始人中就已经存在上升的趋势，并且因为该特征的强化，相应个体获得了群居生活所能够提供的包括安全、食物共享等在内的一系列优势，从而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并保留。无论自然选择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显而易见的是，由人类基因启动装备事先激活的、大多数人类成年人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使人类的婴幼儿比黑猩猩的幼崽更善于从周围的同伴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这种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能够使人类的青少年长期地、近距离地观察不同领域的专家并与他们交流，从而使观察者记住并理解专家们的技术动作以及相关动作发生时周围环境的细节（Coussi-Korbel and Fragaszy，1995；van Schaik and Pradhan，2003）。此外，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也让成年人成为高效的教师，也就是说，当自己的行为被别人观察时，成年人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地去重复那些动作，还能够不带有明显攻击性地制止或纠正学生们在练习中所犯的错误。无论是通过基因遗传还是文化传承（Heyes，2016b），教学行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促进耐心这么简单，但高水平的社会宽容度仍是有效教学的最基本前提。
二、社会动机
基因启动装备中的另一个合理的候选因素是强化的社会动机。与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不仅对同伴有较弱的攻击性（社会宽容），甚至还表现出更强的积极寻求社会接触的先天倾向，并且人类也从中发现这一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成就感（社会动机）。有证据表明，儿童比年轻黑猩猩在选择集体活动与个人活动时更倾向于选择集体活动（Tomasello，2014），结合其他研究表明，在人类及其他动物中，社会动机的个体差异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Skuse and Gallagher，2011）。
近年来，关于社会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神经肽，特别是催产素（Gangestad，2016）的研究上。据报道，通过静脉注射或鼻腔喷雾施用催产素会导致服用者在判断他人面部表情时对情绪化表情的反应尤其强烈（Cardoso, Ellenbogen and Linnen，2014），在玩经济类游戏时表现得更加慷慨，更易产生信任感（Kosfeld, Heinrichs, Zak, Fischbacher and Fehr，2005；同时参阅Lane et al.，2015），并在看到婴儿的图像或受到色情刺激时负责奖励回馈的神经网络更为活跃（Gregory, Cheng, Rupp, Sengelarb and Heiman，2015）。对曾经被称为“爱的分子”的催产素的研究（Yong，2012），已经产出了更复杂且有趣的成果。催产素的服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通常是具有性别特殊性和情境特殊性的（Scheele et al.，2013），除了社会态度的积极与消极变化外，这些影响还包括抑制食欲（Lawson et al.，2015）和减少焦虑（Churchland and Winkelman，2012）。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催产素的亲社会效果是通过强化社会刺激的显著性、放大社会奖励回馈的预期及体验价值、减少对他人的恐惧来实现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所有上述途径实现的。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社会动机中的以上任何变化都会增加其他人塑造认知发展的能力。就好像增强的社会宽容度、强化的社会动机可以使青少年更方便地获得向成年榜样进行社会学习的机会，并使成年人更适合并善于教学（Goldstein and Schwade，2008）。社会动机的增强也使人们的思维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他人行为的高度关注（见下一节）以及对社会认同的渴求使得处在发育阶段的人类更倾向于采用像点头、微笑、温暖的触摸、亲切的话语等更易于产生社会奖励回馈的行为、信仰和思考方式，并且正如每个家长所了解的，社会奖励产生的影响不需要通过刻意的教授或行为改变产生影响。任何让身边人快乐的食物——因为它在成年人的行为中是有趣的、有用的或者熟悉的——都会很容易地被纳入孩子的行为储备和世界观中。
有研究提出人类社会化动机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偶然反应刺激”的享受，这类刺激指的是在我们的某些行为后紧接着发生或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进行预测的那些事件（Csibra and Gergely，2006；Heyes，2016b）。原则上讲，偶然反应刺激可以是社会化的，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事实上，一些最早期用来证明婴儿喜欢偶然反应刺激的研究表明，婴儿会对一部手机——一个无生命刺激——微笑、大笑和牙牙学语，前提是在这之前这部手机会在婴儿转头的时候跟着旋转（Watson and Ramey，1972）。我们人类喜欢使事情发生，不管事情是社会化的还是非社会化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控制的往往都是社会化的事物，因此其他事物的回应是构成偶然反应刺激的主要来源。
在一项对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中获得的证据表明，当发现某一行为发生后会伴有偶然反应刺激时，无论这个刺激是像哺乳这样的生物学方面的刺激，还是仅仅由短促且保持情感中立的语音组成的刺激，该行为的发生频率都会增加（受强化学习影响），同时该研究也提出，我们对偶然事件的享受是通过基因遗传的（Floccia, Christophe and Bertoncini，1997）。这暗示了，对于人类新生儿，一些刺激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是凭借其内在的生物学特性（首要强化因素）或因为它们与首要强化因素搭配（次要增强因素），它们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仅仅是它们与婴儿的反应偶然发生了关联。
当然，人类并不是唯一享受偶然反应刺激的动物。大鼠会依偎在一只对偶然事件具有灵敏回应性的人手的旁边（Werner and Latane，1974），而北美鹑的幼鸟更倾向于接近与自己的呼救声形成偶发联系的雌鸟的叫声（Harshaw and Lickliter，2007）。然而，遗传进化曾经对这种倾向进行过细微调整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使得人类比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更加享受偶然反应刺激，也因此更易于接近其他同伴并在互动中学习。
无论社会动机的增强是否缘于催产素，增强的社会动机对人类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对催产素这种神经肽的研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小而普通的变化也可能引起重大的下游效应。作为古老的肽介导信号传导系统的一部分，催产素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动物中，这其中也包括昆虫和蠕虫（Gruber，2014）。这个系统起源于大约7亿年前，在各个物种中负责控制生殖所需的肌肉运动（例如子宫收缩和产卵）、射精、泌乳以及照顾婴儿、配偶间相互结合和建立亲密关系（Gangestad，2016）。因此，催产素是在发展过程中为实现新的功能而被基因进化反复调整的某一系统的一部分。举例来说，田鼠从无固定配偶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就是在强化学习机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催产素（或升压素）受体（Insel and Young，2001）。因此，古人类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或微调，使系统与其他系统完全协调，并在不同的刺激环境中保存和扩展旧的功能（Anderson and Finlay，2014）。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很可能，催产素的上调逐渐扩展了社会动机——社会刺激的显著性、社会回馈与奖励的价值和（或）将他人视为“安全”的倾向。就这些变化本身而言，它们也属于小型基因遗传效应。但由于这些小作用的积累使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思维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化进化得以发挥比细微调整更大的作用。也正是这些微小的作用使文化进化可以用知识和技能来充实正在发展的心智，构建“广而专”的认知机制。



关注
社会宽容度和社会动机使处于发育阶段的人可以与形形色色的成年人进行密切互动，这些成年人有能力用文化传承信息填充和塑造他们的心智。输入偏好则确保了人类的儿童从出生起就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前辈专家身上，时刻准备汲取他们所提供的信息（Heyes，2003）。
一、面孔
与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天生偏爱生物的行为。就像刚孵出的小鸡一样，新生儿在观察动物（人类或非人类）的动作时比观察无生命物体运动所用的时间更长（Bardi, Regolin and Simion，2011；2014）。这种在进化上颇为古老的、遗传上的输入偏好，使人类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生命的物体上。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开始，但随后对新生儿的研究表明，人类通过遗传还获得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输入偏好，这使得他们能够有选择地关注可提供大量信息的身体部位——脸。有研究表明，人类的新生儿在看到一组由三个黑点组成的倒三角形——一个类似面部的刺激——时（图3.1左侧），他们转头对其进行观察的时间会比观察具有同样低级视觉特征的与面孔不同的正三角形图案所用的时间更长（图3.1右侧；Johnson，2005；Johnson, Dziurawiec, Ellis and Morton，1991），这类研究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面孔偏好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最近一项针对处在妊娠第三阶段的胎儿的研究证实，人类对面孔的关注偏好不依赖其对人脸的熟悉程度。当如图3.1所示的刺激被投射到母亲的腹部时，胎儿往往更倾向于向组成倒三角而不是正三角的黑点方向转头（Reid et al.，2017）。研究人员在新破壳的幼鸡中也发现了类似于面孔偏好的倾向（Rosa-Salva, Regolin and Vallortigara，2010），但在黑猩猩或其他类人猿中却没有发现相似的面孔偏好（Kano, Call and Tomonga，2012）。由此推断，趋同进化或许是人类和离巢鸟[6]都具有面孔偏好的原因，其中人类的面孔偏好有可能是在古人类身上出现或被强化的。


图3.1 用于测试新生儿面孔关注偏好的刺激类型（经约翰逊允许后引用，2005）
与生俱来的面孔偏好是由三个黑点组成的三角形引发的简单事件，但这种遗传的输入偏好为一整套逐步具体且复杂化的关注方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婴儿在出生时并不具有对人类面孔的特殊偏好。尽管新生儿已经具备了区分人脸与猴脸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更喜欢哪一个的偏好（Di Giorgio, Leo, Pascalis and Simion，2012）。然而，相对于长着黑猩猩眼睛的黑猩猩面孔，3个月大的婴儿在观察长着人类眼睛的黑猩猩面孔时停留的时间更长（Dupierrix et al.，2014）；4个月大的婴儿更偏爱与其有直接眼神接触，而不是看着别处的人脸（Vecera and Johnson，1995）；等婴儿长到6个月至9个月大时，他们对面部的偏好不仅针对人脸（Pascalis, de Haan and Nelson，2002），而且这种偏好已经强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大多数高度显著且动态的刺激对他们注意力的吸引（Frank, Vul and Johnson，2009）。然而，仍然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快速增长的专一性表明一种复杂的遗传的面部处理机制或某种特殊类型的针对面部的学习形成。在婴儿的成长环境中，比起看着别处的人脸、黑猩猩的脸或彩色弹力球，婴儿关注与之有眼神接触的人脸，需求更有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具有领域一般性的关联性学习过程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生命开始的第一年中，简单的对由黑点组成的倒置三角形的偏好（图3.1）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对“正在注视我”的人类同伴的高度坚定且具有选择性的偏好（Heyes，2016b）。
关联性学习，更具体地说是强化学习，也解释了婴儿是如何在先天的面部偏好的基础上发展注视线索的能力的，即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人正在关注的物品或空间区域的倾向（Moore and Corkum，1994）。与动作线索相反，注视线索首先出现在2月龄到4月龄的婴儿中（Hood, Willen and Driver，1998；Farroni,Mansfield, Lai and Johnson，2003），并即刻扩展了他们学习其他人以及通过他人学习的机会。于是他们的注意力不单单集中在脸上，还集中在那些被眼睛或整张脸关注的物体和事件上。对这个时期的婴儿来说，他们整个世界的信息流是由他们周围的成年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来引导的。等他们长到6个月至12个月大时，注视线索变得更具选择性且更加活跃。婴儿更倾向于跟随与其有直接眼神交流再转向别处的目光（Senju and Csibra，2008）。他们的视线会在那个成年人和物体之间徘徊，以确认他们是否找到了正确的空间目标，并配合指认的行为使成人的关注点与他们自己的保持一致（Carpenter and Call，2013）。这些“共同关注”行为可能反映出，婴儿开始明白他人拥有心理状态，或者逐渐产生“分享”这些状态的动机（Tomasello，2014；见第7章）。可以明确的是，共同关注行为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习的精确度，使婴儿更加容易被教授，并且这些行为的发展也不需要“广而专”的认知过程。只要在眼神交流后转移视线（以及寻找后凝视）就可能会与一个有趣物体相遇，并且只要指认行为能够让成人做婴儿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强化学习就可以在一个简单的、可通过基因遗传的面孔偏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共同关注（Moore and Corkum，1994；Paulus, Hunnius, Vissers and Bekkering，2011；Triesch, Teuscher, Deák and Carlson，2006）。[7]
二、声音
现在让我们从视觉转向听觉。有证据表明，人类的发展是以对声音的输入偏好开始的。和与生俱来的面孔偏好一样，人类对声音的偏好在最初阶段也是非特异性的。刚出生的婴儿在听到人声时吮吸的力量会比听到具有类似音高曲拱和谱性质的合成声音时更强（Vouloumanos and Werker，2007）。然而与合成声音相比，人类的新生儿也更喜欢恒河猴发出的声音，并且听到人声与听到猴子的叫声时的吮吸强度是相似的（Vouloumanos, Hauser, Werker and Martin，2010）。因此，刚出生的婴儿对语音的偏好并不限定于人声——至少包括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的叫声——只有当婴儿3个月大时，他们才愿意更努力地去听人类的语言，而不是猴子的叫声。
原则上，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时发生的声音偏好的增强很可能是由于一个包含许多人类语言的声学及语音特性的复杂基因遗传程序的启动。然而，更具可能性的解释是，领域一般性学习——能够对跨物种的各类刺激产生习惯性和敏感性的学习行为（Rankin et al.，2009）——会让婴儿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谈话后愈发地享受说话。这的确很有可能，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生儿更喜欢那些他们在子宫中就已经听过的熟悉的声音，比如：比起其他女性的声音，他们更喜欢自己母亲的声音（DeCasper and Fifer，1980）；比起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更喜欢母语的节奏（Moon, Cooper and Fifer，1993）；以及他们更喜欢自己在胎儿时期听过的故事（DeCasper and Spence，1986）。没有任何“基因遗传程序”能够囊括足够具体的信息来产生这些偏好。相反，这些输入偏好恰恰表明，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在人类妊娠第三个周期就开始编码语音输入，因此，它们完全有能力将一个简单的、与生俱来的对灵长类动物的声音的偏好打磨成一个高度特定的对婴儿母语的输入偏好（Reeb-Sutherland et al.，2011）。
这一阶段的学习在儿语——成年人在与婴儿讲话时所倾向于使用的比成人对话声调更高、音域更广、节奏感更强、语速更慢的一种讲话方式——的发展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甚至有些神奇的作用（Fernald，1991；Trainor, Austin and Desjardins，2000）。曾经有人认为，由于儿语可以通过对词汇和语法的强化来促进语言表达，它的产生是一种由自然选择保留的极具针对性的遗传适应性的体现。然而，研究者们在随后的研究中却发现，相对于情绪中立的冷静的成人间的对话，当把儿语同极具情绪化的成人间的对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儿语的独特性仅在于具有更高的声调（Trainor, Austin and Desjardins，2000）。[8]这表明成年人在与婴儿交流时并没有刻意使用很多声音上的技巧。因为当我们非常情绪化时，我们在与成年同伴交谈时也会使用同样的音域、音高曲拱、节奏和语速。只是，通常我们在与婴儿交流时情感更加丰富。而专属于与婴儿交流的对话特点仅仅是儿语中更高的声调。我们在与婴儿交流时会使用更高声调的倾向可能是一种遗传适应。这里的神奇之处在于：史密斯和特雷纳（Smith and Trainor，2008）发现，母亲可以被她4个月大的婴儿“塑造”，提高她在与婴儿对话时的音调。当母亲的高声调持续获得婴儿的快乐行为反馈时，强化学习便提高了母亲说话时的平均音高。
从刚出生的几天到几个月，婴儿在注视正在说儿语的面孔时，比看正在与成年人对话的面孔所用的时间更长（Cooper and Aslin，1990）。与普通对话相比，儿语的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高声调，这一发现表明，与最基本的声音偏好一样，这种遗传性的输入偏好是非特异性的。婴儿并没有被调整出一套为了更加普遍的语言训练与语言教授而演化出的极具独特性的声音特征（Csibra and Gergely，2006），他们只是更喜欢高声调的说话方式。这种简单的与生俱来的偏好很可能在整个动物界的进化中都是古老而且广泛存在的。特雷纳和德雅尔丹（Trainor and Desjardins，2002）发现，事实上高声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婴儿对元音的辨别能力，这其实是不利于语言发展的。有趣的是，另外也有证据表明，以儿语的方式讲话也可以有效地控制狗、马、猫和其他非人类动物的行为（Snowdon，2004）。
因此，对新生儿和婴儿的研究表明，我们通过基因遗传获得了对喜欢的面孔和喜欢的语音的刺激的关注偏好，并且这些偏好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被领域一般性学习机制迅速打磨。这些机制表明，在绝大多数人类社会环境中，那些最可能产生奖励性反馈——乳汁、温暖、拥抱、瞥见某个有趣的东西——的刺激，不仅仅是喜欢的面孔或喜欢的语音，而是那些“正在注视我”并说着具有非常熟悉的语音特质的话的面孔。因此，婴儿的注意力被锁定在那些能够并且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信息的人或事物上，这样做既满足了他们眼前的需求，也可以在今后让他们成为更加成熟的社会成员。



认知
自从心理学被纳入实验科学范畴（James，1890）以来，双重过程模型不仅为认知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它也一直引领着该领域中一些最为严谨的积累性工作（Evans and Stanovich，2013；Kahneman，2003）。这些双重过程模型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它们都一致提出，认知——尤其是人类认知——是由彼此间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或者说是两套过程来控制的。系统1的操作模式通常是以快速、自动、并联为特征的，基于来自遗传（如前文所述的与生俱来的关注偏好）以及来自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例如开车所需的已成为习惯的动作技能）的信息。系统2的操作模式则是缓慢的、费力的、串联的，基于来自系统1的信息以及由其自身活动生成的信息。系统2对于系统1来说像是个时好时坏的“管理者”或“执行总监”（Norman and Shallice，1986），它对系统1进行安排调度、管理与强化。[9]双重过程论者通常假定——没有评论和展开说明——系统1从系统进化上来说是古老的，而系统2在古人类阶段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扩展。
一、系统1——关联性学习
关联性学习可以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在事件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形成了一条兴奋或抑制链的学习行为。这些事件可以是发生在有生命或无生命环境中的，通过任意感觉模态（刺激）感知的变化，或是由学习者执行的动作（响应）。关联可以建立在刺激的具体表现形式之间（刺激—刺激），或者在刺激与这些刺激存在时所发生的行为之间（刺激—反应），又或者在行为与这些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之间（反应—强化）。事件的表现形式是“精练”的，仅仅是事件本身的感觉运动图像，或使用神经学的术语来讲，是涉及感知及回应这些事件的脑回路的再激活。
对关联性学习的研究起源于大约300年前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10]和大卫·休谟[11]，他们主张，人类的知识是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的。在20世纪前期，关联性学习成为伊万·巴甫洛夫[12]的一个以狗为测试模型的实验研究课题的焦点，对于该课题的研究至今仍在进行。关联性学习的研究实验通常是在人或非人类动物中进行，并使用经典的（或称“巴甫洛夫式”）以及工具性的（或称“操作”）测试流程。在经典的测试流程中，实验人员首先会对参与者施加两个刺激，并使这两个刺激具有关联性，例如，铃声响起和出现食物，或者当参与者是人的时候，提供表明在食用某种特定食物之后出现过敏反应的证据。在工具性测试流程中，实验人员向参与者展示的则是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联，例如，大鼠在每次按下杠杆时会获得食物，或是在电脑游戏中，当参与者每点击一次指定物品时就会获得分数。在现阶段的研究实验中，研究者们不仅用经典和工具性测试流程去记录参与者的行为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还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术记录参与者的大脑活动，并利用行为与脑成像数据进行计算机建模，以此验证关联性学习的相关假说（Boakes，1984；Pearce，2013）。
研究者们在每一个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组别中都发现了关联性学习的证据，关联性学习涉及的功能也非常广泛，包括觅食、躲避捕食者、择偶以及导航等（Heyes，2012b；MacPhail，1982；Shettleworth，2010）。通过跨物种比较，研究人员还发现，遗传进化在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关联性学习做出了一些重大的质的改变（Dickinson，2012）。可能很多关联性最初的形成仅仅是基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关联是建立在任意两个相继发生的事件的表现形式之间的。随后，在某些种群中，这个过程开始逐渐变得依赖于预测误差。要形成关联，两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依然要紧跟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其中一个事件还必须对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具有预测性（Rescorla and Wagner，1972）。例如，为了在A和B两种表现形式之间建立一个兴奋链，B与A同时发生或紧接着A发生的概率必须要高于B在没有A的情况下发生的概率。最终，依旧是在几百万年前，随着这个过程的演化，预测误差不仅调节了关联形成的速率，还调节了事件间的“可关联性”。过去那些被证实是优质的预测因素的事件更有可能与未来将要发生的其他事件形成关联（Mackintosh，1975）。于是伴随着这些变化，关联性学习逐渐可以更好地实现其追踪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生物学功能（Dickinson，2012）。
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关联性学习在晚近经历过任何重大的质的改变，但古人类并不是这样。然而，有可能发生的是，与其他类人猿相比，人类通过基因遗传了更强的进行关联性学习的能力。我们的基因让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构建关联性，同时对它们了解得更多，并且（或者）更容易将关联性与具体情境结合（Holland，1992）——例如，我们明白招手可以使出租车停下来，但只有在出租车的灯显示“空车”的时候。这些可能性很难通过实验手段进行评估，因为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学得更快、更多，往往是因为基因遗传上的差异，比如他们在知觉、运动、关注或动机系统方面的差距，而不是因为更有效率的学习机制。此外，在成年人类中，有效的关联性学习很可能取决于刺激处理策略的使用，比如“分块”——将具体刺激按照更大的单位进行划分——这些策略出自学习者自己的系统2或通过系统2从其他人那里习得（Heyes，2016c；Shea et al.，2014）。然而，有间接证据表明，我们人类的基因使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善于习得关联，提供该证据的研究发现，狒狒和鸽子使用相同的方式来编码图片——反应关联，但是，与处在同一学习环境的鸽子相比，狒狒可以学到的关联数量是鸽子的4倍，总共约4000个关联（Fagot and Cook，2006）。这一结果表明，遗传进化在灵长类进化的过程中增强了关联性学习的能力，因此，关联性学习能力在古人类中得到进一步扩展是有可能的。
人类通过遗传增强了关联性学习的能力这一假设，与如下证据自然也是一致的：这类学习不仅支持了“扎和抽搐”这样简单的条件反射（Rescorla，1988），也支持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许多复杂方面。举例来说，关联性学习对人类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做出了重大的独立贡献（Kaufman, DeYoung, Gray,Brown and Mackintosh，2009）；另外，关联性学习调节了我们的自主性（也即通过自我的有意行动产生事件的现象经验）的发展（Moore, Dickinson and Fletcher，2011），并使我们具备在寻路与方位辨认中使用空间线索的能力（Prados，2011）。此外，关联性学习在我们学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Jensen et al.，2007；Shanks，2010），在学习不同结果之间的高阶关系时（Wunderlich, Symmonds, Bossaerts and Dolan，2011），在更新感知时（Li, Howard, Parrish and Gottfried，2008），在追踪社会线索（比如建议）和非社会线索在决策中的价值时（Behrens et al.，2008；Garvert，Moutoussis, Kurth-Nelson, Behrens and Dolan，2015；Heyes，2012b），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在新生儿身上可以发现经典和工具性测试试验的印记（Blass,Ganchrow and Steiner，1984；Siqueland and Lipsitt，1966；同时参阅Emberson, Richards and Aslin，2015）。这些经典研究案例证实了关联性学习的机制是通过基因遗传的，近年来对婴儿的研究工作则强调了生命早期关联性学习的级联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学习的能力。在生命刚刚开始的第一年中，事物间的各种关联被“旺盛地”学习并长时间地保存在记忆中（Giles and Rovee-Collier，2011；Rovee-Collier and Giles，2010）；早期的关联性学习可以促进并加速后期的关联性学习（Bock, Poeggel, Gruss, Wingenfeld and Braun，2014；Rovee-Collier Mitchell and Hsu-Yang，2013）；婴儿在1月龄时的关联性学习效率的个体发育差异能够预测他们在2个月、8个月和11个月后的社交、模仿以及辨别能力的水平（Reeb-Sutherland et al.，2011；Reeb-Sutherland, Levitt and Fox，2012）。这种级联效应的结果之一是婴儿在生命第二年的快速词汇学习——声音与指称对象的关联（Smith, Suanda and Yu，2014）。[13]
考虑到关联性学习在婴儿和成年时期所发挥的诸多作用，这种学习能力在发展进程中被逐步扩展，几乎不可能仅仅由于某一个“原因”而受到遗传进化的青睐。然而，同时学习多种不同关联的能力所带来的显著后果是更加精确的信息分类。向鸽子展示一张它们从未见过的图片，那些学习过树的图片与某种反应的多种关联（例如，见到树的图片时啄一个特定的“物品A”）的鸽子比接受较少学习的鸽子更有可能准确地对新图片进行归类（如果图片中包含了一棵树，啄物品A，如果图片中没有树，啄物品B）（Herrnstein, Loveland and Cable，1976）。这种概括是基于可观察到的刺激的具体特征（例如树枝、细枝、叶子），并且通过简单的机制——鸽子无法通过这种训练获得对于树的概念（Chater and Heyes，1994；Pearce，2013）——实现的，然而对信息的精确分类可以为获取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一个已经能够精确地区分手臂动作是否能让手与某件物品接触的儿童可以更进一步掌握“伸手够”的概念，进而掌握“渴求”的概念（Heyes and Frith，2014；见第7章）。
二、系统2——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是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Diamond，2013）。抑制控制主要包括对注意力、行为、思想和情绪的调节，被用于抑制系统1的运行产生的内在或外在冲动。工作记忆保存并积极处理当前不存在的对象与事件的相关信息。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对工作记忆的定义几乎等同于整个执行功能（见Duncan, Schramm, Thompson and Dumontheil，2012）。认知灵活性指的是在面对问题时，在不同的行为目标或观点间切换的能力。认知灵活性利用了抑制控制，因为先前的目标或观点必须被抑制；认知灵活性也利用了工作记忆，因为新的目标或观点必须被加载到头脑中的相关工作区域。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解决问题”和“计划”等行为是后来发展成熟的，其基础仍是执行功能的核心组成部分——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Collins and Koechlin，2012；Lunt et al.，2012）。
最常被用来证明遗传进化在古人类中强化了执行功能的证据来自神经解剖学研究。研究发现，成年人脑中重点参与执行功能的前额叶比成年黑猩猩大很多（Rilling，2014；Passingham，2008；Passingham and Smaers，2014）。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来进化出的认知功能通常依赖许多大脑区域（Alvarez and Emory，2006；Anderson and Finlay，2014）。此外，有证据显示，与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前额叶与大脑中在系统发生学上更为古老的、更接近系统1的部分，如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有更为广泛的联系（Peterson and Posner，2012；Zilles，2005）。[14]
人类执行功能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应该归因于包括社会学习在内的学习行为，然而也有证据表明遗传在其中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确，对人类个体差异的研究表明，在执行功能任务上的表现，尤其是工作记忆测试上的表现，与在一般智力标准化测试“g”中的表现相关，而g中存在的个体差异是可以遗传的（Bouchard，2014；Duncan, Schramm, Thompson and Du montheil，2012）。此外，比较系统发生学的分析也表明，g在灵长类动物进化过程中经历了显著的变化（Fernandes，Woodley and te Nijenhuis，2014；Reader and Laland，2002）。
很可能发生的是，遗传进化扩展和细化了古人类的执行功能，而不是对其进行重建，因为执行功能的3个核心组成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保留至现存的非人类动物中。一项大规模的实验研究在36个不同物种中发现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控制行为，即一种抑制控制，这其中包括非人类猿、旧世界猴、新世界猴、食肉动物、啮齿动物和鸟类（MacLean et al.，2014）。举例来说，看到食物藏在某个新位置后，被测试的动物可以抑制自身想要去另外一个之前曾多次藏过食物的地点寻找食物的冲动。与之类似，有证据表明，大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也拥有工作记忆（Cook, Brown and Riley，1985；Matzel and Kolata，2010），而恒河猴在任务转换实验中呈现出类似人类的表现模式，这表明这些动物以及其他非人动物是具有认知灵活性的（Caselli and Chelazzi，2011）。
执行功能的3个核心组成部分在童年时期缓慢发展，并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通过训练得到提升（Diamond，2013）。在西方社会的样本中，发展最为缓慢的组成部分——抑制控制——在青春期仍然处在趋于成熟的阶段（Luna，2009）。缓慢及可训练性，这两种不同特质的组合意味着，除了遗传外，学习和文化传承在人类执行功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当孩子被教导要放慢速度以提高准确性，远离诱惑（抑制控制），或将一系列需要记忆的事情打散分段（工作记忆），那么这个孩子正在通过文化传承获得改善执行功能的某种策略。然而，从启动装备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基因遗传的可用于开发强大的执行功能的潜力为认知工具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支持。随着执行功能的发展，从社会文化环境中上传“磨”（认知机制）就具备了可能性，这些“磨”中就包括能够实现具有高保真度——高带宽的文化传承的“磨”，比如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第5章）、心智解读（第7章）和语言（第8章）。



小结
一些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启动装备所包含的并不是“广而专”的认知过程，而是由黑猩猩和其他动物通过基因遗传的经过精炼或扩展的启动装备。我在本章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考查。与现存的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对同种个体的攻击性更低，并且有更强的动机与同类互动。这些情感上与动机上的特征赋予了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更多更好的接近示范者和师长的机会，并使青少年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更具可塑性。我们也具备对面孔、声音和生物运动的关注偏好，这使我们从降生到世界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从周围的人那里提取信息。这些关注偏好在我们最初降生时是简单而粗糙的，但是，通过关联性学习，这些偏好迅速变得非常具体，以至于可以将我们的关注点，也就是学习对象——集中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群体中那些学识渊博的成年人以及这些成年人所关注的人和事上。最后，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通过遗传扩展了可用于关联性学习和执行功能的能力。这些认知过程使我们能够处理大量来自其他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并建立起新的认知过程，进而增强我们向他人学习的能力。
我希望在整本书描绘的图景里，小小的橡实逐渐长成参天橡树。橡树代表的是成熟成年人身上“广而专”的认知过程。而每个小小的橡实代表的则是通过基因继承的一套由气质、关注偏好，以及发展出异常强大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记忆和认知控制过程的潜力组成的启动装备。事实上，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这些理论低估了本章中所讨论的这些小橡实的潜力，主要并不是因为那些理论高估了橡树的大小，而是因为它们认识不到，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在经过改进，受到先天的关注偏好和事先学习的严格约束，并沉浸在一个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时候，能够取得何种成就。
本章与之前的两个章节为文化进化心理学奠定了一些基础，明确了文化进化心理学与“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独特”这个问题的其他答案的关系（第1章）；介绍了先天—后天辩论中的存在语义论概念，从广义上解释了选择论层面的文化进化论是如何应用于认知机制的（第2章）；讨论了一些我们有理由相信是通过遗传获得的独特的人类心理特征（第3章）。我们会在最后一章中再回到这幅宏大图景中来。在那之前，我们将关注一系列案例研究。在第5章到第8章中，每一章都会重点讨论一项我有理由认为是通过文化传承而非遗传进化获得的独特人类认知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选择性的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都是社会学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学习的不同形式。第4章则是通过将文化学习与其他类型的学习进行区分来引入一些案例分析，并解释这种差异的重要性。
[1] 感谢尤塔·弗里斯给我提示并介绍了这个词。
[2] 这张认知发展的示意图和凯里（Carey，2009）以及卡米洛夫-史密斯（Karmilof-Smith，1995）提出非连续性变化时的图一样。新的思维方式是通过社会互动在发展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由于我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进化的能力，因此我更加关注社会认知的发展，而我的启动装备比凯里、斯皮尔克（Spelke and Kinzler，2007）以及拜拉尔金（Baillargeon, Scott and He，2010）提出的“核心知识”更精简。例如，我对我们从基因方面继承了一个“榜样”的概念保持怀疑态度，我更相信关联性学习是认知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些观念上的差异源于我们对那些报道婴儿具有模仿行为（见第6章）并能够表现错误信念（见第7章）的研究持不同理解，及在这些研究中所传达的不同信息。
[3] 苏珊·海迪（1946— ），美国人类学家、灵长类学家，对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发展有过若干重大贡献。——译者注
[4] 由颅底，即枕骨大孔缘中点到鼻根点的距离或鼻根半径的长度。——译者注
[5] 倭黑猩猩的栖息地在非洲刚果河以南。——译者注
[6] 离巢鸟在孵化后很快就能自己活动，这是相对于守巢鸟，即无法在孵化后不久自行移动的鸟而言的。——译者注
[7] 凯里（Carey，2009）提出，注视提示不可能缘于“在注视转移与有趣的事物之间形成的习得关联”，这是因为婴儿与无脸机器人——一个没有面孔，也因此没有“注视”行为的物件——一样更可能转向相同的方向，前提是这个机器人在近期对婴儿的行为做出过偶然性反应（Johnson, Slaughter and Carey，1998）。然而，这个有趣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这样理解：（1）该研究确认了并不是所有的动作提示都是注视提示；（2）该研究表明当动作提示来自婴儿喜欢的并且可能更密切关注的物品时，动作提示更为有效，这是因为该物品在近期对婴儿的动作做出了偶然性反应。
[8] 质疑这一观点的几项最佳研究之一是母亲在与婴儿交谈时会过度发音，但在与宠物猫或其他成人交谈时不会以这种方式发音（Burnham,Kitamura and Voller-Conna，2002）。然而，与母性语言仅仅是声调高、感情丰富的理论一致的是，这项研究也发现，母亲对婴儿说话时比对猫说话时，声音中的情感标记物要更多。
[9] 批评者质疑双重过程的理论依据，并指出了市场上不同的双重过程模型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Kruglanski and Gigerenzer，2011）。埃文斯和斯坦诺维奇（Evans and Stanovich，2013）就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10]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内科医生。——译者注
[11]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2] 伊万·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内科医生。——译者注
[13] 有些说法提出，词汇学习涉及专门的过程，但即使这些对认知本能的论述也允许并承认关联性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Bloom，2000；Kuhl，2007）。
[14] 近期神经解剖学研究的成果挑战了传统观点，即在灵长类动物进化过程中，前额叶的扩张比例是不均衡的（Barton and Venditti，2013；Gabi et al.，2016）。例如，加比和他的同事发现，在人类以及其他七种灵长类动物中，前额叶中的皮质神经元数量占所有皮质神经元数量的8%。因此，他们提出，人类认知的复杂性与我们前额叶不相称的尺寸无关，而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在绝对数量上，人类的前额叶包含了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前额叶更多的神经元。这一关于大脑进化的观点，尽管还没有完全确立，却与本书提出的认知进化的观点相一致。这些观点都表明，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相比，人类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第4章
 文化学习
文化进化心理学，既是一个研究框架，又是一个学术假说。作为一个研究框架，该理论认识到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既可以由经文化传承的信息来塑造，也可以由通过基因遗传的信息以及学习行为来塑造（第2章）。同时，作为一个学术假说，文化进化心理学提出文化传承在塑造所有或者是最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中起着主导作用（第1章）。为了说服作为读者的你，让你认同文化进化心理学假说的精髓——人类独特的认知机制确实是由文化进化建构而成的，在本书第5章至第8章中我会详细地探讨几种特定类型的认知过程的相关证据。

对这些认知科学领域的证据仔细地进行审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正是文化进化心理学的起源。当然我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类的认知机制一定是由文化进化塑造的，或者认为基于基因的解释在一般的进化层面上是不可信的。例如，我不否认遗传同化的确曾经发生在人类群体中，不质疑进化心理学关于更新世时期[1]的假设，也没有暗示以考古学数据为基础的数学模型表明遗传进化的时间不足以产生认知本能。相反，我认为，尽管认知本能假设在一般的进化论层面上足够合理，但来自认知科学领域的数据表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是工具，而不是本能，是在人类个体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互动构建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独特的认知机制——存在于大多数成年人类中，而不存在（或仅以初始状态存在）于其他物种中——包括：（1）专门处理无生命世界的机制，比如因果逻辑；（2）处理有生命（社会）和无生命（非社会）事件的能力，如情景记忆；（3）专门处理社会刺激的各类认知机制，如面孔识别、模仿和心智解读。从这些纷繁复杂、名目众多的认知机制中，我选择了四种被称为“文化学习”（Tomasello,Kruger and Ratner，1993）的认知机制，包括选择性社会学习（第5章）、模仿（第6章）、心智解读（第7章）和语言（第8章）。有证据表明，对于其中的任意一项能力而言，其在成年人类中存在的形式不仅专属于人类并专门用于处理社会刺激，还使信息得以通过文化进行传承。

文化学习尤其重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进化心理学家和文化进化论者尽管在包括认知本能的数量和本质在内的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却都假设文化学习的机制是通过基因遗传的（第1章）。因此，从科学进步的角度，文化进化心理学只有在可以挑战这种共识的前提下，成为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的继承者或替代品。其次，从我也在广义上认同的、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学习的机制在使人类过上与其他动物明显不同的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他人类特有的能力一样，文化学习也会在人的一生中遇到各种挑战，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非凡的灵活性来应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如面部处理）和事（比如因果逻辑）。然而，与其他能力不同的是，文化学习强调的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承系统——文化进化。文化进化使每个个人和群体都能受益于无数人在过去和现在积累的经验，进而共同获得远超其他物种的知识与发展技能。

因此，要弄清楚文化进化心理学的基础，我们不妨关注文化学习的认知科学。然而，在正式开始第5章至第8章的案例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文化学习”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与其他类型的学习之间的关系。文化进化论者以及其他对社会学习感兴趣的人通常都具有人类学、数学、行为生态学或行为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然而这其中并不包括认知科学。结果就是，他们参照行为效应和民间心理学概念，对个体学习、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进行了区分。如果要在文化进化论这一跨越多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加入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先前的区分方式就需要改变。认知科学不仅为本书所需，还将文化进化论引入对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起源的解释中。它也为本章主题所需，在这些主题中文化积累的产物为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遗传进化提供了选择压力。甚至，认知过程作为人类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伟大成就以及“谷”的文化进化的驱动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需要特征的描述与当代关于心智的科学知识一致。这项工作是不能够留给民间心理学和残存的行为主义的（Heyes，201a；待刊）。

这简短的一章首先概述了当下文化进化论者是以什么方式思考文化学习的，随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略有不同的框架，让认知科学为我们对文化进化的理解贡献一分力量。同时，本章也对在探讨社会与文化学习时经常用到的拜占庭式的术语进行了介绍和剖析。




学习类型的划分及命名
加利福尼亚学派杰出的文化进化论者约瑟夫·亨里奇在他的著作《我们成功的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2015）的开头解释了他是如何使用“文化学习”这一术语的，还解释了在他看来文化学习是如何与其他类型的学习发生关联的。这段话非常值得引用并仔细斟酌，因为它异常明确和清晰地阐述了文化进化论者以及其他对社会学习感兴趣的专家对文化学习的常规理解。
在本书中，社会学习指的是在任意时刻受到他人影响的个人学习行为，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个体学习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或与环境直接互动进行学习的情况，其中包括通过观察某些猎物出现的时间来估算最佳的狩猎时机，以及使用不同的挖掘工具进行试错学习。因此，个体学习也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如此一来，最简单的社会学习形式只是与其他人相伴时的副产品，并参与个体学习。举例来说，如果我经常与你待在一起，你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由于我会经常在周围环境中接触到石头和坚果，我也更有可能独立发现石头可以用来砸开坚果，也因此更容易独立发现石头与坚果之间的关联。文化学习是社会学习能力的一个复杂的子类型，其中的个体通常通过对他人的偏好、目标、信念或策略进行推断以及（或者）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而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由于我们往往无法确定非人类及人类祖先的社会学习行为中是否包括实际意义上的文化学习，因此，在讨论人类的时候，我一般会使用文化学习一词，但是对于非人类和我们的祖先而言，我会使用社会学习这种描述方式。（Henrich，2015：12—13）

这段话概括了个体学习、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如图4.1所示。其中，一套心理过程使人能“通过观察或与环境直接互动进行学习”这套心理过程就是“个体学习”。另一套与个体学习部分重叠的心理过程使人能以“受他人影响”的方式学习，这套心理过程就是“社会学习”。处于重叠区域中的学习行为，由于受他人的影响而具有社会性，但是以与个体学习相同的形式存在。在重叠区域之外的是“社会学习能力的一个复杂的子类型，其中的个体通常通过对他人的偏好、目标、信念或策略进行推断以及（或者）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而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这个子类型或许能够又或许不能覆盖与个体学习不重叠的那部分社会学习区域，被称为“文化学习”。
对于图4.1所示的划分和命名方法，我的首要顾虑是，它没有包含那个简单的上位范畴“学习”。想要描述不同的学习类型——比如“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的特征，澄清“学习”一词的含义是个很自然的开始。这种担忧或许是琐碎的，只是我的个人癖好，但也可能很重要。例如，缺乏对于“学习”属于上位范畴这一观点的明确认可，可能会使文化进化论者变得迟钝，无法迅速地意识到对于学习行为的心理学研究与他们的研究兴趣其实高度相关。更具体地说，它可能会导致文化进化论者忽视一些证据，比如所有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都会涉及一些与个体（或“非社会性质的”）学习相同的过程，以及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并不是依赖完全不同的过程，而是依赖额外的或专门的学习机制。
我的第二个顾虑是，文化进化论者和其他对社会学习有特殊兴趣的人倾向于将被认知科学家们视为“效应”的现象称为“过程”：那些是需要被解释的事情，而不是做解释的事情。社会学习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意思呢？认知科学家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指的是各种各样非自主意识的、可根据不同规则对不同的长期记忆信息进行编码记录——学习——的认知机制。另外，亨里奇所指的是“过程”——带有“刺激强化”“局部强化”“仿真”“无意识模仿”“响应促进”“观察调节”“模仿”等标签——生物行为学中的社会学习专家们以学到了什么，而不是如何学到来对其进行区分（Hoppitt and Laland，2013）。例如，一个常用的分类法将刺激强化定义为观察者学习“以什么（对象或位置）来定位行为”的社会学习，以及将模仿定义为观察者学习“一种行为形式的某一部分”的社会学习（Whiten and Ham，1992）。这种分类法并没有提到实际从事学习行为的认知或神经过程——发生在学习者头脑中的过程；这种分类方法是无法进行“内在求索”的（Heyes，待刊）。


图4.1 现有研究对个体学习、社会学习以及文化学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看法
最后，将亨里奇的方案置于当前背景中最麻烦的一点是：它没有提供一种将文化学习与其他社会学习清晰而连贯地进行区分的方法。引文部分告诉我们，文化学习是“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与其他人相伴时的副产品”，也是具有主动性的（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复杂”意味着多层次，但由于没有任何文化进化论者为我们提供构成个体、社会或文化学习的基础的过程的任何特征，我们也就无法猜测文化学习过程会在哪些层面特别复杂。引文中提到，文化学习可以包括“对……偏好、目标、信念或策略进行推断”，却没有解释“推断”的含义。在当代认知科学与行为科学中，“推断”这个词有时会被用在强烈意义上，代指通过一种受规则约束的过程学习，并使用类似于语言的心理表现形式。有时，这个词会被用在非常微弱的意义上，作为包括关联性学习在内的所有学习的同义词使用。强烈意义上的“推断”为文化学习设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而微弱意义上的“推断”无法将文化学习与社会学习或其他形式的学习区分开来。
更实际的观点是，非文化的社会学习是一种“副产品”，文化学习则具有主动性，但这种区分很容易将许多低智能的动物划入文化的圈子。举例来说，断奶的大鼠幼崽在开始第一次食用固体食物之前会找出它们所在群体中的一只成年鼠作为榜样，与之食用完全相同的食物（Galef，1971）。这种行为可以使断奶的幼鼠学习到在它所处的环境中什么食物是安全且富有营养的。因此，幼鼠所表现出的主动的社会学习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鼠正在做什么；尽管这种学习行为不仅仅是与人类接近的副产品，但是任何文化进化论者都不可能将幼鼠的这种行为视为文化学习行为。在社会学习行为中划定一个名为文化学习的子类型——亨里奇曾经在书中提及，随后托马塞洛和他的同事（1993）在引入“文化学习”一词时明确指出——其目的是筛选出那些能够使在人类身上发现的累积的文化传承与在其他物种身上发现的非累计性的“文化”或“行为传统”有所不同的社会学习行为。文化学习不仅为在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行为的持久性区域差异提供了支持（Whiten et al.，1999），也允许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工具和涉及的文化实践活动随着代际更替发生方向性的改变，甚至得到改善，即更好地完成它们的本职工作。某种在大鼠和人类身上都发现的社会学习行为或许对人类的文化积淀贡献良多——它可能发挥着将信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作用（Heyes，1993）——但是这种学习行为不太可能会是“引发改变的关键因素”，即不可能是那种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类能够积累文化而其他动物却不能的社会学习行为。因此，将文化学习定义为一种在动物中也广泛传播的方式，或者，像引文最后一句话那样，将“究竟哪种社会学习行为是人类特有的”这个问题隐藏在一个惯例——当某种行为发生在非人类动物身上时就将其称为社会学习，发生在人类身上时则称之为文化学习——之下是无益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目前用来定义文化学习的研究框架（图4.1）有三个缺陷：（1）它没有承认文化学习首先是一种学习形式，（2）它没有与认知科学建立关联，因为它只关注了能够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那些能够产生行为的内部过程，（3）它没有将文化学习以一种可以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学习行为——无论是在概念上的还是实践中——区分开的方式进行表征。



备选研究框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提出了如图4.2所示的备选研究框架。这个方案中的上位范畴是“学习”——对通过经验获得的长期记忆的信息进行编译记录的行为。[2]当学习行为是通过与其他个体发生联系而获得辅助的时候，这种学可就被称为“社会学习”。（这是研究者最经常使用的术语，“复制”、“模仿”和“公共信息使用”等其他术语也是较为常见的描述方式。）当学习行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辅助时，这种学习就被称为“个体学习”（或“非社会学习”“私人信息使用”）。“文化学习”是社会学习中的一个子类型，涉及专门用于文化进化的认知过程，例如，它们会强化信息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时的保真度。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研究框架中，个体学习、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到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学到。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火车站台和体育场的入口都设有旋转栅门（或称为“大腿杠”）。当某人学会了使用旋转栅门——穿过时不被旋转的铁杠打到大腿——那么他就学到了大多数人会认为既具有社会性质又具有文化性质的信息，这是因为这些信息涉及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某一方面，且在不同的人群中有所不同。但学习使用旋转栅门并不必然会涉及社会学习或文化学习。当学习使用旋转栅门需要依赖于口头指令的时候（“先把票放入插槽中，然后轻轻倚靠横杠”，诸如此类），这种学习行为就既包括社会学习又包括文化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得到了其他人的辅助而成为社会学习，并且还涉及了一种专门用于文化传承的机制——语言。当学习者通过观察其他人通过旋转栅门的方式注意到票槽的时候，学习使用旋转栅门就是一种社会学习但不是文化学习。这种情况下，学习得到了其他人的辅助而成为社会学习，但却是通过一种领域一般性注意过程而非专用于文化传承的过程实现的。最后，当学习使用旋转栅门的行为是通过独自试错来进行的时候，也就是当学习者独自在旋转栅门前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并最终选择了造成最小疼痛的方式的时候，这种学习行为则是个体学习，或者简单称之为“学习”（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没有得到其他人任何形式的辅助，更不会有专门用于文化继承的过程。试错式学习（也称“工具性学习”和“强化学习”）存在于各类动物身上，通常发生于当它们遇到由社会的和无生命的特征构成的问题的时候。


图4.2 一个用于探究学习、社会学习以及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并能够使认知科学与文化进化论之间形成对话的研究框架
和传统框架一样，我所提出的如图4.2所示的研究框架也根据是否有其他个体参与来区分社会与个体学习，也将文化学习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学习。稍有不同的是，这一研究框架的两个特点为认知科学与文化进化研究提供了对话空间。第一，我的方案没有借助“过程”来区分个体学习与社会学习，也因此避免了误导：众所周知，社会学习依赖从个体学习中产生的各种认知机制。社会学习已经被行为生物学家们划分成了很多部分，他们也为每个部分进行了毫无新意的命名（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例子），但仅仅是“强化刺激”、“观察调节”这类划分和标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依赖于与个体学习所涉及的认知机制不同的认知机制。事实上，正如我将要在第5章中论述的那样，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社会学习行为——那些不是专门为文化进化而发生的社会学习行为——依赖与个体学习相同的一套认知机制；这其中涉及来自其他人的信息输入，但是这些信息输入在被编码成长期记忆时所用的机制，与无生命的信息来源的信息输入机制是相同的。
第二，尽管我的方案也做了类似传统研究的假设，即文化学习涉及专门用于文化传承的过程，但它并没有具体假设这些过程被专门化的方式和原因。相反，它调查了文化进化论者很少着眼或很少提供有效解决方式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认知问题：如何在认知层面对文化学习的机制和社会学习的机制进行区分？第二个问题是影响力的问题：那些使文化学习与社会学习区别开来的特征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文化传承？（例如，它们是否使“改进了”的文化变体比“没有改进”的文化变体更易于传承？它们是否提高了这些变体在文化传承中的保真度？）第三个问题是专门化问题：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如何促成文化学习的专门化的？
我的研究框架并不诉诸“复杂性”或“推理”——这暗示我们已经知道了文化学习的机制在认知层面（即上文中提到的认知问题）的独特性是什么——而是用明示的方式对文化学习进行定义：着眼点在推定的文化学习的例子。在图4.2中，文化学习的方框中列出了5类被文化进化论者公认为文化学习的不同类型的心理现象（每一种都包含有行为效应以及稍具特定性的认知过程）：（1）选择性社会学习（也被称为“学习偏好”、“传播偏好”及“社会学习策略”），（2）模仿（当“模仿”一词作为“社会学习”的同义词时则被称为“真模仿”），（3）教学（或“教育”），（4）心智解读（也被称为“心智理论”“心智化”“共享意向”“社会理解”），（5）语言（还好他们只对它命名了一次）。这5类现象自然要以上文列出的关于文化学习的三个问题（认知、影响力和专门化）作为探讨的起点。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传统类别（比如“选择性社会学习”）仅仅是存在绝对保证不了这个类别在认知层面且（或）在文化进化方面具有一致性。例如，正如我将在第5章中展开讨论的，很可能，在类似“选择性社会学习”这样的单独类别中的行为效应，它的产生可归因于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X和Y，而只有Y的效应促进了人类的文化积淀。



小结
本书中，我提出并采用了一个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社会学习”被理解为通过与他人接触得到某种辅助的学习（Heyes，1994），而“文化学习”是那些专门用于文化进化的社会学习。这个研究框架与目前大多数文化进化论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框架相似，但假定前提更少。它明确了三个重要问题，之前关于文化学习的研究几乎都没有提过它们，更不用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认知问题：如何在认知层面对文化学习的机制和社会学习的机制进行区分？第二个问题是影响力的问题：那些使文化学习与社会学习区别开来的特征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文化传承？第三个问题是专门化问题：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如何促成文化学习的专门化的？第5章至第8章的案例研究将解答这些问题。
[1] 更新世时期：距今约260万年到1万年，也称洪积世（1839年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命名），或冰川世（1846年英国地质学家福布斯命名）。更新世时期冰川作用活跃，也是地球上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该时期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万年至1万年）同步。进化学家们普遍认为，现代人类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步形成的。——译者注
[2] “长期”一词作为对在学习与感知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这一观点的认同被涵盖于对学习行为的定义中，但学习的影响往往更持久。



第5章
 选择性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是一系列行为效应的统称，其中的大多数行为不仅存在于人类身上，也存在于各类动物身上。从最广义的层面来说，这里面包含了学习行为的各种情况，比如某人（“观察者”）的学习行为由于与他人（“榜样”或“演示者”）接触（或接触带来的结果）而受到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学习的内容、时间、地点或方式。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非社会性的。学习者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造的，比如昆虫、鸟类、鱼类、啮齿类、鲸类、灵长类、人类或机器人等，而接触方式多种多样，从嗅闻黏液痕迹到参加微积分讲座，不一而足（Heyes and Galef，1996；Hoppitt and Laland，2013；Whiten and Ham，1992）。

当他人的影响随着遭遇时的情况的变化（“时间”选择性）或者可学习对象的某些特征的变化（“对象”选择性）而变化时，社会学习就被说成是具有“选择性”或“偏向性”的，学习者也被认为是在使用某种“社会学习策略”。例如，有证据表明，当学习环境在近期发生了变化时，学习者可能更容易受到社会影响（这种现象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不确定时复制”的社会学习策略或偏好），并且更倾向于受年长而非年轻榜样的影响（复制年长者），或者倾向于受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影响（复制大多数；Laland，2004；Rendell et al.，2011）。

不同于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选择性社会学习尚未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但它自加利福尼亚文化进化学派成立以来就在该学派的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Boyd and Richardson，1985）。他们的模型表明选择性社会学习可以影响知识和技能在某一人群中的传播方式，他们的讨论暗示选择性社会学习有助于使文化进化更具适应性，确保了“优秀”的文化变体比“低劣”的文化变体更易于传播。然而据我所知，加利福尼亚学派的成员从未明确指出选择性社会学习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性传播过程的（Clarke and Heyes，2017）。与研究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发展心理学家和行为生物学家一样，加利福尼亚学派也假定这些偏好是认知本能，即社会学习是通过基因遗传的认知过程而具有选择性的。

其他公认的文化学习类型——模仿、心智解读、语言——看上去好像是人类特有的，但选择性社会学习在各类物种中都有发现，包括大鼠（Galef, Dudley and Whiskin，2008）、刺鱼（Webster and Laland，2015）、果蝇（Battesti et al.，2015）和食蛙蝙蝠（Jones, Ryan, Flores and Page，2013）。社会学习中的选择性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学习具有适应性，因此也解释了为何社会学习在动物界也无处不在（Rogers，1988）。然而，社会学习在每一个物种中都具有选择性的证据却被视为是对选择性社会学习在人类文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观点的挑战（Fogarty et al.，2012；Henrich，2015；Laland and Rendell，2013；Rendell et al.，2011）。如果说选择性社会学习是一种文化学习形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类的文化比其他动物丰富得多呢？为什么大鼠、刺猬、果蝇和食蛙蝙蝠没有显示出像人类一样的文化多样性？为什么这些物种以及其他同样能够进行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物种没有显示出累积的文化变迁，即通过社会学习一代代积累智慧，产生复杂的技术、精致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关于整个世界的巨大知识宝库呢？

令人惊讶的是，文化进化论者很少提及这个挑战。我能够找到的一个我称之为“记忆假设”的答案（Fogarty et al.，2012）暗示了几件事。第一，社会学习在输出阶段通常是具有选择性的。例如，观察者从所有可学习对象那里获取信息，然后决定将哪个信息来源作为其采取行动的基础。第二，输出决策（比如选择哪个学习对象复制）是由那些与进行社会学习的心理过程不同的、更高级别的心理过程来实现的。第三，输出决策过程，即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候选认知本能，大都是由明确的领域特殊性规则，例如复制成功者或复制年长者，引导的。第四，由于人类可以更加系统地应用记忆，所以这些规则或策略在人类身上比在其他动物身上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施展。举例来说，在执行复制成功者的方案时，人类能够记录下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内的收益水平，并使用该记录来检测收益的变化，同时估算这种变化即将发生的概率。

对于为什么选择性社会学习有助于人类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文化积淀的出现，记忆假说不是，也几乎肯定不会被当成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一般解释。例如，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增强记忆力能够促进所有或大多数社会学习策略的效率，况且即便增强记忆力可以促进社会学习效率，这也只能够说明记忆力，而不是选择性社会学习，是与人类文化积淀相关的关键因素。然而，记忆假说概述了文化进化论者看待选择性社会学习的方式，因此也是我将在本章中提出的另一观点的起点。这里，我想提出几点看法。第一，社会学习通常在输入阶段而不是输出阶段具有选择性。例如，观察者会更密切地关注某些而不是另外一些学习对象，并因此从中习得更多信息。第二，用来调整来自他人的信息输入的心理过程——广义上的注意过程——与进行社会学习的那些心理过程是不同的，但这两组过程都是领域一般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专门用于处理动态刺激而不能够处理无生命刺激的。第三，在且只在人类中，社会学习偶尔会被作用于输出阶段的规则，被“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变得具有选择性，所用的方式与文化进化论者将所有选择性社会学习概念化的方式大致相同。第四，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如复制拥有最大规模船队的造船商以及复制数字原住民（即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出生的人），通过提高社会学习的排他性、专一性和准确性来促进文化传承。第五，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与其他元认知规则一样，是从其他人那里习得的。它们是认知工具（Heyes，2016a；2016c）。

第1节包括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焦点问题：它所阐述的论点和证据表明，社会学习因社会学习策略的使用而被认为具有选择性，它与其他（非社会）学习一样以来同样的核心过程和同样的信息编码过程。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第2节表明，在非人类动物、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的选择性大多数都可归因于对这些基本学习机制的输入调控。它既不是人类独有的，也不是为专门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活动产生的。第3节重点关注那些只存在于人类中的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罕见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潜在的机制是由明确的、具有领域特殊性的规则引导的。我认为，这些机制属于元认知——代表其他认知过程的属性的认知过程——而规则是通过社会互动习得的。在最后一节，我就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如何促进文化传承提出了一些看法。




社会学习
由于某些我们无须过多拘泥于其中的历史原因，大多数关于社会学习行为的研究都聚焦在非人类动物身上，并且研究者主要是行为生态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因此，对于认知科学家如何看待心理过程，相关讨论极少（见第4章）。然而，多年来，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那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社会学习取决于与调节非社会学习的过程不同的通过基因遗传的过程（Klopfer，1961；Templeton, Kamil and Balda，1999）。这个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许多行为生态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社会学习——很可能是所有非文化性质的社会学习——依赖与非社会学习相同的学习机制，这些社会学习是广泛关联的过程，通过在各种事件表现形式之间建立兴奋和抑制链，编码用于长期记忆的信息（Dawson, Avarguès-Weber, Chittka and Leadbeater，2013；Frith and Frith，2012；Leadbeater，2015；Hoppitt and Laland，2013）。有四条证据共同证明了这一结论（Heyes，1994）：
社会与非社会学习能力是共变的（Lefebvre and Giraldeau，1996）。在鸟类（Reader and Laland，2002）和灵长类动物中（Reader,Hager and Laland，2011），在社会学习测试中表现良好的物种往往在非社会学习测试中也有良好的表现。即使是在做统计分析时对体重、脑容量以及种系发生都有所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性仍然存在。另外也有证据表明，社会和非社会学习在同一物种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也是共变的（Boogert, Giraldeau and Lefebvre，2008；Bouchard, Goodyer and Lefebvre，2007）。
独居动物具有进行社会学习的能力。的确，章鱼（Fiorito and Scotto，1992）和红足龟（Wilkinson, Kuenstner, Mueller and Huber，2010）等在野外独自生活的动物在实验室测试中证明了它们能够并善于从社会线索中学习。
社会和非社会学习拥有各自的常见变体。这两种学习行为各自都具三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对于单一刺激的学习、对于不同刺激间关系的学习以及对刺激与反馈之间的关系或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学习。参见Heyes，1994；2012c），并且这几种类型中的社会和非社会学习行为都已经在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中被发现（Dawson et al.，2013；Leadbeater，2015）。例如，对行为与结果的社会学习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如今也在鸟类身上发现（Dorrance and Zentall，2001；Saggerson, George and Honey，2005）。
在社会学习行为中可以找到关联性学习的痕迹。尽管经过精心设计的、研究调节社会学习的认知机制的课题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有此目的的研究都发现了社会学习以关联性机制作为推动力的迹象（Cook, Mineka, Wolkenstein and Laitsch，1985；Cook,Press, Dickinson and Heyes，2010；Olsson and Phelps，2007；Alem et al.，2016）。例如，研究人员结合数学模型与功能性脑成像技术对人类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基于对预测误差（期望与接收到的刺激不匹配）的估算，对来自社交伙伴（社会学习）的信息的处理和对来自个人的奖励反馈经验（非社会学习）的信息的处理所用到的计算是相同的（Behrens，2008；Garvert, Moutoussis,Kurth-Nelson, Behrens and Dolan，2015；Hill, Boorman and Fried，2016）。我们对于社会和非社会线索的处理有时是在不同的大脑区域中进行的（Behrens, Woolrich, Walton and Rushworth，2007）。然而，有证据表明，与其严格区分社会与非社会学习，每个大脑区域或许都具备处理社会和非社会线索的能力，还可以根据哪种类型的线索与现有状况的关联性更强而在二者间随意切换（Cook，2014；Nicolle et al.，2012；Rushworth, Mars and Sallet，2013）。
综上所述，这四条证据强烈暗示，社会与非社会学习是由同一套关联性过程调节的。



选择性学习
20年前，如果有人指出，编码长期记忆信息所用的关联性机制在社会学习和非社会学习中是一样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会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但如今，这个观点已经被许多社会学习研究方面的专家接受，而且关于领域特殊性与适应性专业化的争论也已经发生了转向。目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这类认知机制存在的可能性上：有一类专门用于遗传进化的认知机制，其作用不是将通过社会途径获得的信息长期储存，而是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例如，某些过程，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时机选择性），会促进来自特定类型的学习对象或者其他人的信息（而非独立获取的信息）的使用（对象选择性）。
一、策略路径与注意路径
使社会学习行为具有选择性的机制有两种概念化路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化路径被我称为“策略路径”，暗指选择通常发生在输出阶段。当一位观察者同时看到两个学习对象在从事不同的工作时，他会同时记录来自这两个人的输入信息——例如，他学到推或拉把手都可以开门——随后，再遇到把手时，他就自己决定选择哪种方式开门。因此，根据策略路径，具有选择性的是学习之后的表现而不是学习行为本身。进行社会学习的学习者通常会习得所有可用的信息，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行为却会非常挑剔。这样的选择机制可以被描述为根据某项“规则”或“策略”，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威望偏好）做决定（Laland，2004；Henrich，2015）。关注策略路径的研究人员多会避免对认知机制做出明确承诺（Hoppitt and Laland，2013），但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些行为“公式”（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等）意味着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机制应当是高级别的。说到某人“使用”某种策略，就是在暗示这是一个自主行为而非自动过程。用文字描述这些策略本身，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暗示其所使用的是一种能够以报告形式编码的规则，模仿则暗示该规则与有关社会学习的决策明确相关，也就是说这些策略是具有领域特殊性的。如此一来，尽管输出选择性原则上可以通过相对低水平的自动过程来实现，但是那些从事策略路径研究的人认为，在选择性社会学习中，输出选择性是由高级别的过程决定的。
另外一种“注意路径”则提出，选择发生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位观察者同时面对做不同事情的两个学习对象的时候，他对其中一个人的观注比对另一个人更加密切，因此对一种行为的了解比另外一种多。例如，他所形成的对于推门和开门之间的联系的表达要强于拉门和开门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开门时他会更倾向于将门推开而不是拉开。一个更具威望的学习对象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这表明观察者倾向于更关注贵族或上流社会人物，而不是广大民众——一种可以被称为“威望偏好”的实证效应。然而根据注意路径，这种偏好缘于低级的或自动的注意过程对学习行为的调控，而非缘于在信息通过行为展现的时刻对明确规则的运用（Heyes，2011；Leadbeater，2015）。
策略路径和注意路径分别与前文所概述的论点一致，无论学习的过程中是否有其他人的影响，换言之就是，无论学习行为（被描述成）是社会的还是非社会的，编码长期记忆信息的机制都是相同的。然而，策略路径意味着那些机制控制的是处在“顶端”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更高级别的过程是领域特殊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负责调节人们使用从社会渠道获取的信息的时机以及对学习对象的选择。那些推崇策略路径的人也倾向于认为，领域特殊性的、更高级别的选择过程，是通过基因遗传的，比如人类的威望偏好就是一种认知本能。与之相反，注意路径则假设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机制是处在“上游”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它们发生在学习之前——且强调了这些上游的注意过程也具有领域一般性的可能性。它们并不是为了调节对社会线索的注意而专门进化来的，在社会和非社会线索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它们的选择方式都是一样的。
对领域一般性注意过程的研究表明，当某个刺激在感知上较为显著时（例如，如果这个刺激是响亮的、明亮的或突然发生的；Yantis and Jonides，1990），这样的刺激更容易引起注意；或者当刺激与某人的情绪状态相关时，这样的刺激也容易引起注意例如，焦虑和抑郁会使我们的注意力偏向那些具有威胁的刺激（MacLeod, Mathews and Tata，1986），而积极的情绪会将注意力偏向那些吸引人的、具有奖励性质的刺激（Tamir and Robinson，2007）。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刺激S的注意会受S本身的性质以及在注意选择发生时观察者所处状态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注意力会随着之前注意S的结果而改变。当对S伴随着丰厚的经济回报时，关注S所产生的效应会更加持久（Della Libera and Chelazzi，2006），另外，曾经被证实为良好预测因子的那些刺激所获得的注意要比被归入较差预测因子的刺激更多（Le Pelley，2010；Mackintosh，1975）。
举例来说，在一项任务中，刺激在双重维度（比如色彩与线条方向）上发生变化，但只有一个维度（比如色彩）能够独立预测该刺激所属的类别，完成这项任务后，在随后的一项新的定位任务中，两个维度具有同样的预测性，人们会无意识地倾向于注意先前表现出预测性的刺激维度（色彩）而非没有表现出预测性的刺激维度（线条方向；Le Pelley, Vadillo and Luque，2013）。类似这种向成年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施加色彩、线条这类非社会刺激的研究表明，注意力可以通过学习调控。注意力不仅能够被高度显著的刺激——响亮的、明亮的或突然发生的线索——吸引，还会被那些被经验证实的对后续事件有良好预测能力的刺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所谓的“学习三明治”的存在：先前的学习会影响当前场景下的刺激的吸引力分布，并且这种分布情况也会影响通过观察当前场景和后续事件所获得的经验知识。
二、领域一般性选择的案例
大多数文献记载的选择性社会学习案例——儿童的、成人的以及非人类动物的——都可以用注意路径来解释。如果相对低水平的领域一般性过程（也就是认知科学家采用主观上随意的非社会刺激去研究的过程）在人们彼此互动时仍起作用，这些案例是可以被我们预见的（Heyes，2017a；Heyes and Pearce，2015）。
这里提供一个关于长尾黑颚猴的“对象选择性”的例子（van de Waal, Renevey, Farve and Bahary，2010）。在这项研究中，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或雄性长尾黑颚猴打开盒子上两扇门中的一扇取出食物的行为被反复地演示给其他低级别猴子看。随后当这些“观众”获得自己打开盒子的机会时，研究人员发现，雌猴的观众比雄猴的观众更偏好学习对象使用过的门。这究竟是因为这些低级别猴子在观察雄性和雌性学习对象时，均可学到门与食物之间的关联，只是更愿意复制雌性学习对象的行为（策略路径），还是因为低级别猴子更关注雌性学习对象，因此在观察雌性时学到了更多关于门与食物的关联（注意路径）呢？范·德·瓦尔和他的同事（2010）在研究中发现了支持后一种解释的证据：通过对注意力的严谨测评，他们发现，观察者更倾向于观察雌性而不是雄性学习对象打开盒子。这一结果表明，在心理学机制的层面上，雌性学习对象比雄性学习对象更加有效，因为雌性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偏好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于领域一般性学习。在长尾黑颚猴群体中，雌性是种群中的归家性别——雌性始终生活在它们出生时所在的群体中，而雄性在性成熟后就会移居到另一个群体。因此，平均而言，雌性要比雄性更了解当地的环境。因此，大多数长尾黑颚猴也都有机会知道，雌猴的行为比雄性更具有预测性，也就是说，观察雌性更有可能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从而获得对雌性的关注偏好。
人类儿童行为中的“对象选择性”偏好直到大约5周岁时，都可以用领域一般性注意路径解释（Heyes，2017a）。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儿童会表现出威望偏好，即他们更倾向于模仿成人认为的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学习对象（Bandura, Ross and Ross，1963；Harvey and Rutherford，1960），比如他们的校长，而不是性别相同的同龄人（McGuigan，2013）。此外，最近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儿童更倾向于将他们所能观察到的得到社会认可的人，而不是那些受社会反对或没有得到社会反馈的人，作为学习对象（Fusaro and Harris，2008）。这两种“对象”偏好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于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对注意力的调控。如果我们假设一些标志社会认可的行为（注视、微笑、口头表扬）对儿童来说是有益的，当他们被反复指向特定的某人时，这种配对（通过一种被称为“高级条件作用”的关联过程）可使此人的可观察特征更引人注目（Rashotte, Grifin and Sisk，1977）。因此，当儿童模仿某种行为时，他会更加关注被模仿的那个人，从而增加学会这一行为的概率。
幼儿的“时机选择性”偏好也适用于领域一般性输入调节模型。例如，威廉森、梅尔特佐夫和马克曼（2008，实验1）曾使用一个三步骤流程对3周岁的儿童进行测试。三个步骤包括：准备、观察和测试。在准备阶段，孩子们分别获得一个简单或困难的任务，比如打开一个滑动顺畅（简单）或被油灰卡住（困难）的抽屉，并从中寻找某件玩具。在观察阶段，他们观看成人使用独特的方法去执行简单的任务，比如先按下第二个抽屉前面的一个小按钮，然后将抽屉顺畅地打开，并在里面找到一个玩具。在测试阶段，孩子们重新进行他们在准备阶段时被给予的任务，但这一次他们执行的全部都是简单的任务，比如打开在同一橱柜中的另外一个滑动顺畅的抽屉。实验结果表明，在实验开始时被给予困难任务的儿童比遇到简单任务的儿童更倾向于复制成人学习对象使用的方法，即按下抽屉前面的按钮。
威廉森和他的同事用“策略路径”对这一实验结果进行解释——提出儿童是在“依据规则”进行具有选择性的复制（Williamson et al.，2008：282）——其实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注意路径。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中进行的对于非社会学习的实验表明，关联性学习的机制是由“预测误差”——事件（某种刺激或行为）发生后的预期后果与事件发生后的实际后果之间的差异——推动的（den Ouden, Friston, Daw, McIntosh and Stephan，2009；Schultz and Dickinson，2000）。从广义上讲，预测误差越大，学习者越关注该事件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Rescorla and Wagner，1972）。这样看来，在威廉森和他的同事（2008）开展的实验中，只要孩子们的行为以关联性学习为基础，这些行为就会与预期完全一致：他们在观察阶段更关注学习对象的行为，结果，在准备阶段出现较大预测误差时（比如他们以为拉动抽屉就可以使其顺畅地打开，但实际上抽屉卡住了）比在准备阶段出现较小预测误差时（比如他们认为拉动抽屉就会使其顺畅地打开，并且尽管事件发生的过程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但是抽屉的确顺畅地打开了）他们学到的更多。
即使是在成年人类中，也有证据表明社会学习的选择性通常缘于低级别的领域一般性过程。例如，贝伦斯和他的同事（2008）在对成年人进行的研究中，为接受测试的成年人安排了一个计算任务，这个任务需要被试者通过在大量的连续性测试中选择一个蓝色或绿色的盒子来获取分数。在连续性测试的每一个测试界面中都会出现一个用红框标记的蓝色或绿色的盒子，以此表明这个盒子是由测试顾问推荐给被试者的。这样被试者就可以利用个人和（或）社会信息来做决定：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测试中，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在最近测试中所积累的关于每个盒子价值多少分值（个人信息）的经验和（或）测试顾问的建议（社会信息）来选择盒子。在实际测试中，被试者以高度灵活和适应实际需求的方式使用了这两种信息。如果在测试过程中，个人信息在预测蓝色与绿色盒子两种选项的当前分值时比社会信息更准确，那么被试者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就会多于社会信息，而当社会信息比个人信息预测得更加准确时，被试者则会更多地依赖社会信息。因此，这个测试结果被视为一项针对社会学习的选择性的实验，它显示了一种相当微妙的“时机选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测试的进行，被试者对于社会学习的依赖达到了社会线索能预测而个人线索却无法预测决策结果的程度。贝伦斯等人的研究的关键特征是，他们通过对脑成像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分析，为关联性学习机制可用来追踪个人线索和社会线索的预测价值这一结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个人和社会线索的价值是通过大脑前扣带皮层的两个不同但相邻的区域计算预测误差——关联性学习的痕迹——获得的，在做决定时，这些平行的信息流是在大脑腹内侧前额叶汇总的。
这些在非人类动物、儿童和成人中的研究案例表明，社会学习是可以通过与其他非社会学习行为相同的方式获得选择性的：通过低级别的、领域一般性机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调节注意力的机制。因此，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单纯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使其具有选择性的遗传或非遗传机制的存在。



选择性社会学习
为了寻找能够证明专门用于社会学习的策略——文化学习的候选机制——存在的证据，我们需要为社会学习策略这一概念在认知科学领域寻找一处归所，并更加仔细地研究成年人身上的选择性社会学习。
一、明确的元认知
我提出，选择性社会学习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关键的、与文化有关的差异在于，人类的某些社会学习是通过明确的元认知而变得具有选择性的（Shea et al.，2014），即通过有意识的、可报道的、代表“谁知道”的领域特殊性规则，也即这些规则的使用者及其他个体的认知过程的属性。这些规则或“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潜在案例包括“模仿拥有最大规模船队的造船者”以及“模仿数字原生代”。元认知规则将社会学习精准地集中于知识经验丰富的人身上，鼓励具有高保真度的行为复制。由于这样的复制行为是排他的、专门的、准确的，因此它可以通过强化“亲子关系”（Godfrey-Smith，2012），保持小规模的有用变化并将其推广来推动文化进化（Heyes，2016a；2016c）。
这种元认知假设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有意识地反复琢磨“谁知道”这个问题，并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决定自己该以谁为榜样、向谁征求意见或是否有足够把握自己出去试着闯一闯。除了直觉外，正式的证据——社会学习可以通过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获得选择性——出自一些对成年人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成年人表现出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无法仅由低层次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的作用解释，并且这种选择性与他们明确表达出来的信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觅食与感知测试中，被试者被要求在能够使用社会信息进行最后决策之前，先做一个初步的决定，并就他们做这个决定的信心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Morgan, Rendell, Ehn, Hoppitt and Laland，2012）。我们发现，被试者对于自己的信心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们对错误决定的信心要低于正确决定，并且，重要的是，被试者越没有信心，则越倾向于使用社会信息，这表明他们有意运用了“不确定时复制”的规则。同样，在另一个觅食任务测试中，被试者使用社会信息——二选一的建议，他们相信建议提供者是为了帮助而非误导他们（Diaconescu et al.，2014）。被试者明确表示了这个信念，当被试者得知建议提供者自己也不知道该推荐哪个选项时，那个最基本的效应——建议提供者的动机和被试者对社会信息的使用之间的协变作用——就消失了。因此，这些结果表明，被试者使用了一种明确的元认知策略，比如“在学习对象有意提供时复制”。
二、元认知策略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按照元认知假设的观点，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策略路径只在极少数案例中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动物以及幼儿的案例中，社会学习的选择性仅仅缘于低层次的领域一般性心理过程。但偶尔，且只在人类中，社会学习信息确实是通过明确的规则（能使用类似于“复制数字原生代”这样的简单公式来描述的规则）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的。将这些规则识别为明确的元认知，就在行为生态学与经济学中的社会学习策略研究与认知科学中的元认知研究之间建立了关联。元认知是认知科学领域中日益流行且逐步取得进展的研究课题（Fleming, Dolan and Frith，2012）。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种学科间的连接将为我们揭示与社会策略乃至文化进化的计算和神经基础有关的大量信息。
元认知假设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社会学习策略——真正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更有可能是经由文化而非基因传承的。它们是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本能。证据就是，其他明确的元认知规则通常是通过社会互动习得（Bahrami et al.，2012；Hurks，2012；Mahmoodi et al.，2013）并因此表现出显著的跨文化差异（Güss and Wiley，2007；Heine et al.，2001；Li，2003；Mayer and Träuble，2013）。举例来说，西方的儿童能够通过学习使用“语义聚合”的方式从记忆中找出动物的名字（比如先想到鸟类，然后是哺乳动物；Heine et al.，2001），而成年人通过社会互动进行学习来明确地表达对众人智慧强于个体智慧的信心（Bahrami et al.，2012）。
鉴于这些发现出自一般的元认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也是通过社会互动进行学习的产物，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差别。与这些预测中的第一条预测一致，我始终无法在4岁或5岁的儿童中找到可以证实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儿童有机会通过指令学习到这样的策略之前，他们是没有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Heyes，2017a）。
与第二个预测一致的是，有证据表明成人使用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具有跨文化差异（Eferson et al.，2007；Eriksson，2012；Henrich and Broesch，2011；Mesoudi, Chang, Murray and Jing Lu，2015；Toelch, Bruce, Newson, Richerson and Reader，2014）。例如，与西方人相比，斐济人从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那里寻求建议的可能性更小（Henrich and Broesch，2011），而与英国人相比，中国人进行社会学习的情况更多，且他们的社会学习行为对不确定性的依赖也更少（Mesoudi et al.，2015）。
因此，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不是通过基因继承或者由不同个体使用者重新设计的，事实上它是从他人那里习得的。比如，我并不是靠自己发现当我在使用电脑遇到麻烦时向数字原生代学习的行为是个不错的主意，而是我的一个有青少年子女的朋友告诉我这样做的，并且从那之后，我就一直盲目地采用这个策略，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比较在这一问题上年轻人和年长者提供的建议在质量上的差别。
三、元认知策略促进文化进化
我在第3章中概述了关于认知的双重过程的观点。这里我阐述了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双重过程的观点，并提出大多数社会学习策略或学习偏好是“行星式的”——基于领域一般性心理过程，而只有在人类中发现的少数社会学习策略及学习偏好是“厨师式”的——基于明确的领域特殊性规则（Heyes，2016c）。行星的运行符合规则，但行星本身不理解这些规则，也不会有意地去运用这些规则，因此科学家们明白行星运行的规则，但行星本身对于其运行规则并不理解。同样，非人类动物和幼儿的行为，比如模仿成功者或年长者，是可以通过公式来描述和预测的，但是这些行为策略或规则是科学家看到并理解的，而行动者本身并不理解。相比之下，当人们使用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时，他们则更像厨师而不是行星。厨师们是知道他们的行为所符合的规则的，并且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的契合也部分源于他们对规则的了解。
“厨师”的比喻在这里尤其适用，因为许多菜谱事实上也都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它们经过几代人根据当地条件——气候条件，配料、燃料和烹饪器皿的可用性——进行的适应性改变，并被新一代通过社会学习习得，学习方式包括观察专业人士，在营火旁、厨房里观摩，在有些地方学习方式是看菜谱。而且，我认为，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菜谱”也是如此。“优质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在某个特定社会认知生态中能够准确编码“谁知道”的策略——是文化进化的产物，通过非正式场合的社会交往、在学校以及通过阅读习得。人类并不是通过遗传获得如下倾向的：在出现健康问题时模仿药用植物专家，在渔网出现问题时模仿捕鱼专家，或者为了避免盲从只在能看到回报的时候才模仿大多数人（Wisdom et al.，2013）。这类策略或学习偏好——真正具有策略性及属于文化进化的唯一类型——是通过榜样或指示向其他人学习获得的。它们是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本能。
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双重过程的观点也远不是扁平化的。这一观点表明，即使是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也比之前想象的要更加灵活与高效。如果像行为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社会学习策略是遗传进化的固定产物，它们固然可以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的产生只能以提升祖辈对环境适应程度的方式存在。例如，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如果年纪较大的人更加善于提供更可靠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人也会倾向于模仿年长者，即便是在技术日益精进的当今社会，年轻人往往知道得更多，至少在某些领域如此。相反，由于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源自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方式在一生的时间里会迅速变化以适应社会和非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如果年轻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就会学到更关注并模仿年轻人的行为。
由于双重过程的观点甚至将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也定义为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这一观点使得我们难以识别厨师式的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优势，因此无法讲清楚促进文化的独特的人类选择性社会学习究竟是什么。以下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一种尝试。
第一步，从元认知到更优的社会学习策略。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能够更精准地将社会学习集中在知识经验丰富的对象身上，这是因为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本身就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是在社会交往的背景下通过学习获得的，并将前人积累下来的关于在不同领域中谁最在行的智慧进一步萃取沉淀。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可以只根据一个人的经验（使用者的经验）进行更新。假如一个人在模仿年轻人时获得了比他坚持非社会学习（或模仿年长者）时更多的回报的话，他将——用行星式的策略，也即通过领域一般性机制——形成一种模仿年轻人的学习行为偏好。但是这种偏好具有适应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它所应用的领域是狭窄的。它来自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包括年轻人和年长者的样本，即学习者试图模仿的是少数个体。相比之下，当一个中年人通过明确指导或是跟随时代潮流学习模仿数字原生代的时候，他就是在根据多数人的回报经验习得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这里的多数人包括通过子女学习了信息技术并告知其他人的人。因此，遗传的社会学习策略宽泛但缺乏灵活性，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灵活却应用范围狭窄，只有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既宽泛又具有灵活性。
第二步，从更优的社会学习策略到更高的保真度。由于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可以更精准地识别“谁知道”，这就增加了学习者凭借更高的模仿保真度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保真度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专属性。从一个或少量学习对象身上获取信息，而不是从大量个体身上获取和汇集信息（比如模仿大多数）。第二，特殊性。模仿精细而非粗糙的“谷”（认知），也就是精确复制某一动作是在何时、何地、如何以及按什么顺序执行等细节。第三，准确性。在模仿时不引入随机错误或基于非社会化学习的变化（Goodnow，1955）。[1]当高保真度模仿处于最优状态时，促进专属性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便会受到文化进化的青睐（例如，模仿拥有最大船队的造船者的船型设计会比模仿大多数船的船型设计获得更多利润；Godfrey-Smith，2012），并且个人和群体都负担得起让模仿具有高度特殊性及准确性的工具和认知机制的开发。认知机制包括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学习对象的行为细节（及编码行为各部分的序列加工）的执行过程，以及能将观察到的行为翻译成观察者的匹配行为的感觉运动过程。
第三步，从高保真度到文化进化。戈弗雷-史密斯（Godfrey-Smith，2012）曾提出，文化进化的群体模型旨在解释文化特征的分布，比如，在某个群体中，为什么一些思想或技能比其他思想或技能更为常见，而对于选择论模型而言，它解释的不仅是文化特征的分布，还包括文化特征的来源，例如，用海豹皮建造独木舟这样的特殊技能是怎样产生的（见第2章）。对文化特征分布的解释——将群体遗传学中的模型应用于文化现象——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文化领域中良好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基于基因的进化中，每一个新的案例或文化类型的“表达”都必须是一个或少数已有表达的副本。但是，先发生的与后发生的表达之间仅仅相似，或是后发生的表达只是随意地受到先发生的表达的激发，都是远远不够的（Godfrey-Smith，2012；Shea，2009）。就好像是我通过模仿你制作面包的技术学会了做面包，并且我在学习你制作面包的技术时没有将你的技术与其他人制作面包的技术（或是我自己关于做面包的一些不错的想法）结合，那么可以说我做面包的技术是你的面包制作技术的“后代”。因此，假如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促进了社会学习中的专属性与准确性（见第二步），也就是说，假如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减少对一个文化特征中的每个新表达有益的模型或榜样的数量，并减小非社会化学习对该模型的影响程度，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便能够强化亲子关系，从而增强群体模型解释文化特征分布的能力。或者更直接地说，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有助于创造能够使文化变异的分布随时间的推移在地域层面进化所需要的条件。
根源式解释——某个文化变异的改善是如何积累并形成像海豹皮独木舟这么了不起的产物——则不像分布解释那样依赖强大的亲子关系。然而，它们却需要文化变异以小而逐步的方式变化，并且有用的新变异在种群中传播的方式是创造出许多“可进行小修小补的独立平台”（Godfrey-Smith，2012）。换言之，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归因于文化进化，而不是一连串单独个体的洞察力和开创性，是因为每一次改进都是基于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聪明人对原有变异的利用（Amundson，1989）。因此，社会学习的特殊性和准确性均与根源式解释相关。特殊性——精细而不是粗糙地复制认知的“谷”——有助于保持小规模创新的发生。准确性——在模仿过程中引入最小量的随机误差或非社会化变化——有助于确保小规模的创新能够完整地在群体中扩散。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型中，变异的产生和准确地保留之间始终存在矛盾（Campbell，1974），但是就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支持详细且精确的复制学习行为而言，它们更可能是有助于文化进化而不是一连串个体的聪明决定，产生的复杂的理论、人工制品和实践方案。[2]



小结
在本章第1节中，我对如下证据进行了调查：无论学习行为是社会性的还是非社会性的，也就是说，无论学习行为是否受到与他人接触的影响，对编码信息进行长期存储所使用的认知过程都是相同的。研究人员对于这一发现已经不再有争议。相反，那些将社会学习视为“不同寻常的”的研究人员目前主要关注的是选择性社会学习。他们提出，在人类和很多动物中，存在一些领域特殊性过程——被称为社会学习“策略”或“偏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信息进行调控。我在随后的第2节中挑战了这一观点，我认为，在非人类动物、幼儿（很多时候也包括成人）中，选择性社会学习是通过低级的领域一般性机制——也即使所有学习具有选择性的关注过程——实现的。然而，在第3节中，我也指出策略路径在某些时候可以是正确的。在人类中，元认知规则有时能够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而元认知规则也就是通过文化传承的、对于“谁可能拥有最优质信息”以及“什么时候要依靠这类信息而非个人见识”的可表达的概括。在最后一节中，我更加仔细地探究了使用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类似于厨师所使用的规则）如何影响并推动文化进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选择性社会学习已经成为文化进化的研究焦点，然而在心理学家的研究范畴，选择性社会学习却很少出现。相比之下，下一章重点讨论的主题——模仿——则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奉为一种对文化积累至关重要的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
[1] 换言之，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可能会促进心理学家常说的“过度模仿”或“过度复制”——复制学习对象的行为中不相关或看似不相关的细节（见第6章；Lyons, Young and Keil，2007；Whiten, McGuigan,Marshall-Pescini and Hopper，2009）。
[2] 非人类动物在单独执行任务时会使用典型的元认知的证据（Beran,Smith and Perdue，2013；Beran et al.，2015）尽管存有争议（Kepecs and Mainen，2012；Shea et al.，2014），但提出了某些动物也使用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可能性。然而，厨师式的社会学习方式的优势是由多个榜样所具备的经验共同建构而成的。因此，非人类动物要获得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诸多优势，不仅要能代表“谁知道”，还需要将这些知识传达给其他人。不通过语言实现这一点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但也不太可能达到任何有意义的规模，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产生和应用能够使关于“谁知道”这个问题的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



第6章
 模仿
模仿是社会学习的“兰博基尼”。

我们假设社会学习是一个车库，它拥有许多载有信息的“车辆”，信息在“车辆”间进行传递，且这种传递具有令人兴奋的名称，如“刺激增强”和“观察调节”。模仿一直被视为社会学习车库中的跑车。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模仿涉及由遗传负责的、用于高保真度的文化传承的复杂计算，它应用于高保真文化的传承，而且这种出生时就存在的认知本能在让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Washburn，1908）。[1]

模仿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解决了“对应问题”。对应问题的棘手反映在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很难发现且很难解决。即使是一些社会学习方面的专家也很难理解对应问题。要理解它，请试想图6.1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小男孩的行为与前面男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外形上”相似。也就是说，男孩身体的某些部分（他的手臂和躯干）与成年男人身体的相应部位一样。他们的手臂都放在背后。这个特点——外形上的相似性——是把男孩的行为看作模仿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影响。模仿发生在观察者观察模仿对象后在外形上表现类似的行为时。[2]但通常情况下，如图6.1所示，外形上的相似性只能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例如，在旁观者看来，这个小男孩看不到这些东西。当他模仿男士们，俯首、双手放在背后时，他能看到的只有地面，或者是前面男士们的脚后跟。对男孩来说，手背就像脚后跟。男孩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肩关节轻微紧张，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但他感觉不到男士们的动作。他无法通过倾听对自己的动作和男士们的动作进行比较，因为手背不会产生人耳可以察觉的独特声音。那么，当男孩无法感知——看到、感觉或听到——相似之处时，他如何能产生从第三方角度看类似于旁人的行为呢？或者，更普遍地提出通信问题：当这些行为“感知上不透明”时，即在对被模仿行为的观察和执行过程中接收到的是不相干的感觉输入时，认知系统如何产生外形上匹配的行为？（Heyes and Ray，2000）



图6.1 关于模仿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模仿理论要么根本不提对应问题，要么认为它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人类遗传的认知机制解决的——这种机制能够通过某些尚不明确的手段，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行动的感觉，并且知道观察到的和被执行的行动之间在外形上的对应关系。本章的第1节对这些理论做了较多的介绍。第2节概述了解决对应问题的另一种方案：关联序列学习（Associative Sequence Learning，ASL）模仿模型。ASL模型比其他模仿理论得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表明对应问题是由一种通过文化传承的认知机制解决的。这个认知工具不知道观察和执行动作之间的外形关系。它知道的就是有人看到了某些行为，并感觉到它们在一起。最后一节“这不是正确的！”讨论了对“模仿是认知工具”这一观点的反对意见，并提出，尽管其中一些反对意见是巧妙的，但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

简而言之，本章包含了一个观点，即模仿是一辆“兰博基尼”，它通过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认知工具实现，但这套工具是在发展过程中由简单的组件组装而成的，“设计师”是文化而非遗传。




基因传递的黑匣子
安德鲁·梅尔特佐夫针对对应问题提出了一种优雅简洁的描述：认知系统如何“将可自我感知但看不见的动作与另一个可看到但无法感知的动作联系起来”（Meltzof and Moore，1997）。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的模仿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当时，梅尔特佐夫和摩尔（1977）开始公布的证据表明，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人类婴儿就可以模仿一系列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在感知上是不透明的——在观察和执行时，它们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感觉输入——而新生儿对它们的了解很少。因此，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表明，解决对应问题的认知机制是遗传的。这些数据公布后，便有其他研究人员提出质疑，并报告这些数据的不可复制性（Anisfeld，1979，2005；Jacobson and Kagan，1979；Jones，2006；2007；2009；Koepke, Hamm, Legerstee and Russell，1983；Masters，1979；Mckenzie and Over，1983；Meltzoff and Moore，1979）。然而，梅尔特佐夫和摩尔以及一些其他的研究团队报告，他们成功复制并扩展了最初的研究成果（Ray and Heyes，2011），模仿依赖于先天机制或认知本能的观点成为发展心理学及其他领域的正统观点。
但这种先天机制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将“看到但无法感知的动作”转换成“自己的感知到却看不到的动作”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先天机制是一个黑匣子——一种仅由其输入（观察到的动作）和输出（拓扑相似的执行动作）来描述的设备。梅尔特佐夫和摩尔的“主动联运匹配”（active intermodal matching）模型将该装置描述为“天生的装备”，称它检测到“观察到的和预期的行为之间的等价性”，并提出先天机制将观察到的和被执行的行为“超模式”（supramodally）编码为“器官关系”（organ relations）——由身体运动产生的身体各部位的相应配置（Meltzof and Moore，1997；Meltzof，2002；2005）。主动联运匹配模型并没有提出允许器官关系源自观察到的身体运动或作为执行的动作兑现的计算方法。所以，主动联运匹配模型中存在某种先天机制，它解决了对应问题，但是其运行机制尚不清楚。
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在梅尔特佐夫和摩尔（1997）发表他们对主动联运匹配模型的最充分阐述之前不久，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a Rizzolatti）和他在帕尔马的小组在猴子的前运动皮层中发现了一些具有非常有趣的特性的神经元（di Pellegrino, Fadiga,Fogassi, Gallese and Rizzolatti，1992）。现在它们被称为“镜像神经元”（Gallese, Fadiga, Fogassi and Rizzolatti，1996），这些细胞不仅在猴子执行特定动作（例如捏）时活跃，而且当猴子被动地观察到其他同类进行类似动作时也会保持活跃。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单神经元记录和脑成像手段，已经证实镜像神经元也存在于成年人大脑的前运动和顶叶皮层中（Molenberghs,Cunnington and Mattingley，2012）。
帕尔马小组假设镜像神经元是遗传的，并认为它们的适应功能与“行动理解”有关，而不是与模仿有关（Rizzolatti and Craighero，2004）。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很快就认为镜像神经元为模仿提供了神经学基础，并将梅尔特佐夫和摩尔的新生儿模仿证据解释为人类出生时镜像神经元就存在的标志（Lepage and Theoret，2007）。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镜像神经元参与了模仿。例如，成像数据的荟萃分析显示，当人们模仿时，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区域通常是活跃的（Caspers, Zilles, Laird and Eickhof，2010），而使用经颅磁刺激对这些区域进行干扰会选择性地破坏模仿行为（Catmur,Walsh and Heyes，2009；Mengotti, Ticini,Waszak, Schutz-Bosbach and Rumiati，2013）。鉴于此，人们很容易将镜像神经元视为对应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也是对模仿的解释。但这是个错误，“参与”不是解释，除非我们知道镜像神经元是如何解决对应问题的，否则它只是另一个黑匣子。“人们如何模仿？”的问题成了“镜像神经元如何模仿？”的问题。目标转移但挑战仍然存在：需要确定使人和（或）镜像神经元能将“看到但无法感知”与“感知到却看不到”联系起来的信息来源，并解释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才能让人和（或）镜像神经元产生类似于模仿对象的行为。



通过关联进行模仿
一、关联序列学习
几年前，我的研究小组开始着手应对这些挑战：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用黑匣子来解决问题。我们的研究涉及成人、婴儿和非人类动物，并使用行为和神经生理学方法。我们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应问题是通过大量“匹配垂直关联”（matching vertical association）来解决的，如图6.2所示（Catmur, Press and Heyes，2016；Catmur et al.，2009；Heyes and Ray，2000）。匹配垂直关联是一个动作的感觉表征与同一动作的运动表征相联系，例如，一个人低头时的视觉图像与低头的运动图像联系在一起，运动图像既代表低头的感觉，又能发起低头的动作。感觉和运动表征之间的联系具有双向性和兴奋性：任一表征的激活都会增加另一个表征被激活的概率。当人们模仿时，方向是从感觉到运动。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激活感觉表征，这种激活通过感觉和运动表征之间的关联传播到运动表征，由此产生的运动激活（但不强制；Heyes，2011）使观察者能执行观察到的动作。


图6.2 通过感觉运动学习获得匹配垂直关联。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自我观察（A），运动表征的激活有助于动作的执行（例如，使手变平；点虚线箭头），并且观察所执行的动作产生了相应的视觉表征的关联激活（短线虚线箭头）。关联激活加强了感觉和运动表征之间的兴奋联系，建立了匹配垂直关联（垂直实线）。由其他人（C）模仿的视觉镜像（B）和同步活动（D）为感知上不透明的动作提供关联的感觉运动经验，例如面部表情和全身运动
匹配垂直关联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习形成的，它们不是天生的或遗传的。以图6.2A所示的婴儿为例。由于遗传以及观察与模仿的早期经验，她可能具有一系列动作的感觉和运动表征，并且一些感觉表征将与运动表征图像相关联。例如，“乳头接近”的视觉图像可能与张开嘴的运动图像相关联。然而，她不会发展出匹配垂直关联——相同动作的感觉和运动表征的兴奋性联系——除非或直到她获得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为了建立匹配垂直关联，她需要关联的感觉运动经验：观察、完成一个特定动作在发生时间上接近，且处在预测或“偶然的关系中”。例如，如果婴儿在抓握时更容易看到抓握而不是其他动作，便会产生用于抓握的匹配垂直关联。对于手部动作，可以通过自我观察获得这种体验（图6.2A；White Castle and Held，1964）。当婴儿看到自己的手在运动时，每一个动作的表现都与自己观察到的同一动作相关。因此，参与这个运动的抓握动作表征的激活与抓握感觉表征的激活相关，这是由对运动的观察引起的，并且，对关联性学习的研究表明（Pearce，2013），这种关联激活（连续的和偶然的）对于建立感觉和运动表征之间的兴奋性联系是必要和充分的（James，1890）。
对于不能直接感知的动作，例如我们的面部表情和背手这类全身动作（图6.1），自我观察不能提供建立匹配垂直关联所必需的感觉运动体验。我们眼睛的位置相对于我们的脸和我们身体的其余部分是这样的：当我们把手放在背后时，我们不能看到自己，不过，我们会看到别人或被别人看到。为了与不能直接感知的行为发展匹配垂直关联，我们不需要自我观察，而是需要社会文化经验——以特定的方式与其他人互动，或者与作为文化进化产物的“设备”（如镜像和视频）互动（图6.2B）。
在成年人与婴儿进行大量面对面接触的文化中，成年人模仿婴儿是面部表情的匹配垂直关联的重要早期来源（图6.2C）。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西方母亲大约每分钟模仿她们的孩子一次（Pawlby，1977；Uzgiris, Benson, Kruper and Vasek，1989）。成年人模仿婴儿可以使匹配垂直关联得到文化传承。例如，如果母亲的皱眉有一个匹配垂直关联，就会通过看到她的孩子皱眉而被激活，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她模仿孩子的皱眉。当孩子皱眉时正看着母亲的脸，母亲的模仿动作激活了孩子皱眉的感觉表征，导致孩子皱眉的感觉和运动表征被激活，从而建立皱眉的匹配垂直关联。因此，模仿皱眉的能力在文化上通过社会互动从母亲传递到孩子。
同步动作的特定文化形式是不能直接感知的动作（尤其是全身动作）的匹配垂直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图6.2D）。当一群人以规定的方式或以相同的自发手势同时对外部刺激（如音乐节拍）做出反应时，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得到观看和按顺序做动作的相关体验。因此，当一群儿童或成人一起跳舞，或进行同步训练时，他们不仅加强了他们的社会纽带（Tunçgenç and Cohen，2016；Wiltermuch and Heath，2009），而且扩大和增强了他们的匹配垂直关联储备（Hove and Risen，2009；Tarr, Launay, Cohen and Dunbar，2015）。他们正在通过特定文化形式的社会互动来学习模仿。
匹配垂直关联以两种方式解决对应问题。它使观察者能够模仿“熟悉的行为”，例如皱眉，它可以在建立匹配垂直关联之前执行而不是模仿。（这有时被称为“拟态”或“响应促进”。）它还允许观察者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执行“新颖动作”进行学习（如把手放在背后），这是以前观察者所不曾做出的行为。（有时被称为“真实模仿”、“模仿学习”或“观察学习”。）根据关联序列学习模型，匹配垂直关联通过连接两个通常独立运行的过程——感知序列学习和运动序列学习——实现了观察性学习（图6.3）。感知序列学习是编码外部刺激序列顺序的一组领域一般性过程。这些刺激可以是任何感觉模态，起源于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当一个人观看另一个人的动作，比如背手动作时，感知序列学习会对动作组件的顺序进行编码。（我们不擅长用文字来描述身体运动，因为文字很少涉及对它们的控制，但在背手的案例中，这些组件可以大致被描述为：向下—分开—摆动—连接。）如果没有匹配垂直关联，组件顺序的常规编码将允许在再次看到时对该动作进行识别，并为对动作主体的意图的推断提供依据，但它不允许观察者自己完成该动作。然而，当观察到的动作中存在匹配垂直关联时，感知序列学习驱动运动序列学习，也就是说，对动作的观察驱动了通常只在我们通过练习学习新的运动技能（比如骑自行车）时启动的过程。匹配垂直关联就像感知序列学习的轮齿，将其转向运动序列学习。通过匹配垂直关联，动作序列组件的感觉表征被连续激活，进而导致序列组件的运动表征被连续激活，使观察者的运动系统编码动作序列，就好像它是由观察者执行的一样。


图6.3 关联序列学习模仿模型。匹配垂直关联（竖实线）将感知序列学习（短线虚线）转向运动序列学习，创建一种新的领域特殊性认知机制，使行为人复制观察到的身体运动
综上所述，关联序列学习理论在许多方面与以前的模仿模型形成了对比。第一，关联序列学习模型不是一个黑匣子，而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解决对应问题的机制性说明，用于熟悉的和新颖的行为。第二，解决对应问题的机制比较简单，匹配垂直关联不计算观察到的和执行的动作之间的外形相似程度，它只是利用兴奋性联系将动作的感觉和运动表征配对。第三，也是本书主题中最重要的一点，关联序列学习模型表明，使我们能够模仿的机制——匹配垂直关联，即解决对应问题的机制——是文化上的，而不是遗传上的。少数匹配垂直关联可能是天生的（例如微笑）——它可能是“先天释放机制”（Lorenz and Tinbergen，1938/1970）——但绝大多数是由社会文化经验锻造的，也就是说，通过与处在特定文化实践环境下的其他人互动以及通过接触诸如镜子之类的物品形成。甚至自我观察也受到文化的规范。有证据表明，美国的婴儿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注视自己的手部运动（White et al.，1964），但在给婴儿裹襁褓的文化中，这种倾向可能要低得多。
二、证据
启发和支持模仿的认知本能理论的证据最近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存在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新生儿可以模仿（Anisfeld，2005；Jones，2009；Heyes and Ray，2011）。现在，在布里斯班进行的一项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严谨证实了这种印象确实有误（Oostenbroek et al.，2016；Heyes，2016d）。研究使用了梅尔特佐夫和摩尔（1977）提出的黄金标准——“交叉目标”程序，在四个时间点（1、3、6和9周龄）对100多名婴儿进行了模仿11种手势的测试。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被测试的动作，研究人员都要测定刚刚看到动作（例如：张嘴）的婴儿执行该动作的频率是否会高于执行其他动作（例如：抓握）的频率。除了吐舌头之外，所有动作的答案都是明确的“否”。
结合早期的分析（Anisfeld，2005；Jones，2009；Heyes and Ray，2011），结果表明新生儿不会模仿，那么为什么我们40年来一直没有想到？因为大多数关于新生儿模仿的研究都测试了吐舌头与其他一两个目标动作的对比，婴儿在看到吐舌头后有伸出舌头的倾向。这种倾向是非特定性的——婴儿在其他唤醒刺激下也会伸出舌头，如闪烁的灯光和活泼的音乐（Jones，2006），它歪曲了交叉目标测试的数据，给人以错误印象：模仿能力和镜像神经元（Lepage and Theoret，2007）在出生时就存在。
关于新生儿模仿的报道不仅激发了对模仿的深刻认识，它们还是唯一能够证明和支持这种观点的经验证据。因此，布里斯班的研究结果让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模仿的能力是遗传的。相比之下，模仿的认知工具理论——关联序列学习模型，有两种证据支持（Catmur et al.，2009；Cook，Bird，Catmur，Press and Heyes，2014）。第一种来自训练研究，该研究表明，模仿——通过行为和大脑中的“镜像反应”测量——可以被感觉运动经验深刻改变。第二种证据指出，模仿有“特征限制”（Butterf ill and Apperly，2013），如果模仿由匹配垂直关联控制，而非由计算被观察动作与执行动作之间的外在相似性的机制控制，模仿就会以人们期望的方式受到限制。
在成人、婴儿和非人类动物中进行的训练研究表明，模仿可以通过新的感觉运动经验得到加强、消除和恢复。例如，成年人通常不会模仿机器人等无生命系统的动作，但经过短时间的训练，机器人运动与观察者表演的外形上类似的身体运动配对，人类模仿机器人的程度可以与模仿其他人一样（Press, Bird, Flach and Heyes，2005）。而反模仿训练，即人们在观察另一个人的同时进行一种身体运动，能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根除（Heyes, Bird, Johnson and Haggard，2005）甚至逆转（Catmur, Walsh and Heyes，2007；Catmur, Mars, Rushworth and Heyes，2011）模仿受过训练的动作的自发或“自动”的倾向。例如，被试者被动观察食指运动激活的食指的肌肉多于移动小指的肌肉。然而，在训练之后，人们需要用小指运动来响应食指运动，反之亦然，这个模式是颠倒的。对食指运动的观察激活的小指肌肉多于食指肌肉，反之亦然。自动模仿是通过感觉运动学习转化为自动反模仿的。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实验都通过反复观看训练动作控制了感觉学习的效果，通过重复执行训练动作控制了运动学习的效果。对照组中的人看到和做出动作的次数和实验组中的人相差无几，但是他们看到的和他们所做的跟实验组有所不同（匹配或不匹配）。因此，结果表明，正如模仿的认知工具观点所预测的那样，正是感觉运动学习（通过反复看和做）具有增强、消除和逆转模仿的能力。实验还包含对照组，以检查学习是否具有关联性，这种学习也出现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以及工具性条件反射试验中。与所有脊椎动物中发生的其他关联性学习一样，并且与无生命和有生命的刺激有关，改变模仿的感觉运动学习是依赖于情境的（Cook, Dickinson and Heyes，2012），并且依时而变——观察训练动作的程度可以预测该动作执行的程度，反之亦然（Cook et al.，2010；Cooper, Cook, Dickinson and Heyes，2013）。
最近的一项研究既说明了偶然性的重要性，又证实了感觉运动学习除了改变成人的模仿外，还能诱导婴儿的模仿能力（Deklerk, Johnson, Heyes and Southgate，2015）。在这项研究中，7个月大还不能走路的婴儿在间歇性地实时观察电视屏幕上的踏步动作的同时，在跑步机上做出了踏步动作。在这种感觉运动训练前后，婴儿被动地观察其他婴儿的踏步动作，头皮电极记录他们大脑中参与产生腿部运动的神经活动。这种反映模仿能力的镜像活动，在测试前和测试后都有所增加，只是在训练过程中，婴儿在观察和做出踏步动作之间出现了偶然性。仅仅观察或执行大量踏步动作是不够的。镜像活动的诱导与相关的感觉运动体验有关，也就是说，与婴儿在踏步的时候看到这一动作而不是不踏步时看到这一动作的频率有关。
特征限制研究表明，尽管模仿背后的机制有效且具有适应性，但它们并不像认知本能理论让我们期望的那样灵活或准确。事实上，它们展示的刚好是认知工具模型预测的那类限制。例如，模仿学习是“效应物依赖的”，它不容易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推广。观察过复杂的按键动作序列的人，当他们的手指与模型的手指处于键盘的相同位置时，可以重现该序列，但当他们的手在键盘上交叉时（右手操作左键，反之亦然），或者当他们被要求使用拇指而不是食指按键时，则无法模仿该序列（Bird and Heyes，2005；Leighton and Heyes，2010）。同样，当人们被要求模仿一系列动作，包括选择一支笔，并使用两个握把中的一个把笔放在两个杯子中的一个杯子中时，他们表现出的错误模式与当他们被要求通过闪烁的几何形状来执行相同的动作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当任务不涉及模仿时（Leighton, Bird and Heyes，2010），错误模式反映了潜在的认知过程。因此，这一发现表明，模仿与类似的“人工”任务一样容易出错，正如关联序列学习模型所认为的，模仿学习中涉及的序列学习过程是一个领域一般性过程——与编码无生命世界中事件的序列顺序相同，并通过实践而不是观察实现运动学习。
在一项实验中，健康的成年人被要求模仿自己的面部表情，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模仿方面，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首先，当参与者讲笑话时，他们的脸被拍摄下来。几个月后，他们被带回实验室，展示了之前拍摄的照片，并允许他们尝试重现在每张照片中所做的表情。研究人员对面部运动进行精确、自动化的分析，发现除非参与者能够看到自己在镜子一样的屏幕上做这些尝试，否则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提升。他们最初的模仿尝试相当糟糕，最后的尝试也好不到哪里去（Cook, Johnson and Heyes，2013）。关联序列学习模型预测了这种细微的表现，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获得建立细微面部运动的垂直关联所必需的感觉运动经验。演员和模仿者在说话和笑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看，但我们大多数人只用镜子刮胡子或化妆，尤其是当我们的脸相对静止的时候。
相比之下，认知本能观点预测，在这项研究中，成年人在提高他们的表现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并不需要用镜子向自己展示我们的尝试，因为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强大的、遗传的黑匣子，它可以计算出，对于任何执行的动作，从第三方角度看该动作会是什么样子（Meltzof and Moore，1994；1997）。



这不是正确的！
上一节描述了一个决定性的研究，彻底反驳了模仿是认知本能的观点（Oostenbroek et al.，2016），我考查了许多已有的认知本能和认知工具的研究，发现认知工具理论能更好地与数据吻合。尽管有这些发现，仍有一些专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无论数据指向何方，认知工具理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怀疑源自解释性品位，它是一种感觉：认知工具理论对曾经美丽的谜题提供了一种平淡无奇的联想式解决方案，因此，模仿的灵魂被夺走了（Meltzof，2005：55）。但是，无论阻力的来源是什么，认知工具理论都受到了一些有趣而重要的挑战（Heyes，2016e）。以下是最常见的反对意见。
一、干预与发展
反对意见：河流的流向可以通过修建渠道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流的原始流向是渠道建造者塑造。同样，模仿可以通过感觉运动学习改变的证据并不意味着模仿的能力通常通过感觉运动学习发展。
这种反对意见的逻辑是没有瑕疵的。陈述“p暗示q”意味着如果p为真，那么q也必须为真。如果p是“模仿可以通过感觉运动学习改变”，q是“通过感觉运动学习可以发展模仿的能力”，p为真肯定不能保证q也为真。但这就是科学。科学证据支持对最佳解释的推论，而不是演绎推理（Lipton，2003）。经验数据不保证任何特定理论的真实性，但是，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它会倾向于某一种理论。感觉运动学习能够在模仿行为中产生深刻的变化的事实支持认知工具理论而不是本能理论，因为它刚好就是认知工具理论所预测的结果，而本能理论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如果模仿是一种本能或模块，人们就会期望稳定的选择能够保护或缓冲其发展，使其免受可能干扰其适应功能的环境扰动（Cosmides and Tooby，1994；Pinker，1997）。人们不会料到实验结果是这样的：这种模仿可以通过相对短暂的感觉运动学习来转移，在这种学习中，人们会接触到人类祖先可能遇到过的、观察到的和被执行的行为之间的不匹配的、任意的关系。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模仿的认知工具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基础上的。本能理论完全依赖于新生儿模仿的证据，但成人训练实验仅仅是认知工具理论的支持证据之一。例如，除了对特征限制的研究，还有证据表明，感觉运动学习可以诱导婴儿大脑中的镜像活动（De Klerk et al.，2015），上述两点在前一节都已概述，这种工具理论得到了更多自然主义研究的支持，其中许多研究涉及舞蹈家和音乐家（Calvo-Merino, Glaser, Grezes, Passingham and Haggard，2005；2006；Cross, Hamilton and Grafton，2006；Ferrari, Rozzi and Fogassi，2005；Haslinger et al.，2005；Jackson, Meltzof and Decety，2006；Keysers et al.，2003；Kohler et al.，2002；Margulis，Mlsna，Uppunda, Parrish and Wong，2009；Vogt et al.，2007）。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模仿能力随着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发展专长时获得相关匹配垂直关联的机会的多寡而变化（Cook et al.，2014）。
此外，也许最重要的是，认知工具理论与家庭和日间托儿所婴儿观察研究揭示的模仿发展时间表是一致的（Ray and Heyes，2011）。例如，如果本能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模仿依赖于一种计算外形相似性的机制——人们就会预期所有不能直接感知的行为比能够直接感知的行为更难模仿，然而，对于前者的模仿迟早会出现。但这不是已经发现的模式。西方婴儿在6月龄至8月龄时开始出现对张口和咂嘴动作的模仿行为（Kaye and Marcus，1978；Piaget，1962），而摸耳朵直到一年后才被模仿（Uzgiris，1972），这种模式表明，即使在不能直接感知的行为中，特定行为开始被模仿的年龄也取决于婴儿有机会为该特定行为学习匹配垂直关联的程度。因为与摸耳朵相比，这些行为是成年人模仿婴儿的共同目标（O’Toole and Dubin，1968）。
二、人类模仿者
反对意见：几乎所有现存的动物都有关联性学习的能力，但很少有动物能模仿，也没有一个是像人类那样熟练和非凡的模仿者。因此，模仿不能依赖关联性学习。
这个反对意见的前提并不完全正确。很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只有极少数非人类动物（也许只有猿类）能够模仿，但现在可以确定许多鸟类和灵长类动物都能够模仿一些身体动作（Zentall，2006）。的确，有一些证据表明猴子可以精确模仿手部运动，即允许猴子通过自我观察建立匹配垂直关联的运动（Voelkl and Huber，2007）。然而，这个前提的主旨是合理的。人类确实是非凡的模仿者。我们可以比任何其他动物模仿更多样的动作——特别是新颖、不能直接感知的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人类模仿者”（Meltzof，1988）。这个反对意见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一个词：关联性学习的分类普遍性，与人类模仿技能的独特性相结合，表明模仿不能完全依赖于关联性学习。但是当这个缺失的词被插入时，反对就失去了效力。
认知工具，模仿的关联序列学习模型绝不是说模仿完全依赖于关联性学习。相反，它表明某些种类的社会文化经验——例如，同步行动、被模仿和与镜子互动——在模仿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只有当这种经验由发展环境提供时，关联性学习才能建立大量匹配垂直关联来解决对应问题。而且，虽然他们“在内部”有关联性学习，但其他动物“在外部”缺乏这些资源。它们没有镜子；没有动作词提供所需的等价经验，没有一段漫长的成长期，在这段时期成人会模仿婴儿的行为，至少在有些文化中如此；没有各种仪式训练和游戏——通常涉及音乐和舞蹈，它们为人类提供丰富的机会来看和做相同的动作（Heyes，2016e）。
三、意向性
反对意见：模仿通常都有一个目的。有时候人们模仿是因为想融入一个团体、拍马屁或者掌握一项技巧。模仿不可能是基于学习的关联，因为关联是自动运作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图。
这一挑战混淆了习得的联想与旧时常说的反射。关联序列学习模型完全兼容模仿的二元性，事实上它有时是自动的，有时是目标导向的，因为它建立在当代关联性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S—R）行为主义上（Dickinson，1980）。S—R行为主义认为，所有的学习都涉及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这样，每当遇到刺激时，反应就被诱导出来。相比之下，当代关联性学习理论认为，当遇到刺激时，S—R学习使反应的公开产生成为可能，但并非必然，并且关联性学习可以在刺激的表征（S—S）之间以及动作的表征和它们的结果（R—S）之间建立联系，并建立S—R链。因此，尽管认知工具理论认为匹配垂直关联是通过关联性学习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观察者具有匹配垂直关联的动作的观察，总是会在任何地方引发明显的模仿反应。相反，一旦垂直关联到位，对动作的观察就会激活相应的运动表征，产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冲动”来产生动作，这种动作可以使用镜像活动的神经生理学测量来检测。但这种冲动可以根据观察者对当时情况以及执行该动作的可能后果的了解来抑制或促进（Heyes，2011）。所以，当我看到你挥手时，我也有一种对你挥手的冲动，但如果我认为你是在向我身后的人挥手，我就会停止向你挥手，而如果我知道你是近视眼，我则会加大挥手的幅度。
四、过度模仿
反对意见：与黑猩猩相比，儿童“过度模仿”——他们除了模仿能获得结果的动作特征外，还模仿愚蠢的、无关的动作特征。这种过度模仿表明，人类具有天生的、特有的模仿倾向，认知工具理论不承认这一点。
当模仿从盒子里取出玩具时，3岁和4岁的儿童不仅会松开门锁，还会打开妨碍他们获得奖品的门。他们还模仿了模仿对象的其他动作——比如用魔杖敲击盒子——即使告诉被试者哪些动作是“愚蠢的”，哪些是必要的，他们仍会表现出这种“过度模仿”（Lyons, Young and Keit，2007）。在关于过度模仿的经典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中，尚不清楚儿童是否在复制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这本书称之为“模仿”，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更普遍——还是在复制无生命物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盒子和魔杖之间的关系），这有时被称为“仿真”。但这种模仿——仿真的区别并不重要，因为很可能两者是兼而有之的。孩子们几乎都会模仿和仿真，而且这种需求远远超过了他们对玩具、糖果和贴纸等无生命事物的需求（Whiten,McGuigan, Marshall-Pescini and Hopper，2009）。
难题在于为什么研究人员已经跃跃欲试地得出结论：过度模仿是由于一种独特的人类认知本能，无论是被称为“社会动机”、“共享意向”（Tomasello，2014）还是“启发式进化”（Whiten et al.，2009）。这是令人费解的，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1）成年人用点头和微笑以及反过来模仿他们奖励孩子模仿（Grusec and Abramovitch，1982）；（2）奖励孩子们模仿动作，使他们在未来更有可能不仅模仿这些动作，而且模仿其他身体上的类似动作（Baer and Sherman，1964；Garcia, Baer and Firestone，1971；Young, Krantz, McClannahan and Poulson，1994）；（3）在实验室中，奖励黑猩猩进行模仿具有相同的效果（Whiten and Custance，1996）。这些发现让儿童过度模仿变得可信，因为从出生时起，他们就被奖励模仿。通过朴素的强化学习，他们发现模仿往往伴随着奖励，别人有意或无意地希望他们过度模仿。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说法与能力无关，而与动机有关。认知工具理论对模仿的看法表明，能力和动机都取决于学习，但取决于不同的学习类型。匹配垂直关联是模仿能力的基础，它们的发展通常不涉及奖励。如果有了观看皱眉和自己皱眉的关联经验，我将获得一个皱眉的匹配垂直关联。皱眉或观看皱眉本身并不必然存在奖励，也并不必然会带来奖励。一旦具备了模仿能力，我们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会大量或少量地去模仿，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会；为什么模仿的冲动有时被抑制，有时被表达出来。这一点，模仿的动机，特别是过度模仿的动机，取决于奖励学习——通过经验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模仿某些行为往往会产生愉快的后果；而在其他情况下，模仿其他行为则不会。
能力和动机之间的区别虽然很重要，但在对过度模仿的讨论中，以及对“社会动机”和“共享意向”的讨论中，常常被忽略。这些专家是解释“人类为什么要模仿”的候选人，而不是解释“我们如何能模仿”的人。除非我们假设想要某种东西就足以实现，否则社会动机和共享意向就不能解决对应问题。[3]
因此，对于认知工具理论的模仿观点而言，过度模仿的发生从来都不成问题，原因有二。首先，过度模仿引发了关于动机的问题（例如，一个人想要被群体接受的动机）而不是能力的问题，而关联序列学习模型侧重于模仿能力；过度模仿侧重于我们如何解决通信问题。其次，除非或直到有研究表明，过度模仿是由于遗传的模仿动机（或共享意向，或像其他人一样）而不是领域一般性奖励学习，否则，过度模仿与认知工具理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与这样的图景相吻合：人类独特思维的基因启动装置由小而普通而不是广而专的组件构成（第3章）。
五、什么用途？
反对意见：认知工具理论的重点是复制身体的运动，即身体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对于彼此运动的，而不是与物体的关系。这种复制无法实现模仿的主要功能——原汁原味地继承使用工具和其他面向对象的技能。
的确，与其他将模仿与文化进化联系起来的理论相比，认知工具理论更明确地关注身体运动。例如，托马塞洛和他的合作者将模仿描述为复制“手段”而不是行动的“结束”，并将其描述为“过程复制”而不是“产品复制”（Tennie, Call and Tomasello，2009）。他们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来解释复制“手段”或“过程”必然涉及复制身体运动。但我不认为这里有任何本质上的分歧。关联序列学习模型植根于亚个体认知科学，因此关注对应问题。它阐明了其他理论仅仅暗示的内容。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关联序列学习模型提出的机制——匹配垂直关联将感知序列学习转向运动序列学习——可以支持手段或过程复制，从而有助于面向对象的技能的高保真度文化传承。例如，如果新手学习如何制作石器工具，最有效的方法是在专业工具制造者用石锤敲击时对其肩、肘和腕关节之间的角度进行编码和再现，编码和再现可以通过关联序列学习机制完成。
然而，由于关联序列学习模型比其他任何模型关于模仿过程中复制的内容（身体运动的外在形态）都更加明确，这就引出了进化论者忽略了的模仿最重要功能的可能性：高保真度文化传承传承的不是面向对象的行为，而是沟通和手势技能（Heyes，2013）。这些技能在人类进化的讨论中很少被考虑，但是它们在定义群体和促进合作方面的重要性在心理学和人文科学中得到了承认（Corbeill，2004）。它们包括身体运动的顺序，使群体成员能够在没有言语的情况下进行交流，从而在言语缺失时（例如，当信息不可言说时，以及在语言共同进化之前）以及当言语存在危险的时候（例如，当一个群体在追踪猎物时），协调他们的活动。它们还包括一系列的身体运动，例如那些仪式化的舞蹈动作，这些动作使群体成员能够通过表达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享高度觉醒状态来实现合作行动所需的信任和承诺状态（Tarr et al.，2015；Whitehouse，2004）。因此，模仿通过传播信息，促进信任和承诺，确认谁是（谁不是）合作群体的成员，使支持合作行动的手势技能得以实现文化传承。
一些促进人类模仿发展的社会实践可能是为此“目的”而在文化上被选择的。举例来说，具有同步活动（仪式、演习和游戏）的群体鼓励发展更多的匹配垂直关联。因此，具有更好的模仿能力的群体，可能比具有能支持小技能发展的同步活动的群体更有可能繁荣——拥有更多的后代（见第9章）。



小结
模仿在文化学习中存在的时间最长。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声称模仿是一种专门用于文化传承的社会学习形式。在本章中，我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对模仿是一种认知本能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关联序列学习模型从训练研究和实验中都得到了支持，表明模仿具有特征限制，这不仅表明模仿是一种认知工具，而且说清了如何通过社会互动的一般认知过程构建新的、专门的认知机制。特定类型的社会文化互动（例如，舞蹈、训练和运动中的同步行为；被别人模仿；使用镜子）产生相关的感觉运动经验，看到和做出同样的动作。这种体验建立了一系列匹配垂直关联。匹配垂直关联就像感知序列学习齿轮上的齿，将其与运动序列相匹配，由此产生的复合机制是一种能够进行模仿学习的认知工具。[书籍分 享V 信shufoufou]
关联序列学习模型表明，镜像体验有助于模仿机制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镜像体验对于模仿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认为这个建议非常不可信，甚至令人震惊。人类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人工制品在认知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吗？我认为这种反应反映了我们是多么习惯于把认知机制看作本能，这种本能在史前和人类基因组中根深蒂固。我将在下一章继续挑战这种思维定式，提出，心智解读的发展方式与纸质阅读大致相同，我们知道这种认知能力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1] 感谢吕卡兰·吉拉迪奥（1992年前后），正是此人提出了美丽的兰博基尼比喻。
[2] 这就是“模仿”一词现在在认知科学中最常用的方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它有时被用作各种社会学习或行为复制的通用术语。
[3] 关于共享意向的讨论指的是“鸟眼”、“第三人称”和“透视”的行为表征（Tomasello, Carpenter, Call, Behne and Moll，2005；Tomasello and Moll，2010）。如果这些术语被看作解决对应问题的方式，那么对共享意向的讨论往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黑匣子，类似多模态匹配模型所提出的问题。和“跨模式表征”一样，“透视表征”这类术语表达了我们的信心，即我们头脑中的某些东西能够将“看到但没有感觉到”转化为“感觉到但没有看到”，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完成的。



第7章
 心智解读
心智解读（也被称为“心智化”和“心智理论”）是将心理状态、思想和情感归于自己和他人的过程。除了模仿之外，心智解读是最常被当成一种文化学习类型的一种心理能力。乍一看，这有点儿令人惊讶，因为与模仿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学习不同，心智解读本身并不是一个能使社会互动产生信念和行为上的长期变化的过程，而这种长期变化正是知识和技能的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在典型的心智解读的例子中，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现在的想法或感觉。我会用心智解读来判断你是否认为我们都能听到你包里或我包里的铃声，以及你对我刚才送的礼物感到高兴还是失望。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互动更流畅，并使我能够在短期内预测你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某样对世界具有普遍和持久意义的事物。心智解读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传承形式，然而，心智解读在文化进化中很重要，因为它在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学的定义常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学习的定义形成对比。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不仅允许另一个人观察自己的行为，而且对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尤其是知识状态）带来持久的变化（Byrne and Rapaport，2011）。根据这一观点，改变心理状态的意图（以心智解读为先决条件）使第一个人成为“教师”，而不仅仅是“模范”，第二个人成为“学生”而不是“观察者”。

关于是否应该对教学加以界定，使心智解读成为必要的组成部分，仍存在着一些争论（Caro and Hauser，1992；Thornton and McAuliffe，2012；Thornton and Raihani，2008），但很少有人否认心智解读是人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则上，教师可以专注于学生在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在想什么，以及学生的行为必须如何改变才能达到某种社会标准。然而，假设行为能力（例如，使用工具的技巧，或者驾驭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的能力）确实取决于内部状态，比如思想和感觉，如果这些内部状态能够被教师准确地表现出来，教学就会更加有效。心智解读使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当前知识的范围和限度，进而推断出在学习过程的每个阶段必须向特定的学生展示或告知哪些内容才能帮助其克服无知，纠正错误信念，建立知识体系。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学生的心智解读使他们能够把教师希望他们学习的内容区别对待，从而把精力集中在需要学习的技能的特定方面。

的确，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心智解读是教学中的一种最有效的特殊成分。有效的教学当然涉及许多其他的认知和动机成分。例如，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自身在其所教授的技能方面具备足够的能力之外，还要能够随时留意学生的言行，辨别学生在学习技能过程中的状态，并在他们学习进展缓慢时具备足够的社会宽容以便将教学活动继续下去。但是，与心智解读相比，这些能力看起来都不可能依赖专门用于社会互动的独特的人类认知过程。社会宽容是一个气质问题，而不是认知问题（见第3章）。密切关注行为及其影响，以及区分改进和倒退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很多物种中，并且不仅在教学或者更一般的社会互动中重要，在个体处在社会隔离状态下的技能学习和运用也很重要。相比之下，心智解读似乎是人类独有的，且涉及用于处理来自他人的输入信息的认知过程。因此，虽然心智解读的进化（基因和/或文化角度）不大可能是单纯为了教学，而且一系列其他领域一般性和分类一般性过程的升级在让人类成为更加高效的教师方面也很有可能发挥了正面作用，但心智解读仍然是最有可能的为教学而做出的一种人类特有的认知适应性改变。

那么，心智解读从何而来？主流观点认为，心智解读是一种认知本能；人类继承了一种特定的倾向来发展描绘心理状态的认知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在非常广泛的发育环境中成熟到大致相同的终末状态（Baillargeon, Scott and He，2010；Baron-Cohen，1997；Leslie，1987）。普遍持有的另一种观点“理论-理论”（theory-theory）表明，心智解读是通过一种准科学过程习得的（Gopnik and Wellman，2012）。发育中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产生关于心智的假设，并将他人的行为作为测试这些假设的数据库。在某种程度上，孩子们最终会形成一种典型的或群体典型的心智理论，因为，针对同一个数据库进行测试，他们独立产生的假设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认知本能和儿童心理学家的立场相反，我认为心智解读是一种认知工具。儿童由其社会群体的成员教授关于心智的知识，文化传承的信息以这种方式形成了一种概念结构，能够将心理状态归于自我和他人。因此，学习伴随着心智解读，而心智解读一旦发展，就有助于教学。心智解读可以教授心智解读和许多其他文化积累的知识与技能。

本章第1节概述了心智解读与纸质阅读或识字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正如第1章中讨论的，纸质阅读是认知习得原理的证明。它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互动获得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认知过程。识字的时间还不够长，以至于阅读的认知过程尚未被基因同化。因此，就第1节所讨论的内容而言，心智解读就像纸质阅读，它使人们认为心智解读是一种认知本能，我们至少为心智解读是一种认知工具的可能性扫清了道路。第2节采取更直接的方法回顾了心智解读的发展，与纸质阅读一样它们都建立在依赖教学的基础之上。第3节涉及一个潜在的问题，认为心智解读是一种认知工具，讨论非人类动物、人类婴儿和处在压力之下的成年人能够“暗中”或者“无意识”地进行心智解读。第4节阐述和论证了我的“潜心智化”具有内隐心智解读。




心智解读和纸质阅读
就像纸质阅读一样，心智解读也涉及从符号中推导出意义。在纸质阅读中，符号通常是纸上的标记，其含义与世界上的物体和事件有关。在心智解读中，这些标志是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和话语，其中许多是常规的，它们的含义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但纸质阅读和心智解读之间有许多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Heyes and Frith，2014）。例如，两者都有调节和解释两个方面。当孩子们就他们的语言的书写惯例接受辅导时，他们不仅学习解码印刷词汇，将它们与口语和意义联系起来，还生产符合他们的书写系统惯例的词汇，以便它们可以被他人解码。心智解读研究的重点是它的解释功能，以及心理状态的归因如何使我们能够解释和预测行为。但“心智素养”（mental literacy）也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新手不仅知道行为是可以的，而且应该是由信念和欲望之间的理性互动产生的，他们被鼓励使自己的行为遵守这些惯例。成年人对孩子的质询和嘲弄（温和的或其他）行为，并不会把信念——欲望感视为“愚蠢”或“疯狂”（McGeer，2007）。
心智解读也像纸质阅读一样，发展缓慢，认知要求高。纸质阅读的缓慢发展反映在事件相关电位（头皮记录的指示阅读流畅性的电子信号），即使16岁的孩子也不如成年人那样快（Brem et al.，2006）。同样，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西方文化中，神经系统中负责心智解读的部分是最后发育成熟的（Blackmore，2008），在心智解读测试中的表现（包括换位思考、情感识别以及对伪装和讽刺的检测）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这段时间里持续改善（Dumontheil, Apperly and Blackmore，2010；Vetter, Leipold,Kligel, Phillips and Altgassen，2013）。
心智解读和纸质阅读之间比较的另外三个方面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们与被认为具有遗传特性的心智解读的几个特征有关——神经特化、发育障碍和文化变异。鉴于纸质阅读是文化传承而非遗传，倘若纸质阅读在这些特征上与心智解读类同，它至少表明这些特征并不能证明心智解读是遗传的。
神经特化。神经影像显示，成年人有专门用于心智解读的皮质回路。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颞顶叶交界处和楔前叶在内的这些回路在人们思考时比不思考时更加活跃（Van Overwalle，2009）。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皮质特化是由于遗传进化。不过，在纸质阅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在识字的成年人中，当人们看到单词时，被称为“视觉单词形式区域”的枕颞皮层区域比受到非单词刺激时更活跃（Dehaene and Cohen，2011）。
发育障碍。许多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都有特定的思维障碍。相对于智商和语言匹配的控制，他们很难弄清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Frith，2001）。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基因影响了自闭症的遗传性，这可能表明专门用于阅读的神经认知机制通常是遗传的，而自闭症患者遗传了这些机制的非典型版本。但阅读障碍提醒我们，这只是许多与自闭症相关的心智障碍的候选解释之一。阅读障碍是一种遗传的发育障碍，它干扰文化传承技能的获得，阻碍携带者学习阅读（Paracchini, Scerri and Monaco，2007）。
文化变异。乍一看，纸质阅读具有跨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心智解读则具有跨文化共性的特点。在印刷领域，有丰富多样的书写文字，并且，从日语汉字中的整个单词到日语假名中的音节，再到字母书写系统中的音素，映射到印刷单元上的语音单元的大小各有不同（Dehaene，2009）。相反，在精神领域，人们通常认为所有文化的成员都将思想和感情归为同一属性，认为这些状态与行为有关。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间的纸质阅读比以前想象的更一致，而心智解读则不那么一致。
例如，对115种书写体系（包括现代和历史上的）的自然分析显示，大多数字符都是由三个笔画组成的（Changizi, Zhang, Ye and Shimojo，2006）。作为一种补充，心理学实验也开始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揭示心智解读发展的文化差异。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儿童明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信念多样化”），哪怕他们不明白一个人对某一特定事实可能了解或不了解（“知识获取”）。相反，在其他某些地方，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并不那么重要，儿童理解知识获取先于理解信念多样化（Shahaeian,Peterson, Slaughter and Wellman，2011）。这类研究支持了早期的人种学研究数据，它们表明，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对将心理状态（而非社会角色或环境）作为行为的原因的重视程度，人们是将心理状态视为体内还是体外之物，以及他们将心理状态归属于自然而非超自然法则的程度，各有不同（Lillard，1998）。它还与文学史研究相一致，这些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中，自古以来关于心智和精神障碍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Harris，2013；Burrow，1993）。
心智解读和纸质阅读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清楚地表明，支持心智解读的认知本能观点的主要支柱——神经特化、自闭症的特定损害和不变的发展顺序的证据——在结构上并不健全。



学习心智解读
1000多对5岁的双生子接受了全面的心智解读测试，结果显示，每对双生子内部在表现上的相关性是相同的，为0.53，非同卵双生子的平均基因的50%是相同的，而同卵双生子的所有基因都是相同的。这些测试展示了“大量共同环境因素对个体心智理论的差异的影响，基因的影响微乎其微”（Hughes et al.，2005）。换句话说，它与认知本能观点相冲突，并表明学习在心智解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就双生子数据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心智解读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学习最重要。关键的学习可以“是理论-理论”假设的类型，儿童心理学家根据行为数据检验假设；或模拟理论所设想的那种类型（Goldman，2006），在这种理论中，孩子通过内省弄清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想象自己与其他人处于同样的处境；或者，正如认知工具观点表明的那样，最重要的学习可能是教学的结果。“理论-理论”和模拟理论都将学习视为一种个人主义过程。学习的对象，要被理解的东西，是他人，但是他人对推进学习过程并不起积极的作用。他们不提供假设或进行模拟。相反，认知工具理论认为，孩子们被教导如何进行心智解读与被教导如何进行纸质阅读所采用的方式大致相同：通过搭建基本框架或“认知工程”（Sterelny，2012）以及明确指导。
一项自然实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语言为基础的教学对心智解读的发展至关重要。自然实验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尼加拉瓜聋人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手语（new sign language，简称NSL）。派尔斯和森哈斯（Pyers and Senghas，2009）比较了两组成年NSL使用者的错误信念理解。他们发现，第一组人在NSL还是一种基本语言时学习了NSL，与第二组人相比，他们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较差。第二组人在大约10年后学习了NSL，当时NSL包含了更多的表示心理状态的符号。这表明，尽管第一组人比第二组人年长10岁——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形成假设，对这些假设进行试错（“理论-理论”），反思他们自身的心理状态（模拟理论），同时观察社会伙伴们的行为——他们对于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却落后于比他们年轻10岁的第二组人。由于缺乏对心理状态进行描述的词汇，第一组人无法接受心智指导（Pyers and Senghas，2009）。此外，这些针对NSL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另一项更新的研究的支持，这项研究表明，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人认为谈论心理状态是不合时宜的，那里的儿童对于错误信念的理解大约是在8岁时才得以发展的，这比欧洲和北美的儿童晚4年或5年（Mayer and Träuble，2013）。
结合其他典型或非典型儿童发育研究（Meristo Hjelmquist and Morgan，2012；Slaughter and Peterson，2012），NSL和萨摩亚的研究表明，我们通过关于心智的对话来了解心智。原则上，适当的对话体验可以来自“窃听”或倾听心智解读专家在无意教授新手时所说的话。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专家——尤其是母亲——会调整他们的谈话，以便帮助儿童理解其中的意思（Taumoepeau and Rufman，2006；2008；Meins，2012）。例如，在与15个月大的孩子交谈时，母亲提及欲望和情感的频率要高于思想和知识，欲望/情感谈话的频率有选择地预示着孩子们在24个月时的心智解读表现。相比之下，在24个月时，母亲提及思想/知识的频率高于欲望/情感，而提及思想/知识的频率可预测孩子在33个月时的心智解读（Taumoepeau and Rufman，2008）。欲望/情感比思想/知识更容易理解，因为婴儿和儿童不断尝试满足自己的欲望，情感往往反映在与众不同的面部表情中。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就像新手纸质阅读者在接触“困难单词”之前先接触“简单单词”一样，新手心智解读者在接触“困难状态”之前先接触“简单状态”，而这种针对孩子学习环境的认知工程促进了心智解读的发展。
心智解读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父母在与孩子谈话时使用诸如“思考”、“想要”和“快乐”的频率来预测，也可以通过父母关于心智的“因果解释”陈述出现的频率预测，这种“因果解释”是为了具体说明情境、心理状态和可观察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她笑是因为她很快乐”，或者“她认为玩具在绿色的盒子里，因为她没有看到它移动到黄色的盒子里”（Slaughter and Peterson，2012）。此外，罗曼和托马塞洛（Lohmann and Tomasello，2003）发现，当成人使用补语句法时，训练3岁和4岁儿童与成人谈论欺骗性对象（例如，一支看起来像花的笔）的训练尤其有助于提高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例如“你认为它是什么？”和“你说它是一朵花”，它们把一个完整的句子作为它们的宾语补足语。对因果解释性陈述和补语句法的研究（de Villiers and de Villiers，2012）表明，关于心智的对话不仅仅是教给儿童心理状态的标签，它还教给他们心理状态的概念——什么是“思考”或“感受”、“快乐”或“怀疑”——并给他们一种表示这些概念的格式。换句话说，在文化上，儿童从他们的父母和其他心智解读专家（O’Brien Slaughter and Peterson，2011）那里继承了专门用于表达心理状态的机制。
因此，自然实验、观察性研究和传统实验提供的证据表明，心智解读的教学方式与纸质阅读的教学方式大致相同。有趣的是，这种经验性工作很少在美国进行，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自由之地的研究人员在心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许多其他科学学科一样，他们通常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心智解读概念，其中心智解读的能力是基因赋予的和（或）通过艰苦的假设检验的劳动获得的。相比之下，认知工具的心智解读观点将其视为一项集体成就。每个文化都有一个基于汇集经验的心智理论，文化内的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群体其他成员的积极的合作互动而构建的理论变体。[1]



内隐心智解读
虽然有大量证据支持，但认知工具的心智解读观点也存在潜在的问题。目前对婴儿的研究表明，心智解读的发展与纸质阅读的发展非常不同。西方儿童通常在5岁或6岁之前才具备纸质阅读的技能，但7个月大的婴儿似乎能够阅读（Kovács, Téglás and Endress，2010）。最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婴儿将错误信念归咎于行为人；他们认为行为人可以相信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东西。例如，在一个关于错误信念归属的典型实验中（Onishi and Baillargeon，2005），婴儿首先看着一个成人把玩具放在两个盒子中的绿色而不是黄色的盒子里，随后反复伸手去拿那个盒子。然后他们看到玩具从绿色盒子移动到黄色盒子，此时成人在场（真实的信念条件）或缺席（错误的信念条件）。在最后阶段，通过婴儿的注视时间来衡量，当成人碰到绿色盒子而不是黄色盒子时，处于真实信念状态的婴儿表现出更多的惊喜，而处于错误信念状态的婴儿在成人碰到黄色盒子时更惊讶。在这两种情况下，婴儿都“期望”抓到成人认为玩具所在的盒子。
这类研究从注视的时间等非语言行为中推断出心智解读的发生，据说提供了内隐心智解读的证据。内隐心智解读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理解。“连续性”的解释表明，它由相同的、专门的认知机制控制，从而调节成年人的心智解读（Baillargeon et al.，2010）。“双系统”的解释表明，使用非语言措施发现的内隐心智解读和现在被称为“外显心智解读”或“外显心智化”的老式心智解读产生于不同的认知机制。这两个系统都是专门用于思考心理状态的，但隐性系统发展较早并以快速有效的方式跟踪心理状态，而显性系统发展较晚、运行更缓慢，对诸如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等执行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Apperly，2010；Perner，2010；对认知的“双系统”模型的概述和执行功能的讨论见第3章）。与双系统模型一样，“潜心智化”的解释假定明确的心智解读依赖于发展较晚、缓慢和有效的专门机制。然而，潜心智化的观点认为，复杂的心智解读依赖领域一般性认知机制，而不是专门思考心理状态的机制（Heyes，2014a；2014b；2015）。
自闭症的情况表明，内隐和外显的心智解读依赖不同的机制，因为尽管内隐心智解读持续存在问题，但外显心智解读仍可实现（Senju, Southgate, White and Frith，2009）。对普通成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这种分离的证据。在成人对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显性心智解读）做出口头判断的任务中，判断准确性受到并发执行的一项执行功能的任务的影响（Bull, Phillips and Conway，2008）。相比这下，对执行功能的并发需求不会干扰内隐的心智解读（Qureshi, Apperly and Samson，2010）。这些结果——表明显性心智解读依赖执行过程而隐性心智解读不依赖执行过程——很难与连续性假设相协调，但与内隐心智解读的双系统和潜心智化解释相一致。
双系统解释表明，内隐的心智解读依赖专门用来表达心理状态的认知过程。相比之下，潜心智化的解释表明，内隐的心智解读依赖领域一般性的注意、学习和记忆机制；依赖基因遗传的过程，但这些过程既不是为了心智解读或更一般的行为预测而进化，也不是专门为它们服务的（见第3章）。出于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因，我赞成这种解释。首先，我们还不知道内隐心智解读的专门过程是什么样子。巴特菲尔和阿珀利（Butterfill and Apperly，2013）做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尝试，来说明这些过程是如何运行的，但尚不清楚他们所说的“最低限度的心智理论”是否能产生一系列被称为内隐心智解读的行为效应，并构成一个表达心理状态的系统，而不是纯粹可观察到的行为状态（Butterfill, Apperly, Rakoczy,Spaulding and Zawidzki，2013）。其次，我检索了关于婴儿（Heyes，2014b）、非人类动物（Heyes，2015）和时间压力下的成年人（Heyes，2014a）的内隐心智解读的文献，一直无法找到认知科学所熟知的领域一般性过程所不能解释的内隐心智解读案例。
例如，在一项关于婴儿内隐心智解读的特别强有力的研究中（Southgate, Senju and Csibra，2007）检测预期的眼球运动，25个月大的孩子观看了视频，视频中成年人可在两个窗口上方观察，每个窗口下方是一个不透明的盒子（见图7.1）。每次“熟悉实验”开始时，屏幕底部都会出现一个木偶，并在两个盒子中的一个里放置一个球：分别位于第一个熟悉实验的左侧盒子中（图7.1A）和第二个实验的右侧盒子中（图7.1B）。当木偶消失时，两个窗口都亮了起来，一个音调响起，一两秒后，一只手从装有球的盒子上方的窗口伸出来，从盒子中取出球。然后孩子看到两个“信念诱导”序列中的一个，即错误信念1（图7.1C）或错误信念2（图7.1D），其中木偶：（1）将球放在左侧盒子中；（2）将球从左侧盒子移动到右侧盒子；（3）从右侧盒子中取出球并将其从场景中移除。在这个顺序中的某一点上——在错误信念1中，木偶把球从左盒移到右盒（2），在错误信念2中，木偶把球放在左盒（1）之后，一个铃声响起，行为人转过头去。在（3）之后，一旦木偶消失，实验开始；窗口被照亮，音调响起。研究人员记录了孩子的眼球运动。他们发现，错误信念1条件下的孩子的眼球首先向右窗口移动，而错误信念2条件下的孩子的眼球首先向左窗口移动。


图7.1 索斯盖特及其同事用于测试25个月大的孩子错误信念归属的视频截图
（转载自Southgate，Senju and Csibra，2007，已获许可）
作为成年人观看这些视频，或阅读对这些内容的描述，我们自然要做大量的心智解读。我们认为熟悉实验表明，行为人将伸手去拿他认为球被隐藏的盒子；转头是一个信号，那就是行为人没有看到球的移动，因此也不知道球的移动，而且孩子的眼球运动是他们期望行为人拿到行为人（错误地）认为球被隐藏的盒子的证据。但是对于孩子的外表行为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分心或者“无意视盲”（Mack and Rock，1998）。就像成年人因为专注于计数任务而没有注意到一群人中的大猩猩一样（Simons and Chabris，1999），孩子在铃声响起时可能没有注意到球的移动，因为其注意力集中在行为人转动的头部和他正在看的区域。因此，孩子的首次眼球运动是看向上次看到球的位置：在错误信念1中孩子看向右侧盒子，条件是行为人在将球从左侧盒子转移到右侧盒子之后转头；在错误信念2中孩子看向左侧盒子，条件是行为人在最开始将球放进左侧盒子之后就转头。[2]
非人类猿的内隐心智解读的证据也可能是由领域一般性过程（Heyes，2015）引起的。例如，克鲁彭耶（Krupenye）及其同事利用索斯盖特及其同事（2007）的研究为模型，对黑猩猩、倭黑猩猩和猩猩的错误信念归属进行了测试（Krupenye, Kano, Hirata, Call and Tomasello，2016）。在他们的实验中，行为人没有转头，而是在目标物的关键运动时刻离场。这样做的优点是它使猿类可以不分心地观察物体的移动（而不像前面测试中的孩子那样）。然而，它有一个不幸的缺点，那就是让穿着鲜绿色衬衫的行为人成为一个理想的检索提示，也就是一种引起事件回忆的刺激，因为当事件被编码时，它是突出的。猿类可能在每个位置都看到了目标物体，但在实验中，在熟悉实验期间建立的模式指导下，是目标中物体最后一次和亮绿色刺激一起出现的位置被从记忆里提取出来（Heyes，2017b）。
心智解读可以与使用无生命控制程序的领域一般性过程相区别，其中社会刺激被具有类似低水平知觉特征的非社会刺激取代，例如颜色、形状和尺寸。这种技术尚未用于孩子或猿类，但已应用于成年人，它提供了证据表明内隐心智解读属于领域一般性过程（Catmur, Santiesteban, Conway, Heyes and Bird，2016；Santiesteban,Catmur, Hopkins, Bird and Heyes，2014）。这项研究基于“点透视任务”，在这项任务中，被试者会看到类似于图7.2左侧的图像，并被要求快速判断自己能看到的点数。根据内隐心智解读的证据，当所有的点都在中心人物（“替身”）（图7.2A）的前面时，相比有些点在身后的时候，被试者通常会更快做出判断（图7.2B；Samson,Apperly, Braithwaite, Andrews and Bodley Scott，2010）。通过使用无生命的控制程序，桑蒂斯泰班和同事们发现，当中心对象是一个箭头时——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而不是一个人的图形（图7.2C和7.2D）——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表明这个效果是由调控自动注意定向的领域一般性机制引起的（Tipples，2008）。[3]


图7.2 桑蒂斯泰班及其同事用于测试普通成人内隐心智解读的刺激实例（经美国心理学会的许可，转载自Santiesteban, Catmur, Hopkins, Birdand Heyes，2014）
这三个例子——涉及孩子、黑猩猩和成年人——支持内隐心智解读的潜心智化解释，该解释认为这不是由表现心理状态的快速而有效的过程引起的，而是由低水平的领域一般性认知机制的运作引起的（Heyes，2014a；2014b；2015）。



潜心智化
通过人类和其他动物对无生命刺激做出反应的研究，认知科学已知悉了一系列领域一般性感知、注意、学习和记忆过程（Eysenck and Keane，2015）。这些过程有别于心智解读，因为它们将世界解析为相对较低级别的特征，如颜色、形状和运动，而不是构造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行为人出于某种理由对物体采取行动。内隐心智解读的潜心智化解释表明，当被试者——孩子、非人类动物和时间压力下的成年人——经受有生命的刺激时，这些领域一般性机制可以模拟心智解读的效果。例如，他（它）们可以对观察到的数据做出准确的预测。当他（它）们执行一项传统意义上与心智解读相关的工作时，领域一般性机制可以被描述为“潜心智化”，但它们不是以追踪他人行为为目的由遗传或文化进化产生。
内隐心智解读的潜心智化解释与双系统观点略有不同（Butterf ill and Apperly，2013）。它们都是第3章（James，1890）中讨论的双重过程理论。二者都假设人类的认知涉及两种机制：系统1过程是快速的、自动的、平行的，并且基于从基因遗传和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例如运动技能）获得的信息；系统2过程是缓慢的、有效的、串行的，并且基于来自系统1的信息和由其自身活动生成的信息。此外，它们都假设内隐心智解读是由系统1调控的，而外显心智解读依赖于系统2，并且调控内隐心智解读的系统1过程是遗传的。然而，双系统的观点认为，内隐心智解读依赖一个专门用于心智解读的系统1过程，而潜心智化的观点认为，内隐的心智解读是由广泛的系统1过程引起的，没有一个过程表现心理状态或专门用于社会互动。有实验证据表明，该范围包含的过程不仅负责关联性学习，还负责非自愿注意定向、反应位置的空间编码、以物体为中心的刺激选择编码、追溯干扰、提示性检索以及分心（Heyes，2014a）。但原则上，任何领域一般性系统1过程都有助于跟踪其他人的行为。
我称之为“潜心智化”，而不是叫它“准心智化”或“假心智化”，因为我相信系统1负责内隐心智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让我们误以为孩子、黑猩猩和忙碌的成年人在表现心理状态。这些系统1过程也为真正明确的心智解读提供了替代品和基础（Heyes，2014a）。
作为替代，潜心智化过程允许在没有表现心理状态的劳动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合作和竞争。例如，对成人内隐心智化的研究表明，习惯上，我们编码的自身动作的位置，不仅与动作对象以及自己的身体有关，还与他人的动作的位置有关（Dolk et al.，2011）。负责这种响应位置的空间编码的系统1过程可能在保持动作协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你我二人一起移动家具或跳舞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根据对方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编码运动以及关键动作对象和事件的位置，我们的行动将更加有效率和优美。事实上，如果我们都通过领域一般性过程进行这种空间编码，那么我们就不清楚自己将获得什么——我们将如何提高运动效率，如何更加优雅——我们是否在表现对方看到、相信和期望的东西。同样，领域一般性的注意过程，即产生自动注意定向的那一类过程（参见上面的孩子和成人测试），可以使两个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一致，而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人表现这种一致。不管我是否正表现着你的心理状态，如果我和你站在同一地点，我们更可能同时拥有相同的信念——同时思考“悬崖边缘就在附近”、“地板上有水迹”或者“有人刚把房间整理好”。就像行动的空间编码一样，这种过程可以替代许多行为协调任务中的心智解读，给予伙伴类似的目标和行动的优先顺序。
通过建立一个“行动词汇”，潜心智化为真正的心智解读提供了基础。在这里，再次与纸质阅读类比可能会有所帮助。通过关联性学习，一个听语音的婴儿可以发现单词和音节等组件的统计规律（Jusczyk，1999）。对这些组件的认识是学习如何将声音映射到字母串上的重要前兆。同样，身体运动也存在可检测的内在规律，部分原因是重力和哺乳动物结构造成的物理约束（Thurman and Lu，2013）。婴儿仅从其低级特征（如颜色、形状和运动）开始解析行为。但是，通过检测身体运动固有的统计规律，关联性学习很快开始建立更高层次的类别并检测顺序依赖性；预测一个运动将在何处结束，以及哪种类型的运动倾向于前后相继（Falke-Yitter, Gredebäck and Hofsten，2006；Frank, Vul and Johnson，2009）。例如，孩子有可能对观察到的身体运动进行编码，这不仅仅是我们可能用文字表示的“圆润的粉红色物体朝向对角的绿色”，而是“朝向绿色盒子的手”。手部运动不再令人惊讶，因为关联性学习已经发现手部运动往往先于头部运动发生，或者更可靠的关系——先于眼球运动，朝向相同的方向。孩子开始注意到手碰到盒子时会发生什么：它会消失，然后出现另一个物体。由此产生的行动词汇为心理状态术语和关于心理状态如何与行为相关的指示提供了一组初始指示物（Skerry, Carey and Spelke，2013）。通过关于心智的对话（本章第2节“学习心智解读”），儿童学到的不仅限于他们通过关联性学习发现的高水平行为特征的标签，此外，通过系统2过程的运作，而不是关联性学习，他们发现了更抽象的行为特征，并发展了一种整体的、新的思考行动的方式——作为内部状态的产物，表现世界和彼此，即明确的心智解读。但是，这种调控语言的学习的基础，或者说是支架，是通过潜心智化建立起来的行动词汇。
潜心智化假说和更普遍的心智解读的认知工具理论认为“语言优先”。通过语言，孩子们学会心智解读。因此，认知工具理论对于那些认为“心智解读优先”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可信的，据此，心理状态的归属是语言交流的先决条件（Bloom，2001；Sperber and Wilson，1995；Tomasello，2003）。心智解读首先来自格瑞斯对语言的描述（Grice，1957），其中交际行为（语言或非语言）只有在行为主体A意图接受交际时，才具有语言意义，B认识到行为是由A执行的，目的是使B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回应。因此，A的行为必须植根于一个关于B的心理状态的心理状态，A归于B的心理状态必须是关于A的心理状态。在格瑞斯的观点中，一种交流的意图是改变他人的心理状态（Sperber and Wilson，1995）。
我没有资格对格瑞斯语言学理论的优点发表意见，但我怀疑有两个原因使它与认知工具——语言优先的心智解读观点——相冲突。首先，即使是全能的格瑞斯学派也不认为格瑞斯在心理学上对人们彼此交谈时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他提供了语言的“理性重构”，而不是科学理论（Sperber，2000b）。其次，摩尔（Moore，2016；待刊）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进化和发展时期，格瑞斯式的交流能够依赖最少的心智解读在进化和发展阶段开始发展。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对他人有目的的活动和愿望的基本理解，与一些人一起行动，追踪其他人见过或没见过的事物”。根据摩尔的分析，我认为这些要求可以用一种更加精简的方式来描述，明确地表明它们可以通过细分来满足。要开始学习语言，孩子必须懂得一些关于行动——结果关系的知识（而不是“有目的的活动和愿望”），并能够追踪其他人的看法（而不是“看到”）。
心智解读优先的支持者认为，无论格瑞斯式的交流是否需要复杂的心智解读，婴儿内隐心智解读的证据表明，人类在能够进行对话之前很久就能够进行心智解读。总之，我在这里和前面的章节中都曾说过，在时间压力下，孩子、黑猩猩和成年人的内隐心智化是由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潜心智化，而不是心智解读——引起的。
我一直主张对复杂的心智解读进行心理解释，因为我认为它提供了现有证据的最佳匹配。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认知工具对心智解读的看法并不取决于心理解释的正确性。双系统和潜心智化假说都表明，心智解读或“复杂的心智化”——使我们能够思考心理状态和用语言表达我们对心理状态的想法——是一种认知工具。



小结
心智解读就像纸质阅读一样具有规定性和解释性；在认知上要求高，发展缓慢，并以神经特化、发育障碍和文化变异为特征。此外，从自然实验、观察研究和传统实验得出的证据表明，像纸质阅读一样，心智解读是通过学习和明确的指导习得的。它是通过文化传承的，是认知工具。上一代人向新手传达心理状态的概念以及表达这些概念的方式。随着新手日趋成熟，他们将心智解读的知识和技巧传给文化上的下一代。
纸质阅读和心智解读之间的类比并不完美。“声音象征主义”表明，题词与其相应的语音和指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取决于神经系统的特征（Ozturk, Krehm and Vouloumanos，2013），但这些关系很可能比可观察到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更随意。在这方面，计算能力可能比识字能力更好。然而，心智解读不仅在对遗传机制的弱依赖和对教学的强依赖方面，而且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规模方面，都可与纸质阅读相媲美。就像纸质阅读一样，心智解读机制代表了不同心理状态之间、不同行为之间、世界不同事件之间的代表性关系，并允许心智解读者调节和解释几乎无限范围的心理内容。因此，与纸质阅读一样，心智解读是教学的一种特殊认知成分——一种拥有增强文化传承的保真度的巨大潜力的实践。下一章将重点讨论人类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语言。
[1] 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解释，认知工具的观点与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心智解读的解释有很多共同之处（Carpendale and Lewis，2004）。然而，与许多社会建构主义者不同，认知工具观点认为，涉及心智解读发展的过程是普遍理性的，并且产生了关于心智的概念知识。
[2] 一项有趣的随访研究发现，在索斯盖特、千住和西斯布拉（Southgate, Senju and Csibra，2007）进行的测试中，普通成年人表现出与婴儿相同的症状，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成年人同样经常向左和向右看（Senju, Southgate, White and Frith，2009）。根据潜心智化的解释，这表明，在成年人中，预期的注视效果取决于明确的潜心智化，或者更可能的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更不容易因社会刺激分心。后一种可能性与千住及其同事的观察结果一致，即神经系统正常的成年人会花更长时间看行为人的脸，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则不然。
[3] 这可能是人们日常使用箭头的经验，有趣的或重要的刺激更可能位于头部附近，而不是尾部，这种经验造成了箭头能“看”什么这种习惯表征。这种内隐心智化假说的自由表达是连贯的，但不清楚它是否可以通过经验检验。我们知道明确的心智化可以扩展到几乎任何对象。如果假定内隐心智化也是混杂的——并且鉴于我们不能根据定义使用口头报告来评估内隐心智化——那么存在一种危险，即内隐心智化假设将变得不可证伪。在这些条件下，点透视任务并不比其他实验更能证明内隐心智化，例如，许多实验表明眼睛和箭头刺激会引起无意识的注意力转移（Guzzon, Brignani, Miniussi and Marzi，2010）。



第8章
 语言
语言通常被描绘为人类认知进化中闪亮的分界线。许多文化中的古老传说表明，一旦跨越了语言边界，我们祖先的思想和生活就会永远改变。现在，我们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微妙的交流，我们变得与所有其他动物截然不同——更像神而不是兽。

在本章中，我不想质疑语言的重要性。抽象思维在人类生活中可能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具有决定性作用，语言交流也远不是文化传承的唯一重要渠道，但毫无疑问，语言是一项非凡的技能，是使人类与众不同的最重要能力之一。我想探讨的是语言是如何进化的，这种进化是遗传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以及它神一般的声誉是否会影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科学尝试。

前面三章阐述了某一种特定的认知能力——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是否是遗传或文化进化的产物。在本章中，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向大家进行汇报。作为一名对社会认知有特殊兴趣的认知科学家，我从事社会学习、模仿和心智解读的研究已有数十年，但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不久，我才对语言有了较多的了解。从1980年前后学心理学开始，每当我窥探语言科学中正在出现的理论时，我就会觉得自己是外行，并非仅仅因为那些术语，还有那些基本规则的奇怪特征。人们期望的那些在解释语言时至关重要的信息似乎很少受到重视。曾有人对动物交流、儿童如何获得语言以及成年人如何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产生和理解语言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但他们的劳动成果似乎并没有对语言的解释方式产生太大影响。大问题是关于“普遍语法”的，它们不是通过研究心智，而是通过研究句子来得到解决。更令人费解的是，虽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普遍性，但大部分的句子都是用英语写的。所以，每次窥探后，我都会溜走，希望下次再看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更合理一些。现在，在我第一次开始窥视的35年之后，经过大量的阅读，它确实更合理了。因此，本章的目的，部分是作为非语言科学专业的人的一个指南。读者可能像我一样，一直好奇语言学领域有何进展。

第1节植根于乔姆斯基著作中关于语言起源的遗传进化描述，将其与基于“建构主义”方法的文化进化描述进行对比。第2节讨论了两种现象——语言的普遍性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它们往往被认为是决定性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们不支持遗传超过文化的假设，反之亦然。第3节着重介绍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语言处理功能广泛分布于整个大脑；语言的产生和理解依赖序列学习的领域一般性过程；孩子们被其他行为人塑造，使用所属社会群体的典型语言。这项研究并没有表明文化进化假说是正确的，遗传进化假说是错误的。事实上，正如我在第4节中论证的那样，基因解释的特征和历史让人怀疑它可能被任何关于心智如何运转的实际信息抹黑。然而，正如最后一节中讨论的那样，最近关于神经定位、序列学习和社会塑造的发现使语言起源的文化解释具备了足够的合理性。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困惑的外行人来说，专业人士的理论故事并不像我们外行人站在外边看的时候那样吸引人，而且不再那么晦涩难懂的理论也已经出现了。




城里的两场比赛
一、语言的遗传进化
从技术上讲，语言进化有一系列的基因解释，也被称为普遍语法或本能论。这些理论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首先，它们都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乔姆斯基的工作。其次，它们都声称语言的习得是通过遗传的语言信息实现的。没有人怀疑语言学习需要广泛的基因遗传资源，包括记忆能力、领域一般性的感知和运动技能，以及特定的发声器官。基因解释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支持语言习得的基因资源包括有关语言抽象结构以及语法特征的信息，他们声称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语法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这种特定于语言的遗传信息的内容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且仍存在广泛的意见。例如，乔姆斯基（Chomsky，1957）最初提出，人类继承了“转换”的知识，规定了如何从旧的句式（主动语态：鲁道夫攻击贝西）生成新的句式（被动语态：贝西被鲁道夫攻击）的规则，并且孩子就像一个小科学家一样，利用这些转化通过推理发现关于语法的知识（Cowie，2016）。相比之下，乔姆斯基后来的“原则和参数”方法（Chomsky，1981；1988）把语言的习得作为一整套成熟的被动过程，就像鸡原本就长着翅膀，并且表明我们天生的语言知识更加丰富。它不是转换规则，而是由成熟的、明确指定的语法原则和开关组成，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句子会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特定的自然语言（Chomsky，1988：61）。最后，在最近的工作中，乔姆斯基和他的合作者把普遍语法简化到了极致（Berwick and Chomsky，2015；Chomsky，1995；Hauser,Chomsky and Fitch，2002）。他们的“最简方案”表明，唯一遗传的、特定于语言的信息是支持合并操作的信息。这个操作组合了两个句法对象（类似单词的心理元素，或由合并预先产生的这些元素的化合物）来制作一个新的句法对象。例如，单词元素“读”和“书”可能被合并生成动词短语“读书”，然后这个新的对象可以以分层的方式与其他单词元素合并，产生更大、更复杂，可以在一个句子中重复使用和自指的句法对象。在当代语言科学中，一些学者支持最简方案（Boeckx，2006）；另一些人坚持一些非常接近原则和参数方法的解释（Crain, Goro and Thornton，2006）；还有一些人提倡“简化语法”，简化了这种方法，认为语法的天生原则为学习提供了指导，而不是成熟的蓝图（Culicover and Jackendof，2005；Pinker and Jackendof，2005）。
作为从乔姆斯基（Chomsky，1965）早期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内容，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明确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语言能力是由任何给定的理论定义为普遍语法的内容。语言能力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并且包含了无数的语法正确的句子。对能力的研究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语言学试图制定出适用于所有自然语言的最优雅、经济的规则，并将这些规则作为普遍语法的候选成分，与母语者对其语言中语法正确与否的直觉进行对比。相比之下，乔姆斯基使用“表现”一词来指代与语言有关但不属于普遍语法的所有内容（Lyons，1977）。这一类范畴包括所有与语言的个体发育和在线控制相关的心理学过程，还包括那些产生语言表达并使语言表达被理解的心理学过程。据推测，由于速度和时间的限制，这些过程会导致说话者使用其天生的语法知识所允许的一小部分句子。与能力相比，表现是很弱的，它是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不属于语言学。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与表现之间的差异的观点使语言发展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分工，即语言学家通常会使用母语者的直觉去研究这一语言中抽象且理想化的属性，而其他语言学家则会利用实地观察和实验室实验研究语言在现实中是如何发展并被用于交流的。
图8.1取自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论著（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9），重新阐述了语言进化的当代“渐进主义”遗传理论的关键特征（Culicover and Jackendof，2005；Pinker，1994；Pinker and Bloom，1990）。这些理论是对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研究的发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在较近的时期通过突变偶然出现的（Berwick and Chomsky，2015；Chomsky，1972；Hauser et al.，2002），而与乔姆斯基的观点不同，渐进主义理论与语言进化的文化解释相容，认为语言是通过选择过程形成的。在图8.1中，上方的三个椭圆用弧形箭头连接，表示普遍语法的连续形式（n，n+1，n+2），即构成语言能力的关于语言的遗传信息的形式。阴影椭圆代表表现过程。它们负责句子（斜箭头）的引导和理解，因此受到普遍语法的驱动和约束；它们生成语言环境（实线斜箭头）。这种环境——实际说话和听到的话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双箭头）以广泛的文化方式发生变化。在普遍语法施加的约束下，新的说话方式出现并通过社会学习传播，另一些则下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对表现过程（虚线斜箭头）以及通过这些过程对编码普遍语法的基因施加了新的选择压力。


图8.1 语言进化的渐进式遗传理论示意图
（经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改编，Christiansen and Chater, 2016）
二、语言的文化进化
语言进化的遗传理论植根于语言学的普遍语法或结构主义方法，而另一种文化理论植根于建构主义、认知主义或功能语言学（Bates and MacWhinney，1982；1989；Lakof，1990）。托马塞洛（Tomasello，1995）在一篇关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方法差异的文章中，强调了四个对比。第一，目的：结构主义寻求数学上的优雅，而功能主义看重心理上的合理性。第二，基本区分：结构主义将意义与句法进行对比，将其理解为句子中的成分顺序，而功能主义将意义与语言符号的所有属性进行对比，包括（当符号是句子时）成分的顺序以及所使用的特定词语及其变化。第三，普遍性：结构主义将跨语言的共性归因于天生的语言特定信息，而功能主义认为，就语言上的普遍性而言，它们源于一个事实，即所有人类都具有相同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资源、交际目的和沟通渠道。第四，发展：结构主义假定语言的个体发育是基因蓝图的展开，或者说它是由致力于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一种“语言习得装置”——引导的。相比之下，功能主义认为语言习得依赖于由来自其他主体的语言和非语言输入所引导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
至少有两种关于语言起源的文化进化学说是从功能语言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是由托马塞洛（Tomasello，2003）提出的，另一种是由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提出的。我将重点讨论后者，因为在托马塞洛早期工作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理论更加明确，对认知科学中的当代研究做了更多的说明。图8.2显示了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对他们理论的图解。上方的三个大椭圆用弧形箭头连接，代表正在演变的系统的连续状态。这个系统不是一个普遍语法（图8.1），而是无数相互关联的构造或处理事件（Ph-Pk）发生在某一语言环境内（各个虚线椭圆）。处理事件可以是试图理解语言环境中的话语（指向斜上方的箭头）或产生有助于语言环境的话语（指向斜下方的箭头）。多年来，语言知识是通过无数的处理事件（与语言环境的互动）以及通过跨越处理事件的一般化（P之间的虚线）获得的。这些知识由领域一般性记忆和序列学习过程编码，早于语言的出现；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是通过遗传进化来实现非语言功能的。事实上，在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描述中，由领域一般性机制所施加的约束是语言文化进化的选择性环境。换句话说，语言是由大脑塑造的（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08）。更容易通过这种机制处理的构造/处理事件更可能产生可理解的话语，从而在群体中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选择过程改变了处理事件的群体——也就是说，改变了语言社区的语言——使其更好地适应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因此更具表现力。[1]


图8.2 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语言文化进化理论示意图
（经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改编，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
对乔姆斯基著名的刺激贫乏理论的反思使得人们更容易看到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和文化解释之间的本质差异。乔姆斯基很少以一般形式提出他的刺激贫乏理论，但是，根据考伊（Cowie，2016）的说法，该理论可以总结为：
前提：

1.掌握一门语言需要掌握普遍的语法知识。

2.为了学习普遍语法，儿童需要获得某些种类的数据。3.这些数据在儿童语言环境中无法获得。

结论：

1.无法学习普遍语法。

2.普遍语法是基因遗传和（或）天生已知的。

在功能主义或建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语言演变的文化解释挑战了刺激贫乏理论论证的所有三个前提。它声称：（1）语言的掌握需要结构知识，而不是普遍语法的知识；（2）构造的边缘是通过序列学习过程获得的；（3）这种学习所需的数据可在儿童的语言环境中获得。本章的第3节调查了最近一些支持这三种说法的研究，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语言的两个长期研究领域——普遍性和关键期——它们很容易被误认为产生了有利于文化解释的决定性证据。



长故事
一、普遍性
据估计，历史上出现过50万种人类语言（Pagel，2000）。今天世界上有5000 ～ 8000种语言在使用。在这些现存的语言中，只有大约10%有详细记录。尽管如此，在比较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惊人的语音（包括手语）、形态、语义和语法（Evans and Levinson，2009）多样性。例如，有些语言没有副词；有些语言没有形容词；有证据表明，有些语言中名词和动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Jelinek，1995）。此外，除了四大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以外，有些语言还有其他主要的词类，而这四大词类是印欧语系的特点。其中一个附加类的成员，即拟声词，通常以一种综合的方式编码某一事件的跨通道感知特性，例如蒙达里语的“ribuy-tibuy”，指的是“胖子的臀部在走路时摩擦在一起的声音、视觉或动作”，“rawa-dawa”意思是“突然意识到你可以做一些应受谴责的事情，而且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感觉”（Osada，1992）。更普遍的是，埃文斯和莱文森（Evans and Levinson，2009）从比较语言学中发现了证据，对所有语言的共同点提出了质疑。除了所有语言都有四大词类的提议之外，还包括声称每种语言都有：（1）主要短语类别；（2）短语结构规则；（3）线性顺序规则；（4）动词词缀；（5）助词；（6）词素；（7）数字；（8）疑问词移位，即允许疑问词，例如谁、什么、哪个，出现在句子的开头。
因此，比较语言学所产生的图景乃是语言具有丰富多样性的表征之一。大量的证据对“所有语言都有X”这种形式的各类主张提出了挑战。这张图消除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人都能够通过“语言普遍性”理解：除了那些定义什么是语言（例如，离散性、随意性和生产力）的特征之外，所有语言都有共同的特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鉴于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是建立在“普遍语法”的基础上的，缺乏所有语言的共同特征并不意味着文化因素比基因因素更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文化进化论并不能预测所有维度上的多样性，或者换句话说，它并不禁止普遍性。这可能表明，所有语言都具有某些特征，因为它们都从文化上继承自同一种原始人类语言（Cavalli-Sforza，1997），或者因为每一种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都受到相同的领域一般性认知来源、交际目的和交际渠道的制约（Tomasello，1995）。因此，在对“传统的普遍性”的直截了当的理解中，它们可能是由文化传承的信息和（或）领域一般性的遗传信息导致的。它们不一定是天生的语言知识。其次，基因解释的支持者，更普遍的是普遍语法的支持者，并没有直接使用“语言普遍性”这个术语。对他们来说，重要的语言普遍性是普遍语法的定义特征；通过基因遗传的语言信息使它们成为可能。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基因遗传的思想语言的特征，而不是自然语言的特征（Berwick and Chomsky，2015）。这种意义上的“普遍”不需要在所有或者甚至是在最自然的语言中出现，并且在所有语言中都出现的特征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Boeckx，2006；Chomsky，1965；Pinker and Jackendof，2005）。
这种关于语言普遍性的构成的观点使得用认知科学家认可的方式检验语言的普遍性成为可能。对经验测试的豁免最生动的例子涉及句法递归，这个特征是乔姆斯基一贯认为的普遍语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来自比较语言学的数据表明，递归在几种语言中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一些数据表明，它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不存在：亚马孙语言皮拉罕语（Everett，2005）。尽管如此，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的支持者们并不受此影响（Fitch, Hauser and Chomsky，2005）。他们没有一个公认的语言普遍性的列表，也没有一套公认的普遍性的标准，但是遗传解释的支持者一致否认，一个特征的普遍性取决于它在自然语言中的分布。
二、关键期
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学习第二语言是很困难的。我们通常需要花费无数个小时的努力来吸收词汇、习语和语法规则，然后才能在实际生活中流利使用它。乍一看，通常掌握第二语言所要付出的努力似乎对语言的遗传解释不利。如果天生的语言学知识让掌握第一语言变得如此容易，为什么它不也把风吹向第二语言学习的风帆呢？然而，基因解释的支持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语言学习是一个“关键期”现象（Lenneberg，1967；Pinker，1994）。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刻和鸟鸣学习研究的影响，他们提出，基因使得普遍语法仅在发展的一段时期内可用于指导语言学习。窗口在出生后不久打开，在青春期前后关闭。因此，儿童和成人依赖不同的机制进行语言学习，而且，在成年后学习一种语言时，很少达到像儿童时期学习时的掌握程度。
语言学习是由基因安排的一个关键期现象，这一说法存在许多问题。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即使在典型的涉及印刻和鸟鸣的案例中，从易学到难学的转变也通常依赖经验，而不是基因（Michel and Tyler，2005）。第二，目前还不清楚在人类青春期发生的普遍语法的转换在繁殖适应性方面的优势是什么，特别是有迹象表明，双语或多语言的掌握很有可能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Evans，2013）。第三，人们普遍接受的“野孩子”文学作品暗示了人类在青春期之后就无法正常习得母语的观点，事实上这个观点是不足以被“野孩子”的案例解释的，因为这其中所涉及的儿童大多都遭受了多种形式的资源剥夺和虐待，而不仅仅是缺乏语言的输入（Skuse，1993）。第四，对移民的研究表明，他们对新语言的使用的熟练程度与在青春期之前或之后接触语言无关，而与他们接触到的新语言的数量有关（Birdsong and Molis，2001；Flege, Yeni-Komshian and Liu，1999；Hakuta, Bialystok and Wiley，2003）。第五，最近的研究表明，以前的研究高估了第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在熟练程度上的差异。大多数第一语言能力的评估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进行的。当接受测试的第一语言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比第二语言使用者更难以理解语法复杂的结构、被动语态和使用全称量词“每个”（every）的句子（Dabrowska，2012；见下文）。第二语言学习者很少获得典型的音韵学训练——学习辨别语音有关键期（Werker and Hensch，2015）——但音韵学与普遍语法几乎没有关系。此外，第二语言使用者的发音很少能和母语人士完全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一种天生的对范畴感知的领域一般性倾向（Chang and Merzenich，2003；Cowie，2016），和（或）在第一语言学习过程中形成的音韵表征的重用（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它不一定是由基因遗传的语言特定信息造成的。
因此，关键期的争论并没有产生证据来支持语言进化的文化解释胜过基因解释这一主张。从历史上看，这场争论可能看起来像是基因解释的失败。它试图通过假定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来解决问题，但由于上述原因，解决方案没有奏效。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它现在并没有告诉我们基因或文化解释哪一个更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它们都可以解释相关的数据。



最近的经验发展
在上一节中讨论的语言普遍性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作为语言进化之争的战场已超过50年。本节重点讨论三个主题——神经定位、序列学习和社会塑造，这三个主题虽然不是全新的，但近年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文化解释的积极证据。
一、神经定位
安德森（Anderson，2008）针对450多项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语言处理过程中的活动比其他类型的任务都更广泛地分散在大脑中。语言的神经反应性的空间分布大于推理、记忆、视觉感知、心理意象、情绪、动作和注意力。波德拉克（Poldrack，2006）在对fMRI数据的另一项荟萃分析中发现，布罗卡区是大脑的一个区域，作为一个“语言中心”，在涉及与语言无关的辅助性任务的更多研究中（199）比在语言处理研究中（166）活跃。此外，数据库中旨在评估语言的所有869项研究中，只有19%激活了布罗卡区。
这些实质性的发现非常有趣。综合起来，他们认为语言涉及异常广泛的神经结构，参与语言处理的大脑区域联盟的每一部分都有许多其他的非语言功能。[2]但是，语言不是局部的，而是依赖于分散的、多功能的大脑区域，这一发现并没有破坏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人们一再声称（Lenneberg，1967）或暗示（Pinker，1994），语言功能定位在布罗卡区或其他区域将支持基因解释，而非文化解释，但不清楚为什么人们曾认为情况就是如此（Cowie，2016）。也许人们认为遗传选择有利于神经效率的局部化，因为神经网络之间的长距离通信比相邻网络之间的通信需要更少的能量，而且更少出错，文化选择则不具备这些优势。如果这个假设是有效的，那么语言是分散的而不是局部的这一证据将不利于基因解释。然而，最近脑组织的重用（reuse）理论认为该假设是无效的。重用理论意味着分散而非局部化才是常态。新的认知功能通常需要一系列拥有各种功能的分布在大脑中的网络。至关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数据表明，神经再循环是通过遗传进化（“大规模重新部署”理论；Anderson，2010；2016；Anderson and Finlay，2014）以及，和读写、计算一样，通过文化进化（如“神经再循环”理论；Dehaene，2009；2014）实现的。因此，语言对分散的、多功能大脑区域的依赖，虽然与一些长期以来关于遗传进化如何组织大脑的假设不相容，但与语言进化的文化和基因解释是一致的。
二、序列学习
文化解释认为语言习得不是由普遍语法驱动的，而是由序列学习的领域一般性过程驱动的；换句话说，这些过程使用“统计”或“关联”原则对关于语言和非语言项目的时间顺序的信息进行编码，用视觉和听觉的方式呈现。证实这一提议的证据来自计算机模拟、成年人、发育中的儿童、“特定语言障碍”儿童和非人类动物。
计算机模拟表明，在给定一系列语言输入的情况下，领域一般性序列学习网络可以获得处理复杂图形构造的能力，而不需要由计算机设计的内置特征来处理这些构造。例如，克里斯蒂安森和麦克唐纳的研究（Christiansen and MacDonald，2009）表明，在接受复杂的递归构造之后，基于简单递归网络（SRN）的序列学习程序可以处理递归构造的新实例和训练中使用的实例，并且网络的表现与人类参与者的处理结果非常接近。
其他的研究，以成年人为研究对象，通常考察“人工语法学习”。使用任意一组规则来生成刺激序列（例如，颜色、位置、字母、象形图），并且在接触各种正确（即符合规则）序列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被要求判断新序列是否正确。与成人参与者一起使用人工语法的优势在于，要学习的序列虽然是非语言的，但可能与自然语言中发现的句法结构一样具有挑战性。例如，它们可以包含非相邻的依赖项，例如“红色跟随蓝色”，其中红色和蓝色之间总是有序列元素。这种研究一直表明，在成年人中，人工语法学习中的个体差异与句法技能正相关，如主语和宾语从句结构的处理（Misyak and Christiansen，2012）。此外，这些“人工”研究的发现在涉及母语为英语的人的自然主义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们通过记忆《古兰经》（Zuhurudeen and Huang，2016），在极少的语言提示下接触了阿拉伯语的句法规律。
对儿童的研究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例如，在6 ～ 8岁时，儿童学习“外星人”进入太空船的顺序的能力预示着他们处理被动语态和宾语从句的能力，即使在年龄、语言工作记忆和非语言智商受到限制时这些预测关系仍然存在（Kidd，2012；Kidd and Arciuli，2016）。有趣的是，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有特定语言障碍（SLI）的儿童。正如这个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特定语言障碍的个体在处理语言语法时通常具有特定的、遗传上的缺陷（Van Der Lely and Pinker，2014）。然而，最近有谨慎控制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相同年龄的正常发育个体而言，患有特定语言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一系列序列处理任务中存在障碍（Hsu and Bishop，2014；Hsu, Tomblin and Christiansen，2014；Tomblin, Mainela-Arnold and Zhang，2007）。
非人类动物呢？根据文化进化的解释，支持语言学习的序列学习过程在性质上与其他动物的序列学习过程相似。然而，在人类中，这些过程在语言出现之前通过进化得到加强（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与这幅图相一致——但也与语言进化的基因解释直接相关——使用非人类动物的人工语法的研究表明，与人类相比，它们的序列学习能力有限。到目前为止，有证据表明它们可以在序列的开始或结束时编码序列元素的重复和特定单元的出现（ten Cate and Okanoya，2012）。然而，三项研究进展为文化解释提供了更具体的支持。首先，一项特别严格的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旧世界猴比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远的新世界猴能够更好地学习复杂的人工语法（Wilson et al.，2013）。其次，详细的神经计算模型表明，原则上，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共享的系统可以完成句法处理。在这个模型中，大脑腹侧处理流负责听觉对象识别，背侧流调控序列处理，并且通过更好地整合来自前额皮质的两个流的信息使语言成为可能（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Small and Rauschecker，2015；Ivanova et al.，2016）。最后，最近对小鼠的研究表明，FOXP2在更普遍的序列学习中起着关键作用，并非此前人们认为的“语言基因”。（Tomblin,Shriberg, Murray, Patil and Williams，2004）。将人源化版本的这个基因植入小鼠体内，对皮层-基底神经节回路——这个回路在序列学习中很重要（Reimers-Kipping, Hevers, Paabo and Enard，2011）——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在行为层面增强了对动作序列的学习（Schreiweis et al.，2014）。
三、社会塑造
乔姆斯基的刺激贫乏理论假设，要在没有天生语言知识的情况下学习语法，孩子不仅需要“正”输入（如接触语法正确的判断），还需要“负”输入，即环境反馈指出什么是不正确的，并且孩子没有接受负输入。后一种假设是基于后来被证实不可信的证据。乔姆斯基借鉴了布朗和汉隆的报告（Brown and Hanlon，1970），一个名叫伊芙的孩子与照顾者互动的文字记录表明，她没有接受负输入。然而，莫尔克（Moerk，1991）对文字记录进行了再分析，发现伊芙的语义和句法错误被她的照顾者多次纠正。尽管如此，在对语言进化的遗传和文化解释的支持者中（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这个想法一直存在：语言学习的负输入很少。
这种挥之不去的怀疑是令人好奇的，因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负输入（Bohannon, MacWhinney and Snow，1990；Cowie，2016）。例如，博安农和斯坦诺维茨（Bohannon and Stanowicz，1988）分析了2～3岁儿童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互动的文字记录，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语音和句法错误得到了负反馈——它们被拒绝了或者被反复纠正——而且，与德米特拉斯、波斯特和斯诺（Demetras, Post and Snow，1986）一样，不正确的句子比正确的句子更不可能被父母逐字重复。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关于语言进化的争论双方为何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基于文字记录的证据。但最近的两项进展可能会使它更加突出。首先是，走向观察和实验研究的趋势表明了负输入不仅有用，而且对语言学习有重大影响。例如，在对母亲及其子女的纵向研究中，陶默波（Taumoepeau，2016）发现，有证据表明，母亲“表达”她孩子的话语的自发倾向——在提供缺失句法信息的同时重复意义——有助于词汇学习。
至于第二项发展，达布罗斯卡（Dabrowska，2012）发现，受过正规教育不到11年的母语为英语的人，与受过正规教育至少17年的人，具备不一样的语法知识。例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说话者难以理解所有格表示位置的句子，这不能用缺乏动机或实验环境中的压力来解释。当试验人员给出“每条鱼都有一个碗”（Every fish has a bowl）这样的句子，并要求被试者说出句子描述的是两张图片中的哪一张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说话者可能会选择一张显示三个碗的图片，每个碗包含一条鱼，再加上一条没有碗的鱼（Street and Dabrowska，2010，实验1）。如果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存在语法知识的多样性，不一定是由于他们接受的负输入不同。然而，要确认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就要先发现其来源，一项后续研究提出了负输入的作用，在这项研究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被试者接受了包括纠正在内的明确训练，提高了对所有格位置的理解（Street and Dabrowska，2010，实验2）。



广泛的论点
上一节回顾的研究——关于神经定位、序列学习和社会塑造——似乎就像关于普遍性和关键期的研究一样，支持语言进化的文化而非基因解释。它证实了对文化解释的新预测，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与神经定位、“特定语言障碍”、FOXP2基因和负输入有关——破坏了以前被认为有利于基因解释的发现。然而，尽管似乎是一系列长期的经验性失败，但基因解释并没有式微。支持者继续合理地争辩，列出新的数据：（1）脱离目标（例如，语言普遍性不是所有自然语言共有的特征）；（2）涉及的是他们的理论的非本质特征（例如，一定有语言基因，但FOXP2基因不必是其中之一）；（3）可以被他们的理论完全容纳。例如，丽兹和加利亚迪（2015）认为，所有最近的数据表明，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的力量与普通语法的存在完全兼容。序列学习仅仅提供了语言学习系统的“推理”部分，而普遍语法提供了“演绎”部分。
作为一个外行人，我觉得基因解释的韧性非常令人费解。在认知科学领域，任何其他受到如此多实证冲击的理论似乎早就失去了可信度。基因解释继续保留且支持者越来越多的事实引发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它如此有韧性？如果是这样，如何驳倒它？
有三个因素似乎促成了遗传理论的复原力。首先，对实证研究来说，它是一个多样的、不断变化的目标。所有当代版本的遗传理论都植根于乔姆斯基关于普遍语法的研究，但有些人声称语言是通过传统的适应过程逐渐出现的，而另一些人认为语言是由于偶然突变出现的。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普遍语法内容的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转换到原则和参数，再到最简方案——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都继续在当代语言学中得到体现。意见分歧和理论变革是科学探究自然且健康的部分。然而，语言遗传解释的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程度使得测试非常困难。对一个版本计数的结果很可能与另一个版本兼容。其次，语言能力与语言表现的分割有助于遗传理论的韧性。长期以来，这种区别一直是乔姆斯基工作的核心，现在被视为遗传的“思想语言”（语言能力）和“外化”过程（语言表现）之间的一道鸿沟，它通过各种手段将思想工具——普遍语法，转化为交流工具——自然语言（Berwick and Chomsky，2015）。当然，这是关于心智运作方式的一套完全一致的说法。然而，和能力——表现区分的前身一样，它威胁要将关于普遍语法的假设与认知科学的评价隔离开来。认知科学家可以发现的关于自然语言习得和加工的任何东西——在婴儿、成人和非人类动物的研究中，通过自然主义研究、实验和计算机模拟——很可能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关于外化的发现，而与普遍语法的性质或起源无关。
最后，更具推测性的是，遗传理论可能是有韧性的，因为它涉及历史上对语言及其对定义人性的作用的深刻信念（Eco，1995）。语言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只有我们的基因，能够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它还表明，对我们来说宝贵的东西——理解和表达对方的思想的能力——是安全的。文化建设的能力可能因灾难而丧失或削弱，但遗传能力在每一代人中都被安全地锁定在内部，重新出现，新鲜且完整。外行人甚至可能希望，锁定在我们基因中的知识是客观、永恒现实的柏拉图式知识。尽管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版本（Katz，1985），但它不能与进化观点连贯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意味着遗传选择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产生了一套对理想形式的非自然环境的适应——普遍语法。鉴于这种不连贯，任何语言专家都不可能接受进化论的观点，但遗传理论的韧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专家的意见。与认知科学中的许多课题不同，语言对“局外人”以及“局内人”都很重要。我们对语言的深刻但并非总是理性的信念可能有助于在面对明显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维持遗传理论，或者表明它正变得不受实证检验的影响。
文化解释的支持者试图提出两个非常广泛的论点来反对遗传理论。第一个论点提出了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Christiansen and Chater，2016）所说的“语言进化的逻辑问题”，这个提法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例如，他们非正式地通过计算机模拟（Chater, Reali and Christiansen，2009）争辩说，普遍语法不可能在基因上进化，因为语言的变化太快了（Gray and Atkinson，2003）。只要惯例A是稳定的，就可能存在有利于学习A的基因的选择压力，即遗传同化或“鲍德温效应”（Pinker and Bloom，1990）。然而，随着惯例A让位于惯例B-由于语言社区的创新或语言接触等外部力量——会有针对A学习基因的选择，基因进化的普遍语法的开端将被清除。如果因为普遍语法让语言惯例稳定就暗示这一问题不会出现，这实属循环论证。问题是，普遍语法是否会在基因层面固定，因此，回答不能假定普遍语法已经被固定。根据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说法，这个问题也不能通过遗传漂变来解释。直观地说，下面的场景是合理的：群体中的随机遗传变异使得成员学习惯例A比学习惯例B更容易，这种“遗传偏好”导致在语言环境中成员更多地使用A而不是B，而语言环境中的这种偏好造成了偏好A的基因选择压力超过了偏好B的基因选择压力。虽然直觉上似乎合理，但建模表明，只有在一开始对A的遗传偏好就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才会发生（Chater et al.，2009）。具有强效应的随机变异比具有弱效应的随机变异的可能性小，并且最初具有强遗传偏好的人几乎不需要通过遗传同化来完成工作。
上述内容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和蔡特的语言进化逻辑问题的框架（2016；Chater and Christiansen，2010）。整体而言，这个论证范围更广、更深，并得到广泛建模的支持。也许，当它变得更加为人所知时，它将对基因解释产生重大影响，但我的预感是，关于在遥远的过去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什么的争论，不太可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如果基因解释抵住了此刻相对明确的数据的损害，那么它不太可能被关于祖先环境中语言变化速率的推论影响。
反对遗传理论的另一种广泛论点，其核心是简约论（Chris tiansen and Chater，2016；Culicover，1999；Tomasello，1995）。该论点表明本章所回顾的数据使得普遍语法没有必要。与刺激贫乏理论相反，数据显示，领域一般性过程对于语言学习是足够的。因此，许多理论都假定领域一般性过程和普遍语法的角色（Lidz and Gagliardi，2015），即使它们可以与数据一致，都存在不必要的重复。互补论是基因解释的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能力和表现之间的区别——普遍语法和学习某种特定自然语言所需的过程之间的区别——深深植根于基因解释中，以至于它的支持者现在无法主张普遍语法对语言学习来说可能是足够的。
也许简约论最终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但很多人对此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我们也许不需要普遍语法，但很多人都需要它。语言学家们希望它能界定自己的职业界限；进化心理学家把它作为认知本能的一个典型案例；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一条将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的分界线。



小结
本章概述了语言演变的基因解释和文化解释，罗列了与语言普遍性、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语言的神经定位以及领域一般性序列学习和社会塑造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有关的证据。对语言普遍性的讨论表明，所有语言都有一些共同的非定义特征。但是，如果语言普遍性不是作为所有（或许多）语言共有的特征来解释，而是作为普遍语法的组成部分，那么，这就可以与基因解释兼容。关键期的讨论来自移民群体的证据，表明人们使用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取决于接触第二语言的时间，而不取决于是在青春期之前还是之后开始学习。对母语使用者的研究表明，除音韵学外，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可能熟练程度相当。这些发现表明，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关键期现象，但关键期的说法并不是语言进化的原始或本质部分。
在观察语言的神经定位时，我们发现，在大脑中，它比其他主要的心理功能的分布更广，而且在非语言任务中，布罗卡区比大脑中担负语言任务的其他区域更活跃。这些数据肯定与有“语言中心”的观点相反，但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人们曾经认为基因遗传的语言信息比文化传承的信息更有可能在大脑的狭窄局部区域被植入。
对领域一般性序列学习研究的回顾强调了与语言进化的文化解释相一致的若干证据来源。计算机模拟表明，序列学习没有内置的语言特定性约束，可以使一个系统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复杂的语法结构。对正常发育的成人和儿童的个体差异的检查的实验表明，他们使用相同的序列学习过程来学习人工的和“真实的”语言语法，而对患有“特定语言障碍”的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障碍实际上与语言无关；他们在跨领域的序列学习上有困难。同样，对非人类动物的研究证实，亚人族动物的领域一般性序列学习能力增加，提供了一个关于灵长类动物大脑中如何实现这种变化的合理模型，并支持来自人类的证据，即FOXP2基因的突变通过更普遍地干扰序列学习来干扰语言，这意味着FOXP2基因不是“语言基因”。最后，对社会塑造的研究表明，婴儿和儿童在犯语法错误时经常被成年人纠正，并将这种“负输入”用于语言学习。这些发现与序列学习的发现一样，证实了对文化理论的新预测，并且在社会塑造的研究中，挑战了作为基因解释基础的刺激贫乏理论。然而，那些坚决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表现区分开来的人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发现都与语言的外化有关，而与是否存在基因遗传的思想语言无关。
当我开始做这一章的调研时，我已经准备好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认知本能，而不是一种认知工具。我愿意承认，虽然人类的其他独特认知过程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但语言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事实上，在此基础上我的工作会更容易。但是，就其价值而言，我作为局外人并没有被说服。也许真的有一种遗传的普遍语法，但是，现在看来，不能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文化进化的选择。我只能说，虽然语言的基因解释有种种吸引力，但其中一些观点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语言的文化解释——曾经是个“穷亲戚”——现在已经得到明确阐释，并且有丰富的实证支持。
[1] 西蒙·柯比和他的同事打算挑战文化学习的理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进化的文化解释，强调来自语言变异的可传递性的选择压力——它们被下一代的成员学习的难易程度——而不是他们能够被接受者的认知系统处理的难易程度（Tamariz and Kirby，2016）。
[2] 这两种概括都得到了功能成像数据的组级分析的支持。后者是通过个体大脑活动的单主题功能磁共振成像分析确定的。这表明布罗卡区可能包含两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比另一个区域更多地涉及语言处理（Fedorenko, Duncan and Kanwisher，2012）。



第9章
 文化进化心理学
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四种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机制：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在前三个案例的研究中，我认为来自认知科学的证据——包括来自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以及比较、发展和社会心理学——表明，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和心智解读是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本能。就语言而言，我没有资格判断证据的平衡。然而，即使对外行人来说，很明显，基因观点不再占据它曾经享有的无懈可击的优势地位。

随着我们对案例研究的深入，现在是时候退后一步了，我将重新考虑与认知工具理论有关的更广泛的问题，并审查这一框架对人类认知研究的影响——文化进化心理学的前景。本章的前三节讨论了第2章中介绍的进化问题：认知过程的文化进化中涉及的选择过程和继承机制是什么？它们是否有可能被基因同化？随后的三节再退一步考虑认知工具理论如何与人类进化史联系起来，它对人性有什么暗示，以及心理学和其他学科怎么用它来研究独特的人类认知的起源和功能。




文化群体选择
在第2章中，我区分了文化进化的选择论模型与纯粹的群体模型。在所有的群体模型中，T+n时刻一个群体内类型的频率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T时刻的分布。在群体模型的子集选择论模型中，T+n时刻类型的频率以特定的方式由T时刻的分布决定：通过变异、分类和遗传能力的机制，确保在某一阶段有益的类型在下一阶段出现的频率增加，因为它们是有益的（Sterelny，待刊）。
一些文化进化论者关注的是“谷”（行为、技能）而不是“磨”（认知机制），他们认为选择是一种重要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解决选择主义观点涉及的关键问题。具体来说，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文化特征的适应性，即它们扩散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带来的好处，但他们对如下问题并没有明确、一致的表述：（1）谁受益——具有那些特征的个体或群体（例如专家、思想家）或特征本身（例如技能、信念）；（2）利益的性质——特征的设计在什么意义上影响受益人的适应性（Clarke and Heyes，2017；Dennett，2001）。这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学派是否真秉持文化进化的选择论观点并无定论，如果不是，他们的模型是否或在什么意义上解释了文化特征的适应性和精心设计性（Lewens，2015；Sterelny，待刊）？
为了避免类似的不确定性，当我提出人类独特的认知机制是文化进化的产物时，我想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想法。我认为它们是由文化群体选择形成的。
想象一下，全部人口分为两个社会群体，“左”和“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不是由他们所携带的基因定义的，而是由地理和/或文化特征（如语言）来定义的。左组的人可能有一个版本的认知机制M，右组的人可能有另一个版本M’。这两个群体的人都有其生物学上的后代，生物学上的后代在文化上继承了他们自己版本的焦点认知机制，这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身上通过社会学习发展而来的。因此，出生在人们倾向于拥有认知机制M的群体中的孩子更有可能发展出认知机制M，而出生在人们倾向于拥有认知机制M’的群体中的孩子更有可能发展出认知机制M’。
现在假设M’在完成某些功能（例如复制身体运动）方面比M好，因此M’的承担者往往在达到某个目标（例如，提供食物）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具有认知机制M’的人比具有M的人拥有更多的后代。M’组还吸引M组的新成员——观察另一组成功的人，选择迁移到其中，用更高级的M’代替他们的M机制。M’群体因此比M群体更具适应性，在M群体中，社会群体的适应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理解。M’组可能更具适应性，因为它在总人口中占有更大比例的成员（类型1适应性，见图9.1），或者因为它建立了更多的后代群体——继承M’机制的使用的群体（类型2适应性）。
两类适应性之间的区别来源于两种“多级选择”之间的区别，称为MLS1和MLS2（Damuth and Heisler，1988；Okasha，2005）。图9.1表示两种可能性，上部的一对椭圆代表具有类型1适应性的文化群体选择，下部的一组椭圆代表具有类型2适应性的文化群体选择。在类型1的情况下，M’的个体（圈）通常有3个M’的生物学后代，而M的个体只有2个。在类型2的情况下，M’组（M’的个体多于M）后代像发芽或是裂变一样产生3个M’后代组，而M组（M的个体多于M’）产生2个M后代组。生物再生产和迁移率会影响其后代的再生产和迁移率，例如，较大的群体可能比较小的群体更容易繁衍。无论哪种方式都有利于M’的选择，这意味着，几代人之后，M’的人数相对于M的人数增加了，然而，请注意，选择是文化的而不是遗传的，不仅因为认知机制M和M’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还因为社会群体成员影响了个体可能发展的认知机制。


图9.1 文化群体选择中的两类适应性。
谁受益？当M’相对于M增加时，我们可以说机制M’本身是有益的，因为它是竞争的赢家。由于M’帮助个体实现某种目标，其人类承担者也因此受益。他们达到目标，拥有更多的追随者。但也有一种感觉，即社会群体也会受益，因为该群体拥有更多的成员或更多的后代对其是有益的。需要人类学证据来区分这三种可能，确定谁能从认知机制的文化群体选择中受益。
利益的性质是什么？认知机制通过它们对生活条件，包括食物、住所和对掠食者的防御的影响，来调节其持有者的适应能力。生活条件较好的个体很可能拥有更多的存活和繁衍后代的机会（类型1适应性），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能更好地维系种群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成员更有可能生存和繁殖，还因为这些群体更有可能吸引新成员加入（类型2适应性）。拥有更好生活条件的群体的做法也更可能被其他群体效仿，包括促进特定认知机制发展的育儿和仪式活动。因此，提高生活条件也可能促进群体适应性（类型2适应性），并增加后代群体，鼓励“群体复制”：由其他群体复制这个群体。
社会和社会认知机制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认知机制促进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策略和技术的发现（例如，因果理解）。社会认知机制既使这些策略和技术能够被他人学习，从而促进“谷”的文化进化（这类社会认知机制被称为文化学习），又使群体成员之间能够合作。例如，面孔识别处理，一个不属于文化学习形式的社会认知过程，可以帮助群体成员追踪谁尽职、谁不尽职，并通过奖励为群体劳动的行为和惩罚偷懒行为实现监督职责。一些社会认知机制，包括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通过促进合作和基因遗传使群体受益。
我们可以以模仿举例。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种模仿机制，它通过匹配垂直关联将运动序列学习转化为感知序列学习（ASL模型，见第6章）。这种机制的M’版本比M版本有更丰富的全身运动匹配垂直关联的功能，使拥有机制M’的人能够更准确地模仿仪式（例如舞蹈）、狩猎（例如跟踪）和战斗（例如投掷长矛）涉及的动作。因此，机制M’的持有者比机制M的持有者能够更好地在一系列任务中进行合作——精确模仿仪式动作有助于动作的同步，同步则会促进社会联结（Heyes，2013；Tarr et al.，2015；Tunçgdenç and Cohen，2016），并维持技术的文化传承，提高狩猎和群体间战斗的成功率。与M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相比，这些优势可能使M’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群体获得更多的新成员，或产生更多的后代组。



遗传
所有选择过程都需要强大的遗传机制：保留和传播变异的过程（第2章）。在遗传进化方面，稳健的遗传主要通过DNA复制来实现。文化进化（知识和技能）是通过社会和文化学习实现的。[1]“磨”（即认知机制，包括文化学习机制）的文化进化的遗传机制是怎样的呢？
在认知层面，就个体头脑内部发生的情况而言，遗传机制会发生重叠。例如，显性元认知非常像心智解读，在真正的策略性社会学习的发展中是重要的（见第5章）；语言——符号序列的生成和理解——在心智解读的习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见第6章）。然而，认知之“磨”的传承也涉及群体层面或社会过程——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如谈话、讲故事、轮流发言、集体回忆、教学、演示和同步练习。所有这些社会过程（毫无疑问还有更多）塑造了认知机制的发展。通过对话、教学和示范，孩子们学会以和周围人相同的方式来运用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见第5章）。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同步的练习，孩子们可以获得一系列特定的垂直关联，他们能够模仿与他们的文化父母相同范围的动作（见第6章）。通过对话、讲故事和集体回忆，孩子们可以展现各种心理状态，并累积关于心理状态与其他人、行为和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的大量概括性资料（见第7章；Salmon and Reese，2016；Nile and Van Bergen，2015）。
需要展开全新的研究，以衡量这些遗传机制的稳健性，以及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通过社会过程从一个文化世代传递到另一个文化世代的保真度。在这样的研究之前，有三个参考因素表明它们足够稳健，足以支持文化群体对认知过程的选择。首先，只要父母的特征和他们的后代是相关的，选择就可以起作用。DNA支持的高保真度复制不是达尔文选择的必要条件（Godfrey-Smith，2012）。其次，分布式传承，至少可能是典型的社会认知机制（见第2章），比通过一条途径发生的传承——纵向、斜向或横向——具有更好的稳健性。当传承是分布式的时候，如果一条路线被封锁——例如父母死亡（纵向）、儿童疾病（斜向）或内向（横向）——其他途径可以予以补偿。最后，第5~8章的案例研究表明，一系列社会过程可以促进每种认知机制的文化传承，提供备份来源。模仿机制是通过成人模仿儿童、照镜子、参与同步训练和获得等同经验构建的（Heyes and Ray，2000）。同样，心智解读也是通过谈话、讲故事和集体回忆建立起来的。最后，每个社会过程重复发生。孩子们被告知故事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同的故事包含相同的主题、道德和倾向；成年人在与婴儿面对面的互动中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同样的面部表情；集体回忆反复回到同一段经历。因此，儿童有很多学习的体验，有多种方法来收集和巩固相同的信息。
纸质阅读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当社会过程被设计成这样做时，社会过程可以支持认知机制的稳健的文化传承（见第1章和第7章）。在文明社会中，基于阅读的认知机制通过认知工程在每一代人中可靠地重建——为了提供足够的信息，给儿童图画书提供易于阅读的文字——并由家长和教师进行正式的指导。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盲目选择的结果。识字培训旨在教儿童识字，它是由教育工作者设计的。相比之下，据我所知，在任何文化中，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被故意训练使用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去模仿、理解他人的行为或使用语言。因此，我们不能从识字训练的成功推断其他认知机制得到了忠实传承。然而，识字与其他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之间的这种非类比性确实有一些有趣的含义。
首先，这种非类比性意味着，目前，除了识字和计算能力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类认知机制将其适应性特征归因于选择，而不是设计。“谷”和“磨”都是适应性的，或者具有适应性特征，如果它们运转良好的话。如果一种捕鱼技术（“谷”）可以产生丰富的渔获，那么它就是有适应性的；一种心智解读机制（“磨”）的适应性可使其对行为做出准确预测。原则上，行为和结果都具备适应性，因为它们可以被以下因素重塑：（1）遗传选择；（2）智能设计；（3）文化选择（Heyes，待刊）。在这种情况下，智能设计将涉及一个或多个人使用“实用智能”（Godfrey-Smith，2012）或因果理解，以设计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捕鱼，或促进儿童发展高效的心智解读机制。通常很难弄清楚一个特质的适应性特征是源自智能设计还是文化选择，即上述条目（2）或（3）。一项特殊的捕鱼技术可能是一个选择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无效元素被剔除，有效元素被保留下来，不需要人仔细考虑为什么有些部分有效而另一些无效。但对于大多数捕鱼技术而言，人们对它们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人们很容易比较它们在渔获上的效率，至少同样合理的是，这种技术是通过智能设计实现的——通过一次洞察或通过连续几轮精心的试验。这个问题并不会困扰“磨”的文化进化。除了少数当代工业化社会的例外，包括识字和算术，我们可以确信，认知机制的适应性特征不是由智能设计造成的。例如，任何聪明人或设计委员会都不曾预料到，自我观察、被模仿、照镜子和（或）进行同步演练将有利于开发有意义的模仿机制。
识字与其他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之间的非类比性也意味着，在未来，其他认知机制的文化传承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得到加强。也许可以设计培训方案——供看护者、学校或刑事司法系统使用——提高认知技能，例如整个社会或特定群体中的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和心智解读。在这些情况下，有了识字和算术，文化选择可以通过智能设计来增强。



遗传同化
许多认知机制，如模仿和心智解读，不仅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有可能提高生殖能力，从而增加认知机制拥有者的后代数量。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即使新的认知机制是在文化浸透的环境中学习产生的，它们以后也会在基因水平上被同化。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开始作为认知工具，通过社会互动的发展过程构建，但随后的选择将逐步有利于基因突变，减少认知工具对经验的依赖性，将其转化为认知本能（Henrich，2015）。
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述，并在第5~8章中所证明的，我认为遗传同化假说与认知科学的证据不一致。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刺激的丰富而不是贫乏：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发展与学习机会之间存在着协变（见第2章）。原则上，这种协变并不排除遗传进化加快了相关学习过程的可能性。然而，我一直未能找到这种遗传同化发生的积极证据——举例来说，有证据表明，学习在自然条件下比在非自然条件下发展得更快，或者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相似。事实上，在寻求遗传影响的积极证据的案例中，证据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例如，人们将身体运动与非自然刺激联系起来的速度并不慢，我们的祖先不会遇到那些事件，以及同卵双生子的模仿能力并不比异卵双生子更相似（McEwen et al.，2007；详见第6章）。所以，目前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认知工具没有经历遗传同化。但如果这是真的，理由何在？
有很多有潜力的答案。认知工具没有经历遗传同化，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局部的，但不是全局最优的，或者遗传同化被阻碍，或者缺乏适当的遗传变异（West-Eberhard，2003；2005）。但我的猜测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变化的速度。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需要灵活，能够改变的速度比遗传进化所允许的要快，因为它们的工作是追踪环境的特定的、基本的特征。例如，社会学习策略追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谁知道”，这种情况随着分工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也随着专业知识的变化而变化。模仿通过新的群体标记、结合仪式和技术的文化进化，追踪交际姿态、仪式动作和随着群体发现而变化的手工技能。与语言一样，心智解读不仅要追踪它试图描述的现象中外部驱动的变化——例如，行为实际上受社会角色和情境而非信念和欲望控制的经济和政治驱动的波动——还要追踪自我产生的变化。因为它具有调节功能和预测功能（McGeer，2007），心智解读的变化可以改变它们的解释目标——心智实际工作的方式。[2]
简而言之，与众不同的人类认知机制正在追踪那些对于遗传进化来说移动得太快的目标。在一个稳定的阶段，“同化等位基因”——减少认知工具发展的经验依赖性的基因——的发生频率可能会增加。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同化等位基因的选择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们的携带者适应新环境的速度将会变慢（Chater et al.，2009）。让我们以模仿为例再次说明，只要群体成员结合仪式和技术的姿态标记保持不变，享有特权并加速学习特定匹配垂直关联的等位基因就可能成为积极选择的目标。例如，那些更容易将匹配的躯干运动（例如，你向前倾，我向前倾）与互补的躯干运动（你向前倾，我向后倾）联系起来的人，可能比那些以相同的速度学习匹配和互补的躯干运动的人具有更高的繁殖适合度。但是，当惯例或技术发生变化时，那些同化等位基因会阻碍模仿机制的发展，而现在更有意义的是一系列匹配垂直关联。那些曾经如此强大的社会经营者，当他们应该退位让贤的时候，如果贪恋权力，就会失去社会资本。这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突变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模仿机制，就像梅尔特佐夫和摩尔（Meltzof and Moore，1997）假设的认知本能一样，它可以模仿任何身体运动的外在特征。然而，这将是遗传进化，而不是遗传同化，并且，鉴于没有人研究出这种机制如何运作（见第6章），就像车轮（Dennett，1984），它位于可用的遗传变异范围之外。[3]
与认知工具相比，启动装备（见第3章）的组成部分已经成熟，可以用于遗传同化，因为尽管人类社会环境发生了迅速且彻底的变化，但他们做的非特定工作仍然值得坚持。社会的宽容和激励促进了合作的发展，无论人们是在一起移动岩石还是设计火箭。密切关注人脸和声音打开了一扇通向他人信息的闸门，高强度的关联性学习和执行功能改善了一系列社会和非社会问题。增加社会来源信息的供给，提高跨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以改变认知机制，这些都是遗传同化的良好目标，因为只要发展环境中包含知识渊博的人和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些机制就可以保持适应性。但是，改变认知机制使人类的发展适应文化浸透环境的特定特征成为遗传同化的不良目标，因为这些特征只有在发生变化时，才会保持适应性。



一段小历史
现在我们从认知工具理论本身——它所说的关于文化群体选择、传承机制和遗传同化——转向该理论更广泛的含义，在第1章中，我介绍了人类进化的叙事和外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知工具假说是一种外力理论，它关注的是涉及人类进化的过程，而非涉及事件的历史的过程。理想的理论在历史和外力维度上都是综合的——它将用年代学作为外力的证据，用外力来解释年代学。因此，利用考古记录，将认知工具理论与人类进化中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在本节中，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开始讨论。我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用了一种宽泛的写法，但我希望能给人一种认知工具理论被专家用来解读考古记录的感觉。
在大约320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简单的石器。更复杂的阿舍利工具（Acheulian tools，以手斧为代表）出现在约170万年前。在25万年前出现了带有柄和类似刀刃的工具的一些早期迹象。因此，考古记录表明，在30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技术及生活方式变化相对较小。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直到最近，人们才接受这样的观点：智人经历了复杂性认知的跃迁，成为“行为上的现代人”。这发生在5万年前至4万年前，而这场“旧石器时代革命”是由基因改变驱动的（Mellars，1989；2005；Mellars and Stringer，1989）。在过去的20年中，这种观点被一些迹象破坏，即复杂性认知并非灵光乍现（McBrearty and Brooks，2000），而是反复“闪烁”。从10万～ 20万年前到4万年前，复杂性认知的各种迹象——例如，贸易网络扩大的证据、弓箭技术、珠宝和装饰品——在非洲不同的地区出现，然后消失。这些新的信息使得向行为现代化的转变看起来不像一场革命，但要想解释清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Sterelny，待刊）。
双重继承理论者为这一挑战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建议，即“分布式认知”或“集体智慧”假说（Henrich，2004；2015；Muthukrishna and Henrich，2016；Richerson and Boyd，2013）。这个假说指出，行为现代性的出现是由于气候驱动的人口变化，它使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得以实现。以前，作为其基因禀赋的一部分，人类个体（至少是海德堡人的后裔）具有文化进化所必需的心理能力，但是“谷”（知识和技能）的适应性创新并没有出现，在代际沿续，或者得到改善，原因是社会群体太小，彼此之间联系薄弱。早期的人类满足了文化进化的内源性要求，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不满足外源性要求，他们中没有足够的人经常保持联系。在规模小的、联系弱的群体中，产生和传递适应性创新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小群体的经济状况通常会阻碍专业化进程的发展。他们不允许一部分人成为可能提出有用的新技术的专家，例如，在工具制造或使用药草方面的专家。这样一来，任何新技术都不太可能被传承，因为，当只有少数人知道某件事情（例如，如何打结）时，可供学习的潜在榜样就很少。因此，由于榜样的死亡或不可接近，新手缺乏观察技能的机会，很可能导致技能的灭绝（Sterelny，待刊）。然而，根据集体智慧假说，大约25万年前，人类开始生活在更广阔、联系更方便的觅食带，文化进化开始发挥其魔力，但由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扰动迫使社会群体分散，文化进化时断时续。
一些模型和人种学证据证明，正如集体智慧假说提出的，向行为现代性的转变是由启动文化进化的人口变化驱动的。例如，大洋洲各岛的人口规模与技术复杂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line and Boyd，2010）。然而，本书中回顾的科学证据对人口变化对人类头脑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集体智慧假说意味着它并没有改变人脑的运作方式，只是改变了人脑所包含的内容。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通过文化传承而获得的“谷”——知识与技能。相比之下，文化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表明，人口变化也启动了“磨”——广而专的、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文化进化。基因启动装备（见第3章）的具体而常规的组件已经就位，并在数百万年来一直支持合作和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文化群体选择开始将具体而常规的组件精细化为我们现在所确定的机制，例如因果关系、情景记忆、模仿、心智理论和成熟的语言。正如考古学家长期怀疑的那样，行为现代性的发展涉及重大的认知升级。然而，变化的主要场所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而变化主要是由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产生的。



人性
什么是人性？现在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人性的概念是有缺陷的、过时的（Lewens and Hannon，待刊；Hull，1986；Lewens，2012）。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有根本的不同，也许是由上帝特别创造的，那么寻找清晰的边界就是有意义的——是成为人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是，批评者认为，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是进化的产物，不是自然的物种，而是沿着时间的轨迹发展的生物谱系的一部分。我们有独特的可观察的特征，例如，我们是赤裸身体的猿类，但我们并没有存在于我们身上而别的动物都没有的、造就了我们的内在属性。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研究者认为，人性概念仍有一些价值，即它有助于界定科学项目——例如，进化心理学的目的——并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学术界和公共生活中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工作暗示了人类行为的显著特征、起源和灵活性。
最近提出的两个理论，马切利的“法理说明”理论（Machery，2008；待刊）和塞缪尔斯的“因果本质主义”理论（Samuels，2012），旨在帮助人性概念实现这些功能。法理说明理论认为，人性是人类由于物种进化而倾向于拥有的一组属性，这些属性是人类物种进化的结果。它结合了“普遍性建议”，即属于人性的特征必须是人类的典型特征；以及“进化建议”，即它们必须是遗传进化的产物（Machery，待刊）。相比之下，因果本质主义理论认为，人性是一套机制，是物种典型认知和行为规律的表现的基础（Samuels，2012）。
这两种理论都回避了批评者对人性看法的主要反对意见，将其与人类的典型特征联系起来，而不是成为人的严格的充分必要特征。法理说明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将进化置于前景之中，因此与人类科学中的许多项目立即兼容，包括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生态学和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但法理说明理论也有两个弱点。首先，它允许我们拥有的所有的特征——形态、生理、行为和认知特征——都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该理论有可能将人性变成一个冗长而乏味的特征列表，而这些特征可以被火星人当作“野外指南”来将人类从地球生物中识别出来，但没有区分重要特征和琐碎特征（Lewens，2015）。其次，法理说明理论似乎对进化论采取了狭隘而过时的观点。它包含了通过选择作用于DNA序列而形成的人类特征，而不是文化进化或表观遗传学（Lewens，2015；Laland and Brown，待刊；Richerson，待刊）。因果本质主义理论具有优势和劣势互补的特点，它并没有把广义的或狭义的进化置于前景中，但因果本质主义的解释确实用了一定数量的属性来识别人性，大多数人，包括哲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在内，都会认为这些属性是重要的——具有潜在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产生了可观察的行为。
本书所调查的证据表明，法理说明理论和因果本质主义理论的混合体——“进化因果本质主义”——可以结合它们的优势并克服它们的弱点，使人性概念能够更准确地捕捉科学家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东西，以及他们计划在未来进行的调查（Heyes，待刊，b）。这种混合论认为，人性是一套机制，构成了物种表现的基础——典型的认知和行为规律，人类往往具备这种规律，这是物种进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它认为进化包括所有基于选择的进化过程——遗传进化、表观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
进化因果本质主义从前辈理论那里继承了一些重要的资产。就像法理说明理论的观点一样，它是进化论的观点，但它并没有犯进化论者在较早的人性理论中发现的本质主义错误（Hull，1986）。例如，它没有给出作为人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或者暗示人性是规范性的或固定的。同样，进化因果本质主义，与因果本质主义一样，保留了人性的因果解释功能。继亚里士多德、洛克和休谟之后，它将人性的组成部分作为潜在的或隐藏的实体来解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明显差异（Samuels，2012）。进化因果本质主义也逃避了因果本质主义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法理说明理论被指责为过度自由主义，因为它允许锡克教和滑雪术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Lewens，2015）。相比之下，进化因果本质主义，和单纯的因果本质主义一样，不会承认锡克教和滑雪术，不管它们变得多么普遍，因为它们是一系列明显的特征（行为、信念、价值观），而不是认知科学所研究的那种生成机制。
对法理说明理论的一个更严重的指控是，它做出了一个武断的假设，即一个特征如果是人类遗传进化的产物，就可以成为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如果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则不会这样（Laland and Brown，待刊；Lewens，2015；Richerson，待刊）。进化因果本质主义通过规定“人类的进化”包含所有基于选择的进化过程——遗传、表观遗传和文化——来克服这个问题。本书回顾的证据为这种概念化人类进化的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以前的研究表明，许多明显的人类行为是由文化进化形成的，但这里回顾的证据表明，产生这些行为的认知机制也是对文化变异进行选择的产物。文化进化——从强烈的选择意义上来说（见第2章）——产生了人类独特性的隐藏原因，而不仅仅是表面表现。
进化因果本质主义观点最重要的含义是人性的不稳定，它改变了历史，而不是地质、时间。识字的最初迹象可以追溯到大约6000年前，现在让人们能够阅读的认知工具存在于80%～ 90%的人类中。它们是潜在的行为机制，是人类的典型特征，因此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写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包括一般读写能力，以及一些特定版本的读写能力（例如，阿拉伯文）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任何规模的成功都可能是罕见的。很可能大量“启动”认知过程在一个小群体内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在它们成为物种的典型认知之前就消失了。一些认知变异将无法传播，或者已经灭绝，因为它们只具有局部的适应性。几乎可以肯定，中世纪行会的许多技能认知机制都是如此，例如皮鞋定制和蜡烛制作（见第1章）。其他认知变体可能具有全球传播的潜力，却因为它们所在的群体被战争或流行病摧毁而消亡。例如，也许那种使人类能够在成年后迅速学习多种语言（Evans，2013），以非常精确的方式记忆事件，或者比任何当前的心智理论更有效地预测行为的认知机制，曾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方蓬勃发展，然后因为冲突或不幸的影响而消失了。
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的认知机制也不能幸免。认知本能理论认为，相对于灾难来说人性是坚不可摧的。在一个人口被大量屠杀的孤立群体中，文化会消失，该群体将丧失一些知识和技能。然而，伴随每一次出生，都会有一个新的孩子具备广而专的认知本能，准备创新并向他人学习现存的知识和技能。相比之下，认知工具的观点意味着认知的“谷”和“磨”都会丢失。在一个弱小的、受创伤的群体中，儿童不太可能发展出广而专的认知机制，如因果理解、情景记忆、记忆和心智解读。他们的基因启动装备（见第3章）——社会宽容、社会动机、超负荷关联性学习和执行控制——将使他们处于比黑猩猩更高的地位，从而保留认知的“谷”和“磨”，但并不能保证一定如此。文化进化的能力以及文化进化的产物都可能丧失。
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但认知工具对人性的看法也有积极的一面。高教会派进化心理学对认知本能的观点以“现代的头颅装着石器时代的大脑”而闻名（Cosmides and Tooby，1997），换句话说，我们处理当代生活的认知过程是通过遗传进化形成的，以满足一小群游牧民族的需求，他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挖掘植物和狩猎动物。相反，文化进化心理学，即认知工具理论，则认为人类独特的认知机制是脚步轻盈的，它们不断变化以满足新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的需求。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头脑会因为远离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条件而脱节。从认知工具理论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社交媒体、机器人、虚拟现实——不是消耗过时的头脑，而仅仅是为人类心智进一步的文化进化提供刺激。



文化进化心理学
认知工具理论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这表明人类的认知机制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因为它主要是由文化进化形成的，而不是由遗传进化或智能设计形成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可检验的假设。我在本书中试图使假设清楚、合理，但此事目前尚无定论。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检验认知工具理论，并通过文化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心智的起源和运作特征。
在案例研究考察的认知机制中，选择性社会学习为专门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机会。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儿童从小就表现出选择性社会学习行为。为了检验认知工具理论，我们需要一些实验来告诉我们选择性何时开始成为一种元认知——一种不可能由领域一般性和分类一般性的注意机制产生的机制。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内容和发展时间表——在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变异是否代表刺激的丰富或贫乏。它是否不仅与孩子们关于“谁知道”的一手经验相关，而且与他们向他人学习何时依赖社会学习以及信任谁的机会有关。
除了案例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需要探索。本书重点介绍了四种文化学习：选择性社会学习、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第五种类型，规范性或道德性思维，进行类似分析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分析资料包括来自儿童、成人和非人类动物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数据。推断“我们和其他人应该做什么和想什么”的能力，不仅促进了合作，而且鼓励高保真度的文化传承。文化进化在塑造我们的这种能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鉴于本书所述的证据，其他类型的文化学习是认知工具，人们可能会认为，正常状态下的文化学习也是如此。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社会认知机制（如面部处理）更开放，似乎并不专门针对文化传承。毫无疑问，来自社会的输入——许多面孔的视觉——对于面部处理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我们似乎不大可能向别人学习如何识别面孔。也许其他人在面孔识别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葡萄酒在葡萄酒识别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他们的面孔必须被看到，但他们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非社会的或领域一般性认知机制，如因果理解、情景记忆和推理呢？我看到的迹象表明，这些能力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认知工具，表明它依赖于通过社会互动在发展过程中构建的认知机制，但这些仅仅是推测。我们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全面、广泛的分析，并进行专门的实验，以测试每一个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到底算不算认知工具。
展望未来，在认知工具理论框架内，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关联有着令人兴奋的前景。巴雷特的建构情感理论（Barrett，2017）为社会互动在塑造人类情感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种理论和其他类似理论（Greenwood，2015）能否从文化进化角度加以完善？有没有感情上的认知工具？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在文化上研究它，从而更深入地认识独特的人类情感？考虑到规范性思维与诸如羞耻和内疚等独特的人类情感之间的密切关系，道德很可能是探究这些问题的肥沃土壤。
文化进化心理学的优点之一，就是它能使人们对各种认知机制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组成一体的问题产生关注，并使这些问题变得合理。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是复杂的、适应性的和可改进的机器，而不是从出现起就完备的实体。因此，无论是把它们作为认知本能或认知工具，对其起源的解释都将包括对其建构过程的说明。例如，哪些“旧零件”已被纳入设计，它们如何与新零件相互关联，零件的组装顺序，以及什么样的环境投入驱动了建筑过程（见第6章）。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无论建构发生在系统发育还是个体发育的时间尺度上，发生在久远的过去或是在有生之年，这些问题很少被先天主义者解决。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如果某件事是认知本能，那么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是其他学科的责任，也许是遗传学或古考古学，但不是认知科学（Samuels，2004）。实际上，文化进化心理学鼓励认知科学家和其他人开发和测试关于认知工具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组合到一起的理论。此外，由于文化进化比遗传进化更快，而且许多建构过程都发生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因此，认知工具理论使得关于建构的问题在经验上易于处理。我们可以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合作，通过研究当代人群和历史人群，以及对我们来说只有考古证据的人群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猜测在遥远的更新世，认知机制是如何由遗传进化整合在一起的。通过实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正在活生生的人体内被建构。
文化进化心理学不仅对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及其与人类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提示我们在探究人类心智起源时需要应用新的证据标准。如果认知机制的适应性不仅可以归因于遗传进化和智能设计，还可以归因于文化选择，那么，当一种机制是适应性的，或者很难想象它是如何被学习的（智能设计），仅仅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该机制是由遗传进化塑造的。要确信一种机制是一种认知本能，我们需要遗传参与的正面证据。例如，我们需要证明，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相似，其机制在非自然情境下很难获得，或者获得过程不符合领域一般性学习原则。“它在我们的基因中”不能作为默认解释。



小结
本书介绍的理论框架——文化进化心理学，结合了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的长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人类成为如此独特的动物？和鼎盛时的进化心理学一样，文化进化心理学将其视为一个关于心智的问题，它借鉴了认知科学，而不是民间心理学，以获取关于心智如何工作的信息。和文化进化论一样，文化进化心理学也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表型不仅受遗传和学习的影响，还由文化进化塑造。然而，与前辈理论不同的是，文化进化心理学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和其他广阔领域发现了证据，即文化进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类思想的“谷”，它也塑造了“磨”（认知机制）。独特的人类认知过程是文化群体选择的产物。它们不是认知本能，而是认知工具。
[1] 根据定义，非文化社会学习不是专门用于文化传承的（见第4章），但没有理由怀疑简单的、古老的社会学习形式，如刺激增强和观察性条件反射，是否有助于文化传承（Heyes，1993）。它们不是为此而生的，但它们仍然可以承担这个职能。
[2] 心智解读的调节功能是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目标。我的猜测是，心智解读的获得改变了系统2中的一系列过程——大多数人认为是“心智”的部分——并且对系统1的影响较小（见第3章）。
[3] 原则上，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选择可以加速所有感觉运动学习的基因突变来解决，这些基因突变包括身体运动的运动表征与无生命刺激的感觉表征及不匹配的身体运动的感觉表征的关联。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但是：（1）情况将变成模仿为更快的领域一般性感觉运动学习提供选择压力，而不是领域特殊性认知工具的遗传同化的例子；（2）鉴于感觉运动学习在跨物种的所有运动控制中的重要性，很难相信，如果有适当的突变，在模仿对人类变得重要之前，它们很久不会被选择。此外，至关重要的是，鉴于需要在经验证据中建立遗传同化论点，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表明感觉运动学习在人类群体中比在其他动物群体中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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